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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转型升级是管理学界和经济学界共同关注的两大问题，现有的相关研究主要沿着两条平行的主线展开：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重点在于对其本质、动因与绩效的探讨；产业转型升级的研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其视角从全球商品链到全球价值链再到全球产业网络，涉及经济全球化进程、国家与区域经济发展、产业与企业战略的运营等，包括国际贸易自由化原则与贸易磨擦、公平贸易与公平竞争、区域经济发展、国际竞争优势、就业和体面劳动、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等有关国家、产业和企业等关键问题。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经济组织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以价值链为基础的全球产业网络。在此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以低劳动成本的优势承接了大量生产制造环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总体上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分工地位。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业面临着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升级的双重使命。随着中国的入世和纺织品贸易配额的取消，中国纺织服装业的规模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巨大产能得以释放，成为全球第一大纺织服装生产和出口国，在全球纺织服装产业网络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总体而言，大量出口产品来自加工贸易环节，产品附加值较低。当前面对欧美等发达国家买家强悍的侃价能力和严格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加之出口退税调整、人民币升值、原料和劳动力价格以及经营成本的提高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纺织服装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强化社会责任和转变发展方式的压力。然而，我国学术界对此所进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还很不够，尤其是把两者结合起来深入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

鉴此，赵林飞博士和顾庆良教授知难而进，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经济管理理论，写成了具有较强创新性的学术专著《全球产业网络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升级》，我读后深受启发。该书从全球产业网络的分析框架出发，以中国纺织服装业为重点，验证了“做好事把事情做好（Do well by doing good）”的可能性。作者运用CSp（Context-Strategy-performance）的研究逻辑，探讨全球产业网络的本质特征、企业社会责任的制约机制和不同分析框架下产业升级内涵的演变。经济性和社会性是全球产业网络的双重特征，作者对发展方式转变从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用企业势力和企业价值反映经济升级，用体面劳动反映社会升级，并选择相应的变量构建了结构方程模型，揭示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产业升级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将企业分为主动适应型和被动反应型两类，比较了不同类型企业的行为表现；并以“申洲”和“雅戈尔”两家纺织服装企业为案例，探讨了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在全球产业网络框架下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的成功路径，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当然，本书的研究还是初步的，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升级及其相互关系还需从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上开展更为全面、系统的研究。而这样的研究对于中国工业经济、尤其是纺织服装等传统优势行业的转型升级以及企业家素质提高和社会转型，无疑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我们期待并相信作者会推出具有更高学术水准和应用价值的新作，也希望学术界、企业界有更多同仁能投入这项研究与实践中，以便对我国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转型升级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浙江省特级专家

陆立军

2010年12月25日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研究背景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价值创造和分工体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垂直分离和重构，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经济组织将生产过程分解为若干阶段，根据不同的要素禀赋在全球配置生产资源，形成以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为基础的全球产业网络（似乎国内多数学者将其表述为“全球生产网络”。如Shahid Yusuf等（2005）；刘春生（2006）；刘德学等（2006）；鲁邦旺等（2007）。笔者认为，“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所涵盖的范围涉及特定产业的设计、生产、营销和物流等所有环节，而不仅限于生产环节，用“全球产业网络”一词更合适。因此，在本书中采用“全球产业网络”的表述。同样的，文嫮（2005）在其博士论文中也采用了“全球产业网络”的表述。吴晓波等（2007）则用了“全球制造网络”的表述。）（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GpN）。一方面，发达国家对自身的核心竞争能力作了一次重新定位，将重心由生产制造转移到了创新、设计、市场营销、服务和制造业中高附加值环节等方面；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由于接受了大量从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生产制造等价值环节，从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张辉等，2007）。在此过程中，中国也正在大规模、全方位地融入世界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已经成为世界分工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碚，2003）。中国产业在新一轮国际分工格局中仍处于较低层次，总体地位还不高，处于不利的分工地位（汪斌，2006）。因此，中国产业如何在全球产业网络中提高国际分工的地位，从而获得更高的附加值，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一个非常紧迫的课题。

自20世纪20年代起，资本的不断扩张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如贫富分化、社会穷困，特别是劳工问题和劳资冲突（刘俊海，1999）。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的国际化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资本地位不断上升，而世界劳工的地位在不断下降，因此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劳动问题（常凯，2002）。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在全球跨地域流动以寻求最大的利益，跨国公司将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世界范围的资源流动和生产使得跨国公司不受当地劳工立法的制约，减少了对生产工人的直接管理与保障。同时，跨国公司不断地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低成本的制造商。在跨国公司的这种“订单转移”的策略下，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为了争取到订单而不得不陷入一种“向下竞争”（Race to Bottom）：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强制加班、严格管理、劳工权益缺乏保障，同时造成对环境的破坏（兰荣国，2006）。资本在全球流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活动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工人工作条件和劳工利益的“向下竞争”，结果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内劳工状况的全球性恶化（余晓敏，2006）。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消费者、工会、学生组织、跨国非政府组织批评跨国公司的“血汗工厂”，并纷纷发起“反血汗工厂”的运动（Anti-sweatshop Campaigns）。自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运动（张忠，2005），个体的利益相关者、贸易联合会、非政府组织等对公司按社会责任方式运作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要求跨国公司承担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在赚取利润的同时，应主动承担对环境、社会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谭深、刘开明，2003）。受全球化和竞争的双重压力，跨国公司也通过制定行为守则（Code of Conduct，COD）来规范其国内和国外的经营活动。全球产业网络中的领导者也通过制定相应的规则（如COD、SA8000认证）来约束其各生产环节中成员的行为。企业社会责任成为当今社会最流行的概念之一（Kagnicioglu & Kagnicioglu，2007）。

以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纺织服装产业为例，随着中国的入世和扭曲的全球纺织品贸易体制——多边纤维协定（MFA/ATC是设计通过限制更有竞争力的供应商的进口（比如中国）以保护美国和欧盟的国内产业（Thoburn，2009）。）（Multi-Fiber Agreement，MFA）的取消，中国纺织服装业的规模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巨大产能得以有效释放，成为全球第一大纺织服装生产和出口国，在全球纺织服装产业网络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但总体上来说，大量出口产品来自加工贸易环节，品牌贡献率较低（资料来源：2008/2009中国纺织工业发展报告，第232页。），服装出口单价也出现下降的趋势（资料来源：2008—2009中国服装行业发展报告，第59页。）。在全球商品链中中国强于生产却弱于流通，强于产品弱于品牌，强于单品加工弱于系列设计和商品策划，缺乏主导权和议价权。在全球价值链中，中国只获得很小部分加工附加值，而服装及终端产品十分之九的附加值被设计师品牌、零售商和服装品牌拥有者占有。在全球产业网络框架下，面对着欧美等发达国家买家强悍的侃价能力和严格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加之出口退税调整，人民币升值，原料、劳动力以及经营成本的提高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纺织服装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此同时，“劳动力”问题成为困扰中国纺织服装业发展的一大主要制约因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地方政策导向变化等因素导致我国部分纺织服装企业关停，但“劳工荒”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江苏、浙江、福建等地，“熟练工”依然存在较大缺口和隐患（资料来源：2008/2009中国纺织工业发展报告，第116页。）。解决“民工荒”的主要路径只能依赖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改善劳动环境，提高员工的社会福利和工资水平。这就意味着企业增加了更多的劳动力成本，这又给以低成本为优势的加工企业带来了更大的困扰。

2010年世界知名企业富士康的“多连跳事件”是企业转型升级和企业社会责任困境的极端和集中体现。作为一家优秀的代工企业，富士康构建了“高品质”（“技术领先的客户化体现”、“客户快速响应”和“总成本领先”）的竞争优势（资料来源：“极致”的管理，极端的“表达”——“富士康事件”背后的管理困局专家研讨沙龙（姜汝祥），中国经营报，2010-05-31。），在这样的战略选择下，为了与上端研发产业及下端市场接口，不得不在制造环节加大设备和技术投入，而对人工成本进行严格控制，从而降低总成本。但随着产业发展升级，制造环节的利润率越来越低，由2000年前后的20%左右下降为目前的5%左右（资料来源：“极致”的管理，极端的“表达”——“富士康事件”背后的管理困局专家研讨沙龙（吕峰），中国经营报，2010-05-31。）。据美国权威市场调查机构iSupply提供的数据表明，富士康给苹果加工一台ipad，费用仅为11.2美元，而平均成本为260美元的ipad，在美国最低售价为499美元，富士康的代工费仅占售价的2%，少得可怜（资料来源：“极致”的管理，极端的“表达”——“富士康事件”背后的管理困局专家研讨沙龙（刘步尘），中国经营报，2010-05-31。）。这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产业链布局和竞争压力传递机制，直接传导到产业链最底层的劳动者身上（资料来源：金碚.从富士康事件中吸取教训，中国经营报，2010-05-31。）。造成整个产业系统持续的关键问题在于：已有劳动法的国家执法的缺失；不足以维持生存的低工资、过多或强制性的加班；充分的劳动者管理代表的缺失等（Forstater M.Sectoral coverage of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Implications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on the textile and clothing sector.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 Sectoral Activities programme，2010：5.）。劳动者的压力无处传导就用极端的“跳楼”形式表达，惨痛地体现了代工模式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在两难困境的情景下，中国制造业应该如何解题？企业社会责任能否作为一种投入转化为产出，使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企业社会责任能否提高本地供应商在全球产业网络中的地位，从而获得更多的议价权？企业社会责任能否作为供应商与买家、供应商与员工之间的凝化剂，使得企业的网络组织更为稳定？这些问题围绕着“企业社会责任能否促进产业升级”这一焦点问题展开，需要学术界作出解答，为企业界走出困境指明方向。

二、研究意义

现有的研究主要沿着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升级两条平行的主线展开：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重点在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形成与发展、动因及其绩效；产业升级的研究框架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不断深入，从全球商品链到全球价值链再到全球产业网络，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问题，升级路径及其模式和内涵都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中（Zhao & Gu，2009a）。以Gereffi为代表的学者基于全球商品链的视角以东南亚的服装产业为例，揭示了发展中国家本地供应商一条从组装（Original Equipment Assembling，OEA）—委托加工（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OEM）—自主设计和制造（Original Designing and Manufacturing，ODM）—自主品牌制造（Own Brand Manufacturing，OBM）的产业升级路径（Gereffi，1999；Bair & Gereffi，2003；humphrey，2004）。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框架使产业升级的研究重心转移至价值链不同环节的价值的创造、分化及其俘获上，价值链的全球化使得设计、生产和营销等不同的环节更加协同（Barrientos et al.，2008）。全球价值链视野下的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有四种模式：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humphrey & Schmitz，2002），不同模式有着不同的创新行为和绩效（Kaplinsky & Morris，2002）。全球产业网络的分析框架与前两者相比，除了从商业视角关注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活动外，更从社会视角关注其对人们生活的影响（Barrientos et al.，2008），更多关注生产和雇佣关系的社会和制度嵌入，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当地供应商（herderson et al.，2002）。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拓展，升级的研究对象超越了制造业的范围向农产品、服务业（如旅游、商务外包等）延伸，原有的“产业升级”的概念用更宽泛、更具包容性的概念“经济升级”所替代，研究的重心也逐渐转向社会升级问题，关注劳动者作为社会行为者的能力和权益的提升及其雇佣质量的提升（Barrientos et al.，2008）。

国内众多学者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研究了纺织服装产业升级路径及其策略（黄永明等，2006；刘芹、陈继祥，2006；胡丹婷、汪佩霞，2007；梁文玲、李鹏，2008；卓越、张珉，2008等），而对纺织服装业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关注不多。有实证研究表明产业升级与劳动力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工作环境的改善等暗含着关系（Bair & Gereffi，2001），产业升级产生一定的劳动力市场收益（如雇用的增加，工作质量及劳动安全的提高，培训和技能的提升，对劳工标准更多的关注等）（Remesh，2007）。Ahmed和peerlings（2009） 对孟加拉国的纺织服装业的研究表明，企业对劳动者生产条件和服务的改善，可以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不仅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和福利，也给企业带来了更高的收入，使其更多地投入到改善劳动环境中。Zhao和Gu（2009c）对宁波纺织服装产业集群的研究表明企业不同的经营模式与体面劳动的一些变量之间存在着显著关系。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与经营模式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Zhao & Gu，2009a）。但企业社会责任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从理论上深入探讨并得到实证检验。

本研究的目的就在于在全球产业网络的框架下，从理论上探讨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升级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构建理论模型，通过中国纺织服装业的调研进行实证检验，得到相关的结论。研究结果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升级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和指导意义。

第二节 文献综述

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升级是本书两个核心概念，涉及的文献颇多，本节仅择其要，对两个概念的演变进行梳理，作为本书研究的基础。总的来说，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经历了从“责任”到“战略”的演变，而对产业升级的研究则从一般理论转向产业实践，其研究视角出现微观化趋势。

一、企业社会责任观念：从“责任”到“战略”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演变可以看成是两条平行路径的结果（Vurro，2006）：一是政策制定者和组织为推广企业社会责任思想而推出的概念。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可持续发展协会（WBCSD）、国际劳工组织（ILO）、欧盟（EU）等。二是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模糊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作为管理工具和行为指导原则的明确界定的演进过程。

在学术文献中，CSR是个“备受煎熬”的概念（Godfrey & hatch，2007），Carroll（1999）回顾并讨论了学术文献中25个关于CSR的不同定义。企业社会责任最早的定义是由Bowen（1943）给出的，指“商人按照社会的目标和价值，寻求其政策，做出其决策，或采取令人合意的行为底线的义务”（perrini et al.，2006）。Carroll（1991）的金字塔模型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某一特定时期社会对组织所寄托的经济、法律、伦理和慈善的期望。Donaldson和preston（1995）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则包含了利益相关者的思想。Kotler和Lee（2005）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通过企业自主决定的经营实践和企业资源的贡献而提高公共福利的义务。Sacconi（2006）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基于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企业治理的延伸模型。刘俊海（1999）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营利或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应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卢代富（2002）则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义务。陈永正（2004）将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归结为企业与股东之外的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对于企业利益的实现机制的重构。

不同的学者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演变过程。De Bettignies（2002）回顾总结了1955—2002年间企业社会责任不同的含义，将企业社会责任思想划分为十个阶段：企业慈善（1955）、企业伦理（1960）、企业社会责任（1965）、利益相关者模型（1970）、企业社会响应（1975）、企业社会绩效（1980）、企业社会公正（1985）、可持续发展（1990）、三维基本底线（1995）和企业公民（2002）。Juholin（2004） 根据Frederick（1994） 和Vercic（1994）的研究将企业社会责任分为五个阶段和类型：CSR0（public Responsibility 1900s—1930s），强调公共利益；CSR1（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1930s—1970s），企业社会责任，关注普通公众；CSR2（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veness 1970s），企业社会响应，重点在于公司社会关系管理；CSR3（Corporate Social Rectitude 1980s），企业社会公正，强调双向均衡的公共关系；CSR4（Corporate Social Reason 1990s），企业社会动机，强调企业的公共关系不仅仅在于有效、正确地管理公司的关系，而且应该完全地参加寻求解决环境问题的路径。沈洪涛和沈艺峰（2007）则将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演变划分为五个过程：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20世纪70年代以前）、公司社会回应（20世纪70年代）、公司社会表现（20世纪80年代）、利益者相关理论（20世纪90年代）、公司公民（21世纪初）。

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也由最初的“责任”转向“战略”思想。Kotler和Lee（2005）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经历了从“职责到战略的转变（A Shift from Obligation to Strategy） ”。perrini等（2006）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包括战略和公司政策等内容，与企业管理的所有领域产生交互的因果关系，同时也是竞争优势的源泉。porter和Kramer（2006） 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不仅仅是成本、限制或慈善行为，更重要的是，通过策略路径，企业社会责任会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产生机会、创新和企业的竞争优势。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会产生不同的绩效。姜启军、顾庆良（2008）的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对企业绩效影响显著的是企业竞争力，对员工流失率、企业声誉有影响且有显著性差异。Zhao和Gu（2009a）对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研究表明主动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企业获得更高的利润率。

二、产业升级：从一般理论到产业实践

传统的产业升级理论研究视角相对比较宏观，主要研究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演变的内在关联。产业结构的发展和演变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经济现象（芮明杰，2005）。产业结构的演变可以带动经济结构增长，而经济增长又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加速演变和升级（王述英等，2006）。许多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演变的内在关联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代表性理论有西蒙·库兹涅茨的总体增长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理论、罗斯托的主导产业转换规律以及钱纳里的工业经济增长模型。

库兹涅茨提出经济增长因素主要是知识存量的增加、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结构方面的变化。在第三个重要因素——结构变化研究中，不仅考察了产业结构变动与总量增长的一般关系，而且分析了结构变动在不同总量增长时点上的状态。其研究指出，发达国家在现代经济增长时期的总体增长率和生产结构变动率都比以前高得多。首先，假如按人口平均产值和生产率的高增长率是与新知识和技术革新大规模地应用于生产相联系时，生产结构的变动率大致上也是高的。其次，新知识和技术革新大规模地应用于生产按人口平均产值和生产率的高增长率导致了生产结构的高变动率。相反，不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变动缓慢，结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小，这表现在：不发达国家传统结构束缚着60%以上的劳动力，使之聚集在传统的农业部门，传统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方式阻碍着经济增长；制造业结构不能满足现代经济增长对它提出的要求；需求结构变化缓慢，消费水平低，不能形成对经济增长的强有力的刺激。因此，产业结构的演变是总体增长高速度的必要条件和可能的费用（芮明杰，2005；王述英等，2006）。

罗斯托则认为，经济增长在本质上是一个产业部门变化的过程，它根植于现代技术所提供的生产函数的累积扩散之中。现代经济增长对技术创新的吸收是一个产业经济部门的形成过程，也是主导产业经济部门依次更替的结果。主导产业部门之所以能带动其他部门经济增长，不仅因为它本身有相当高的增长率，而且还由于它具有回顾效应、旁侧效应和前向效应。另一方面，引进新的重要技术或者进行技术创新是产业经济结构彼此联系、相互作用而使产业结构升级的结果。主导产业的建立和扩展，主要是由于引进新的重要技术，进而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大规模地集结和组合新的生产要素，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动，同时引起传统产业的改造与更新。因此，经济增长是产业结构不断变化而使其功能不断提高的结果（芮明杰，2005；王述英等，2006）。

钱纳里（1986）认为经济增长是生产结构转变的一个方面，并将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变定义为：随人均收入增长而发生的需求、贸易、生产和要素使用结构的全面变化。多国增长研究表明，一方面，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结构变化造就了增长率先增加而后下降的发展格局；另一方面，结构因素对发展中国家比对发达国家重要得多，反之劳动力增长对发达国家效果更显著，而投资则是对两组国家都重要的增长因素。制造业加上社会基础设施的崛起，是结构转变后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产业结构的演变过程也是一个升级的过程（厉无畏、王振，2001）。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升级的研究视角出现了微观化趋势。虽然产业升级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产业升级的概念及内涵至今仍然很难完全统一。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层面对产业升级有不同的表述。厉无畏、王振（2001）认为产业升级是产业发展由低级向高级的提升，不仅包括数量的增加，而且还包括质量的提高。产业升级的过程主要涉及三个层面：一是三次产业的结构升级过程（可用著名的配第—克拉克定理描述）；二是制造业内部的结构升级过程（可用工业化阶段理论和著名的霍夫曼定理进行描述）；三是各个行业内部，包括传统行业内部的结构升级过程。porter（1990）认为，产业升级的本质在于当资本（人力和物力）相对于劳动力和其他的资源更加充裕时，国家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发展比较优势。Gereffi（1999a）认为产业升级是一个企业或经济体提高迈向更具获利能力和/或技术复杂的资本和技能密集型经济领域转移的过程。poon（2004）则将产业升级视为制造商成功地从生产劳动密集型低价值产品向生产更高价值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经济角色转移过程。尽管学者从不同的层面对产业升级进行界定，但可以看出产业升级的核心在于技术升级，产业升级的研究对象出现由宏观转向微观的趋势，由国家（区域）层面转向产业层面乃至企业层面的升级。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全球产业网络的形成使产品的价值创造环节分散于不同国家和地区，这无疑为发展中国家嵌入价值创造环节、提高生产和创新能力、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带来了机遇。基于此，自20世纪90年代末，国外学者开始尝试从全球价值链这一崭新视角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问题（张向阳、朱有为，2005）。

在全球价值链中关于产业升级的研究源于Gereffi等人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所作的东亚服装产业研究（Gereffi等人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GCC）的分析框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对产业升级的研究视角也由全球商品链转向全球价值链。在本书第四章中将进一步讨论。）。在全球价值链的视角下，Gereffi（1999a）将产业升级分为四个层次：一是产品升级，即从简单到复杂的同类型产品；二是经济活动升级，包括设计、生产和营销能力的提升；三是部门内升级，如从最终环节的制造到更高价值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也包括供应链的前向和后向联系；四是部门间升级，即从低价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他指出这一升级框架不仅可用于国家（区域）的升级研究，也可用于产业乃至企业的升级研究。在这个分类的基础上，humphrey和Schmitz（2002）明确提出了一种以企业为中心、由低级到高级的四层次升级分类方法：一是流程升级，通过重组生产系统或是引入高级技术将投入转化为产出；二是产品升级，根据单位增加值转向更高端生产线；三是功能升级，即获得链上新的、更好的功能，如设计和营销，或放弃现有的低附加值功能而集中致力于附加值更高的环节。四是部门间升级，把从一个特定环节中获得的能力应用于新的领域或转向一个新的全球价值链，也称链升级。这种四分法在目前的研究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可，普遍认为产业升级一般都依循从工艺流程升级到产品升级再到功能升级最后到链条升级。这一升级规律基本上可以通过东亚众多国家工业化进程来加以佐证。

20世纪末期以来，一些学者延续Gereffi等人的早期研究成果，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研究产业升级问题。产业升级可以包括价值环节内在属性和外在组合等两个方面的变动，这两方面都连接在同一链条中或不同链条之间的相互关联中（张辉等，2007）。由上可见，西方对产业升级研究的视角较为微观，实质上把企业的生产能力以及竞争力的提高视为产业升级的本源。因此，从全球价值链的理论来看，产业升级就直接表现为企业在一个全球价值链中顺着价值阶梯逐步提升的过程。当然产业升级也有部门维度，并且因不同产业集群的特点而有所差异。中国产业在世界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在全球价值链中仅占据附加值较低的环节。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我国地方特别是沿海等先发展起来的地区面临的产业转型和升级压力也越来越大，基于全球价值链中国产业升级也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

纺织服装业是主要的研究对象之一。黄永明等（2006） 运用全球价值链的升级分析框架，分析了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中国纺织服装企业面临的升级障碍和升级路径选择问题，提出了基于技术能力、市场扩张能力以及技术和市场相组合三种企业升级路径。胡丹婷、汪佩霞（2007）分析了中国服装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并提出了通过制造样衣以提高产品设计能力、品牌国际化以拓展国际市场营销渠道的由价值链低端逐步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升级路径。赵君丽（2007）研究了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升级问题，认为中国服装产业升级可按照OEM——外包或制造三角（“制造三角”指拿到发达国家的订单，然后部分或全部外包给其他低工资国家或地区。见赵君丽（2007）。）——OBM模式进行，升级的关键在于纺织服装企业是否具有创造产品差异的能力。刘芹、陈继祥（2006），梁文玲、李鹏（2008） 分别分析了基于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的中国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及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及升级的策略。卓越、张珉（2008）通过分析全球价值链的收益分配机制，认为国内纺织服装业在通过加入全球价值链以实现产业升级，获取分工收益的出口导向型产业发展道路中，形成了以跨国采购商为主导的俘获式全球价值链。跨国采购商所决定的分工格局以及对升级的控制，将作为代工者的国内纺织服装企业牢牢锁定在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环节，使国内代工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配地位日趋恶化，陷入“悲惨增长”。中国服装业只有摆脱跨国采购商的升级控制，培养自己的高级要素，实现由俘获式全球价值链向均衡式全球价值链的转变，才能走出“悲惨增长”困境。

汽车和信息电子等产业的升级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段文娟（2006）、沈洊（2006）分别探讨了汽车产业价值链的治理模式以及国际分工转换背景下的中国汽车产业的价值链重置和升级问题。文嫮、曾刚（2005）以上海浦东集成电路产业网络为例，研究了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地方产业网络的升级问题。文嫮（2006）对上海浦东IC地方产业网络进行了研究。王如镜（2006）则对苏州IT制造业产业集群在全球产业网络内的升级进行了研究。

产业升级的研究还与地方产业集群紧密联系。张辉等对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作了大量的研究（张辉，2004a，2004b；张辉，2005a，2005b；张辉、喻桂华，2005；张辉、王缉慈，2006；张辉，2006；张辉等，2007）。黎继子等（2005）探讨了全球价值链下地方产业集群的供应链整合问题。张向阳等（2005）对苏州和温州两类以不同模式嵌入全球产业网络的升级路径进行了研究。朱允卫、董美双（2006）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对温州内向型和外向型两类不同发展路径的鞋类企业的升级途径进行了研究。汪斌、侯茂章（2006）考察了杭州14个典型地方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状况，探讨了地方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实现升级的模式选择和总体思路。汪斌、侯茂章（2007a）进一步分析了浙江杭州区域创新体系与地方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实现产业升级的关联。

毋庸置疑，国内学者对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国产业升级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本书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但从以上对相关研究的综述可以看出，国内学者主要从经济角度关注中国产业升级问题，其研究主要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对网络内成员之间关系及其权力的分配研究不够深入，因而也忽视了中国产业的社会升级问题。而社会升级恰恰是全球产业网络分析框架的另一研究路径。这方面研究的不足成为本书的立足点，本研究将在全球产业网络的分析框架下，从经济性和社会性两个方面讨论中国产业的升级问题。这也是本书在理论上的创新之处。

第三节 国内外学者关于全球产业网络的研究

一、国外学者关于全球产业网络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全球产业网络的研究有两条平行的路径：Ernst等人的研究和herderson等人的研究（Roper & Grimes，2005）。全球产业网络的概念也是由Ernst 和herderson等人在1999年于同期平行提出的（参见herderson等（2002b），第8页。），但两人研究的起点及表达的含义有所不同，研究框架及研究重点也存在差异。

Ernst等人全球产业网络的研究是基于电子和信息技术产业进行的，认为全球产业网络是一种组织创新，通过一种平行的过程，将不同等级层次的网络参与者进行整合，使跨过企业与国家边界的分散化的价值链集中起来。其本质特征在于范围（全球产业网络包括价值链的所有阶段，而不仅仅是生产环节）、不对称性（旗舰主导和控制着网络资源和决策）、知识扩散（知识的共享是网络维持生长的黏合剂）三个方面（Ernst，2003）。基于此，Ernst将研究重心放在全球产业网络内的知识扩散（以旗舰为主导的）以及本地供应商的能力升级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上（e.g.Ernst & Kim，2002；Ernst，2001a；2001b；2002；2003a；2003b）。

herderson等（2002）对Ernst关于全球产业网络的研究进行了评述，除了肯定其贡献外，也提出了其全球产业网络分析框架的不足：第一，其分析框架狭隘地集中于全球产业网络中主要“旗舰”公司的作用，而缺少对网络供应商的关注。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无法揭示全球产业网络中竞争成功的源泉。第二，其分析框架忽视全球产业网络中服务功能（从设计到营销）的作用，而服务功能对全球产业网络的可行性是至关重要的。第三，过多强调研究与开发、技术转移等正式机制的作用，而较少注意隐性知识的扩散作用。

herderson等人的全球产业网络概念建立在Gereffi等人的关于全球商品链的研究基础上，同时，其分析框架致力于提供一个与Ernst相比更为严格和完整的全球产业网络概念及其组成要素和研究背景。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全球产业网络是被作为一个概念框架提出的，将包括全球的、区域的和当地经济和社会在内的各个方面融入多种形态的经济全球化中。在研究内容上，herderson等更致力于对融入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及知识、资本和劳动力的再生产的整个社会过程的分析（herderson et al.，2002b）。在方法论上，其全球产业网络观点直接关注：网络中的企业融入特定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营销中及其在全球和区域范围内的组织；网络中企业势力的分配及其变化；体制、政府机构、工会、雇主联盟和非政府组织等对融入产业网络的企业战略的影响；以及以上所有这些因素对嵌入网络的不同企业和社会的技术升级、价值增殖及获取、经济繁荣等的影响（herderson et al.，2002a）。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与Ernst等人的全球产业网络研究框架相比，herderson等人的研究具有更深厚的理论基础，研究的内容也更为全面，为经济全球化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也为本书提供了坚实的研究基础。

国外其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全球产业网络进行了研究。如Taudes等（2002）研究了产业网络内的组织学习机制；Levy（2005）则研究了全球工厂在全球产业网络中的霸权地位；Roper和Grimes（2005）研究了ICT全球产业网络背景下不同城市ICT产业发展的特征。Coe等（2004）构建了区域发展与全球产业网络的分析框架；henry Wai-chung Yeung（2009）则以东亚地区为例，研究了区域发展和全球产业网络竞争力变迁之间的关系。

二、国内学者关于全球产业网络的研究

“全球产业网络”一词在国内出现得相对较晚（国内较早出现“全球产业（生产）网络”一词的文献为苏桂富、刘德学的《浅析全球生产网络的运行机制及其经济学本质》一文，载《生产力研究》2006年第1期：41-43。），但相关的研究并不少见，大致可分为理论和实证研究两大块。理论方面主要探讨新一轮国际分工特点及全球产业网络（全球价值链）运行机制及其特征；实证方面主要研究全球产业网络（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产业升级问题。两大内容涉及的文献相当丰富，本节仅择其要进行回顾与述评。

（一）国际分工新格局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迅速崛起，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分工形态的深化发展，总体上使得传统的以垂直型分工为主导向混合型分工为主导转变，呈现出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与产品内分工并存的多层次、多样化形态。当代国际分工格局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多边、交叉叠加的立体结构（“多层次”指不仅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并存着各类国际区域分工子体系，而且在各区域内存在的各国产业结构体，也以不同类型的分工关系联接在一起；“多边”指当代国际分工在多国经济体之间展开；“交叉叠加”指一国不仅与域内国家，也同域外国家发生分工关系，即各国间交叉叠加地发生分工关系。参见汪斌（2006）：27。）”（汪斌 2006）。在这种多层次的产业分工格局中，分工不仅表现为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之间的垂直分工，还表现为同一产业、同一产品价值链上不同环节之间的水平分工。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和混合分工的过渡使得世界各国的生产活动不再孤立地进行，而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有机组成部分（刘春生，2007）。在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中，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不仅取决于产业层次的高度化，还取决于产业链条或产品工序中所处地位及增殖能力的提升上。所以，国际产业分工形态的深刻变化使得一国的竞争优势不再体现于最终产品和某个特定产业上，而是体现于该国在全球化产业的价值链中所占据的环节上（汪斌，2006）。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成为生产力要素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成为驱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而也成为国际分工的决定性因素。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主导地位取决于这个国家在知识方面的比较优势。因此，国际分工的另一个显著的新特点是国际分工的形式从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发展。国际分工形式的改变也使国际分工利益不再取决于企业产权和产品的产地，而取决于参与国际分工的要素的质量（刘春生，2007）。一国或地区在国际分工的产业链条或产品工序中的位置，取决于其知识要素的拥有状况（汪斌，2006）。

以要素分工为表征的国际分工新格局的形成，意味着资本、资源、技术、劳务等生产要素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流动并进行优化配置，这有助于扩大全球经济规模，可以增加世界各国的总收益。因而，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被纳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各国经济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全球化中获得的经济利益是不平等的，也是不可能平等的。因为发达国家凭借其在资本、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及强大的经济实力，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易锐、何晖，2008）。世界经济交往中的“游戏规则”基本上是由发达国家制定的，因而更多体现的是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基本看法，经济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发达国家控制全球经济的重要手段（白树强，2000）。

当代国际分工体系的发展表现也是多方面的。从总体上看，是一个由世界市场机制协调的国际分工和由跨国公司内部国际分工共同构成的一个混合体。跨国公司作为当代国际分工体系的主体，不仅仅对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分工格局带来重大影响，更对全球分工体系带来极为深刻的影响。全球化运作的跨国公司不仅突破了单一或分散的国家资源的传统限制，而且体现了一种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利用并整合全球要素的分工体系和分工协作体系，从而令当代国际分工呈现出日趋深化的特征。正是由于跨国公司在当代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决定性地位，因而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本国跨国公司的发展及其全球战略。同时，某国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高低变化，也取决于该国各类微观主体在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中的地位（金芳，2003；汪斌，2006）。因此，企业竞争优势是新型国际分工格局形成的微观基础。企业竞争机制主要是企业运行的更新能力机制和创新能力机制，充分体现在企业产品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和相应活动创新（刘春生，2007）。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中国也正在大规模、全方位地融入世界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已经成为世界分工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碚，2003）。中国与各类国家（地区）贸易已呈现出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共生共存的状态，一方面，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其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中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不仅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而且开始体现在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上，总体上制造业有了较强的出口竞争力。但另一方面，从特定行业或产业内贸易来看，中国工业产业及其产品中一部分只是占据提供一定价值量的不完全竞争环节，大部分工业行业及产品占据的是提供很少价值量的完全竞争环节，与发达国家占据具有垄断地位的战略环节、获得价值链上最多价值增加值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因此，中国如何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提高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从而获得更高的产品附加值，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由工业大国真正发展成为工业强国，进而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是一个非常需要和值得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汪斌，2006）。

（二）全球产业网络的动因及运作机制

对于全球产业网络的形成原因，不同的学者给予了不同的解释。鲁邦旺（2007）从三个层面分析了全球产业网络的成因：（1）政策层面。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贸易投资政策的改善，为生产网络的地区化和全球化创造了条件，又降低了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成本。（2）产业层面。制造业的模块化发展促进了高效的全球产品价值链布局的形成，并最终推动全球生产网络的出现与发展。（3）企业层面。跨国公司是全球生产网络形成的关键推动者，直接促进了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因此，全球生产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为跨国公司战略调整的产物。

苏桂富、刘德学（2006）则认为全球生产网络的出现除了与多数学者认为的世界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趋势等因素有关外，与日益加剧的竞争压力和跨国公司经营战略的作用也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投资贸易的自由化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使得世界各国纷纷制定相关的开放经济政策，从而为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信息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则为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技术条件，尤其是互联网及电子商务的出现，大大降低了以往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组织生产的费用。另一方面，竞争压力的加剧，迫使跨国公司经营战略由简单一体化战略逐渐向复合一体化战略转变，采用网络的方式在全球配置资源，根据各区域竞争优势，通过内部分工体系将位于不同国家的子公司和合作伙伴的经济活动进行分工合作，形成全球生产网络。

刘春生（2006a）指出，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全球生产网络提供了最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市场经济是推动全球生产网络形成的原动力，建立在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基础上的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制度规则正在逐步完善，并成为世界各国参与国际市场的必要环节和进行国际竞争的主要领域；而跨国公司本身作为全球生产网络的载体和节点，利用其“企业优势”和“内部化优势”而大举进行全球性套利活动的时候，其客观的效应便是推动了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和发展，跨国公司发展的广度与深度体现着全球生产网络的进程。

卜国琴（2007）则从静态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内生比较优势、不同生产环节的有效规模差异、投入品比例差异、交易费用和市场竞争压力等方面，分析了全球产业网络的产生和演变。

刘春生（2006b）研究了全球产业网络的特征，指出全球范围内的区位布局是跨国公司全球产业网络的重要特征之一。全球生产网络不但涵盖了价值链上的生产环节，还囊括了技术研发、物流配送、市场销售、品牌管理等价值链的所有环节，包含的职能是相当全面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全球生产网络的参与主体之间呈现出的是一种多样化的合作。典型的全球生产网络通常包括各种级别不尽相同的层次，从拥有系统整合能力而控制整个网络的领导厂商到通常规模较小的各种本地专业化网络供应商。领导企业位于网络的中心位置，可以直接加以管理和控制的资源，其运作过程往往是由领导企业作出战略决策和进行组织管理的；而后者，反过来对于领导企业的战略也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领导企业通过其对重要资源的控制，具备便利的技术创新条件以及拥有协调不同网络节点之间知识交易和交流的能力等诸多有利因素，从而可以更进一步地增强自己的实力。

苏桂富、刘德学（2006）则指出全球产业网络中领导企业的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对关键资源的控制、创新能力以及不同节点的协调和知识交流的能力。主要供应商一般拥有自主性技术，直接与核心主体进行交易，他们同时建立了自己的小型全球生产网络。除了核心R&D 和战略性营销环节被领导厂商控制外，主要供应商他们能够承担所有的价值链环节。一般供应商直接与主要供应商进行交易，他们很少与核心主体打交道，其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于低成本以及交货的灵活性和速度，主要承担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全球产业网络组织的运行效能依赖于以信息资产为核心的信息资源管理和伴随着信息资源管理的学习机制，其协调机制则是基于网络内成员的声誉、承诺和信用。

苏桂富、刘德学（2006）认为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产业网络的出现形成了经济全球化的新的微观基础，其本质在于包含了多种不同深度合约的复合网络组织形式，是整个世界经济发展中一次重要的组织创新活动，兼容了传统二元治理模式的种种优点，使生产组织得更有效率，也使居于网络中的某一企业尤其是领导厂商更具竞争力。尹建华（2004），尹建华、王兆华（2004），刘志强（2008）等探讨了资源外包网络的治理问题。任胜钢等（2010）基于企业的内外部网络视角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

发展中国家与工业化国家之间工资水平的差异，使得跨国公司一般将全球产业链中技术密集型的生产安排在本国，将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安排在发展中国家，从而为发展中国家融入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提供了广泛的竞争机会。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将资源转移到价值链中具有相对优势的价值活动中去，还有利于降低不利冲击所带来的影响，推动技术升级（刘春生，2006b）。

刘德学等则着重分析了全球产业网络下的中国加工贸易企业的升级问题（刘德学、苏桂富，2006；刘德学等，2006；卜国琴，2007）。邬关荣（2007）以服装产业为例，研究了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问题。徐雪刚（2008）则讨论了全球产业网络背景下的中国外贸企业转型问题。

从以上内容看出，全球产业网络的分析框架关注社会嵌入问题，但国内学者还是延续了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框架，更多地关注经济升级问题，对社会升级关注不多。这方面研究的不足将成为本书的立足点。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一、研究思路

本书运用“情景—战略—绩效”（Context-Strategy-performance，CSp）的研究逻辑，探讨在全球产业网络的情景下，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所导致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从而揭示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选择纺织服装业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搜集相关的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方法，从微观个体出发揭示宏观规律。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全球产业网络的分析框架。探讨全球产业网络的成因及其本质，通过与全球商品链、全球价值链、网络治理等理论的比较，剖析全球产业网络的分析框架特点。

（2）基于全球产业网络的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升级的理论模型的构建。首先，在追溯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演变的基础上，分析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探究企业社会责任在全球产业网络中的传递机制；其次，分析全球商品链、全球价值链和全球产业网络不同分析框架下产业升级的内涵，结合全球产业网络的特征，将产业升级分为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两个方面；最后，构建全球产业网络下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关系的理论模型。

（3）全球产业网络下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升级的实证分析。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结合中国纺织服装业的调研，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方法，运用AMOS统计软件进行实证检验，对模型进行修正。

（4）结果讨论与建议。在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纺织服装业的调研资料，运用聚类分析法验证不同企业社会责任观念的不同行为和战略，对研究结果提供进一步的支持。结合案例分析，揭示全球产业网络情景下中国纺织服装企业成功升级的路径，并提出促进中国制造业升级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二、研究方法

（1）理论研究部分采用案头研究的方法，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和文献资料进行系统总结，综合运用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网络治理以及社会学等相关理论，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全球产业网络下企业社会责任与产业升级关系的理论模型。

首先运用制度经济学成本与交易的相关理论分析全球产业网络的本质特征（与企业和市场相区别），运用网络治理理论分析全球产业网络的社会机制，结合产业组织理论，比较全球产业网络的分析框架与全球商品链、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的差异，剖析全球产业网络的内涵及其要素，确立本研究的分析框架。

其次用文献综述归纳企业社会责任观念的演变过程以及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战略”，能给企业带来正的绩效。在此基础上，分析企业社会责任在全球产业网络中的约束传递机制，这种约束传递机制与全球产业网络的社会机制存在关联；分析全球商品链、全球价值链和全球产业网络视野下的产业升级的不同内涵。经济性和社会性是全球产业网络的双重特征，因此产业升级包含着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两个方面的含义。在全球产业网络的框架下，企业势力和价值代表着经济升级，体面劳动代表着社会升级。

最后，在全球产业网络的框架下，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与产业升级（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之间的理论模型，选择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势力和企业价值（反映经济升级）、体面劳动（反映社会升级）四个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并提出相关的假设。

（2）实证研究部分运用问卷调查法，结合中国纺织服装业的调查搜集数据，运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对模型进行检验。

首先，根据理论模型选择反映四个潜变量的观测变量，通过合理的问卷设计，结合中国纺织服装业的调查搜集相关的数据。

其次，对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以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本书采用Cronbachs α系数和探索性因子分析分别对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

再次，运用Amos软件用最大似然估计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以提高模型的整体拟合优度。在违犯估计检验的基础上，对模型进行检验，并利用MI进行修正，得出相应的结论。

最后，运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对结果进行进一步的讨论。通过聚类分析的方法，将企业分为主动适应型和被动反应型两类企业，比较不同类型企业的行为表现，为结论提供进一步的支持。

（3）案例分析部分，选择两家有代表性的企业，分析其在全球产业网络情景下的不同升级路径，对实证研究的结果进行进一步的验证。

（4）结果讨论和对策研究部分，对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结果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和归纳总结，对促进中国制造业的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第五节 本书的结构和创新

一、本书的结构

本书运用“情景—战略—绩效”的研究框架，探讨在全球产业网络的情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结合中国纺织服装业的调研进行实证检验。本书共分八章：

第一章，绪论。介绍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在对相关文献简要回顾的基础上，提出本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提出可能的创新点。

第二章，全球产业网络的分析框架。分析全球产业网络的本质特征及内涵，探讨全球产业网络的治理机制。

第三章，全球产业网络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进行界定，回顾企业社会责任观念的演变过程，探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在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分析全球产业网络下企业社会责任的约束传递机制。

第四章，全球产业网络下的产业升级。对全球商品链、全球价值链视野下的产业升级进行回顾，分析全球产业网络框架下产业升级的新内涵，结合全球产业网络的特征，从经济升级和产业升级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第五章，全球产业网络中的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在分析全球纺织服装产业转移的基础上，讨论动态的全球产业网络，分析中国服装产业在全球产业网络中的地位；结合对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调研，分析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的现状。

第六章，全球产业网络下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升级的实证分析。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升级的理论模型，根据理论模型进行研究设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结合中国纺织服装业的调研进行实证检验，对结果进行进一步的解释和讨论。

第七章，案例分析。以有代表性的两家纺织服装企业（“申洲”和“雅戈尔”）为典型，探讨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在全球产业网络框架下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的成功路径。

第八章，研究结论和建议。归纳研究结果并提出促进中国制造业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的建议、研究的局限性和研究展望。

二、本书的创新之处

（1）在系统阐述全球产业网络本质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全球产业网络分析框架的内涵及要素以及全球产业网络下企业社会责任的传递约束机制。

（2）在全球产业网络的情景下，运用新的分析框架，赋予产业升级新的内涵，从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两个角度进行讨论，突破了现有对社会升级和经济升级平行研究的路径。

（3）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方法揭示了全球产业网络情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结合全球产业网络的特征，经济升级包括企业价值和企业势力两个变量来测量，社会升级则用体面劳动来测量，在理论上有所创新。

第六节 本章小结

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业面临着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升级的两难困境。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是现有全球产业网络框架两条平行的路径，更多的研究关注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中国家升级问题，但从网络的角度对社会升级的关注不多。本研究在全球产业网络的情景下，运用新的分析框架，突破现有对社会升级和经济升级平行研究的路径，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结合中国纺织服装业的调查，进行实证检验，用典型的案例分析进一步支持研究结论。


第二章 全球产业网络的分析框架

从广义来讲，全球化指人类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的交互联系和整合，这种交互联系体现在社会和经济的各个领域（Sturgeon，2000）。贸易自由化、技术进步和激烈的竞争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Ernst & Kim，2002），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经济在全球空间上经历了剧烈的重组和再构，介于市场和等级制之间的全球产业网络作为一种组织创新，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经济组织方式。新的组织网络的出现给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分析框架，全球产业网络既有别于跨国公司，又有别于产业链（或商品链、价值链），有其新的特征及独特的内涵。

第一节 全球产业网络的本质

一、企业、市场与网络

产业网络，作为通过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分配而相互关联的职能和运作之联接，不仅在组织上更加复杂，而且在地理范围上也日益全球化（herderson et al.，2002b）。网络内的交换也更加社会化，更多地依赖关系、相互利益和声誉（powell，1990），而非基于传统的交易成本。全球产业网络作为一种组织，与企业和市场有着不同的性质。

经济学理论对企业本质的讨论由来已久，新古典经济学的“黑匣子”理论，把企业高度抽象成一个完全由外生技术决定的生产函数y=f（K，L），输入各种生产要素，使资源组合以最优的方式进行产出，从而构成优美的经济体系，微观上满足帕累托最优条件，宏观上实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在遵循完全竞争、完全理性、完备信息和交易费用为零等瓦尔拉斯教条下，该理论赋予企业一个人格化的目标函数——利润最大化，阐明了企业的生产性质，但并未解释企业产生的根源。

经济学家科斯的开创性论文《企业的性质》（1937）将企业设想为一种治理结构，从而突破了传统的企业作为“黑匣子”生产功能的理论，解释了企业产生的根源。科斯的开创性贡献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指出替代市场的企业协调机制以权威为特征；二是企业替代市场资源配置的条件是两种交易成本的边际比较。张五常发展了科斯的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以一个要素市场的契约替代了中间产品市场上的一系列契约。之后的二三十年，现代企业理论依据以不确定性思想为核心的阿罗—德布鲁范式，沿着交易费用理论、不完备契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方向发展。威廉姆森从纵向一体化与资产专用性的角度，分析了机会主义存在的可能。当人的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以及环境的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在组织某些交易产生过高的交易费用时，企业作为另一种组织交易的规制结构（纵向一体化）就会产生，企业作为长期契约存在有效性。采用市场方式还是企业方式组织交易，关键取决于交易本身的特性。

在新古典的企业本质研究范畴里，企业和市场处在交易治理机制的两极，资源配置是两种非此即彼的组织形式。尽管威廉姆森也认为治理结构两极之间，存在着一种具有中性特征的混合状态，但这是一种不稳定的组织状态。在长期内，或者滑向市场，或者滑向企业（他们在合约中所加入的第三方规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动事后纠偏，不可视为独立交易组织方式）。然而，全球生产网络等网络化组织的出现，提供了一种例证，资源配置并不仅有企业、市场两种组织形式，并非概率上简单的0～1离散分布，还存在网络这一创新组织形式。当采用市场与企业形式组织完成交易不符合个体理性时，交易还可以通过网络完成（苏贵富、刘德学，2006）。

事实上，企业的创新与价值越来越多地来自于网络，网络化增强了网络主体学习和创新的能力，扩大了企业利用的资源与能力范围，由信息技术支持的网络组织单元之间点到点联系使企业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企业与企业之间基于互惠互利、互补分工等原则建立起来的长期合作关系（网络） 已经严重地模糊了企业与市场、企业与企业的边界。企业、正式功能和市场组织相互渗透，随着网络这一组织形式发展成熟，企业的边界不再有一个清晰的界限，而变成一个模糊的过渡区域。如果把原来的组织形式看作属于市场与企业两极的0～1分布的话，今天的交易安排已经演变为0~1之间连续分布的无限组织形式。在这种连续分布中，企业可以看作完全内部化的合约安排，市场则是完全外部化的合约安排，其间按照合约的深度不同则是处在不同程度的部分内部化、部分外部化的网络化的合约安排。这些不同程度的合约安排反映了网络化的程度，现阶段从低到高包括外包、战略联盟、合资等形式，随着社会、网络的发展，由于现存的组织形式与制度不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或者阻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越来越多的新合作形式必然会出现，日益充实网络化交易的组织形式。

市场、企业和网络三种不同的组织形式有着不同的特征。在市场交易中，交换是基于利益的，与信任无关，交易的合约受到法律规制。而网络内的交换是互动的情景下基于关系进行的，互补和相互适应是成功的产业网络的基石。在市场机制下，企业之间的关系强调的是你死我活的竞争。而在网络组织里，企业之间的关系是靠声誉来维系的，成员之间是合作共赢的关系。基于信任的交换一方面有效地降低了双方讨价还价以及搜索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加快了交易的速度，从而提高了交易的绩效。因此，网络这种创新组织更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

网络这种结合了企业和市场特征的混合组织方式，改变了原来单纯两极治理方式下的成本与收益曲线，使得交易变得理性（苏贵富、刘德学，2006）。企业这种内部化方式有可能因交易量过小、单位成本太大而使交易不可行；而市场这种外部化方式有可能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交易成本太大而导致交易不可行。当两种情况同时产生时，网络化交易便成了一种有效的选择。假设三种交易完成时所带来的收益相等，企业和市场两种机制下的成本（假设企业和市场两种机制下的交易成本相等，事实上两者的交易成本会存在差异，但这并不影响理论上的分析。）（MC1）要高于收益（MR），使得交易不可行。但由于网络内长期合作形成的信任关系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使成本曲线下移至MC2，使交易变得可行。因此，网络是完成企业与市场不能完成的特定交易的一种组织形式，也可看做是节约交易费用产生净收益而产生（移动了成本收益曲线），或“一个网络内的契约替代了一系列市场契约”，并且“网络内的市场”交易是基于“长期稳定的网络合作关系”，而不是“企业内的要素市场”交易下的等级权力，同时网络内的“市场契约”涉及研发、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在地理上也出现全球化的特征。因此，全球产业网络作为一种组织创新形成了经济全球化新的微观基础。

二、全球产业网络的内涵

全球产业网络的概念是由Ernst 和herderson等人在1999年于同期平行提出的，其内涵在随后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Ernst提出了全球产业网络的旗舰模式，重点关注领导企业的行为；而herderson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家提出的全球产业网络分析框架注重对其要素的分析。

（一）旗舰模式

Ernst等人全球产业网络的研究是基于电子和信息技术产业进行的，认为全球产业网络是一种组织创新，通过一种平行的过程，将不同等级层次的网络参与者进行整合，使跨国企业与国家边界的分散化的价值链集中起来。它“包括领导企业（在其随后的研究中，又称之为旗舰（Flagship），如见Ernst（2000）、Ernst & Kim（2002）。）与子公司、附属企业和合资企业，以及供应商和分包商、分销渠道和增殖经销商（Value-added Resellers，VARs），还包括其研发联盟和一系列合作协议，如：标准联盟（Standards Consortia）”（Ernst，1999）。

该概念突出了两个重要的内容：（1）交易和协调形式从企业内向企业间的转移；（2）网络范围的日益扩大。全球产业网络将旗舰（Ernst将旗舰分为两类，但对分类的名称似乎有些混淆。在较多的文献中，将旗舰分为原始设备制造商（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s，OEM）和合同制造商（Contract Manufactures，CM）。前者发动其市场力量销售全球品牌，不管设计和生产是自己完成还是外包；后者建立自己的全球旗舰网络（Global Flagship Network，GFN）为OEM提供整合制造和全球供应链服务（通常包括设计）（参见Ernst，2002，2003a）。而在部分文献中，又将前者称为品牌领导者（Brand Leader，BL）（参见Ernst and Kim，2002）。）、自己的子公司、附属企业和合资企业与其分包商、供应商、服务支持者和战略联盟的合作伙伴联系起来（Ernst，2003b）。其领导企业（旗舰）处于网络的中心地位，具有战略和组织领导权，其他成员在其直接的管理和控制之下。其分析框架关注领导企业的行为：资源的分配和创新。企业寻求全球化的驱动力来自于三个决定因素的相互作用：技术（Ernst强调技术变迁和信息交流技术（ICT）在全球产业网络的形成及其转型中的作用，而herderson等人认为技术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变量。相反地，信息交流技术是一个GpN的内在要素，构成网络连接的发展和维护的基础；而技术作为全球化的引擎之一，影响着在不同地方的价值链的创造过程以及权力形成的路径（herderson et al.，2002b：9）。）、制度和竞争（Ernst，1999；2003）。网络的主要目的在于为旗舰提供快速和低成本的资源、效率和知识等与其核心竞争力互补的要素。

Ernst认为全球产业网络有三个本质特征：范围，全球产业网络包括价值链的所有阶段，而不仅仅是生产环节；不对称性，旗舰主导和控制着网络资源和决策；知识扩散，知识的共享是网络维持生长的黏合剂（Ernst，2003）。基于此，Ernst将研究重心放在全球产业网络内的知识扩散（以旗舰为主导的）以及本地供应商的能力升级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上（e.g.Ernst & Kim，2001；2002；Ernst，2001；2002；2003a；2003b）。

herderson et al.（2002）对Ernst关于全球产业网络的研究进行了评述，除了肯定其贡献外，也提出了其全球产业网络分析框架的不足：首先，其分析框架狭隘地集中于全球产业网络中主要“旗舰（herderson等人对Ernst等人提出的“旗舰公司”概念有些“感冒”，认为该称呼意味着特定全球产业网络中权力关系导向的前提假设，而不是将其视为偶发的。特别地，所谓的“旗舰”在其第一次出现时并不具有说服力（herderson et al.，2002b）。笔者认为，Ernst等人 “旗舰公司”概念是与其研究背景——电子与信息技术产业的特征相适应的，作为制造商驱动的全球产业网络，其领导厂商具有“旗舰”的特征。这也说明了Ernst等人的全球产业网络分析框架的单一层次性（one level）（herderson et al.，2002b）。本书中运用其他文献一般采用的“核心企业”或“领导企业”等称谓。）”公司的作用；而缺少对网络供应商的关注。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无法揭示全球产业网络中的竞争成功的源泉。其次，其分析框架忽视全球产业网络中服务功能（从设计到营销）的作用（事实上，这也是与Ernst等人单一的研究背景有关系，典型的制造商驱动产业（电子和信息技术产业）中技术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在采购商驱动的全球产业网络（如服装产业网络）中，设计与营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服务功能对全球产业网络的可行性是至关重要的。最后，过多强调研究与开发、技术转移等正式机制的作用，而较少注意隐性知识的扩散作用。

（二）新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

新经济地理学家herderson等人在其经典之作《全球产业网络与经济发展分析》（2002）中并未明确地提出一个全球产业网络的定义，但完整地阐述了其分析框架及其要素。但在其随后的文献中，对全球产业网络给出了一个简短的定义：通过产品和劳务的生产和分配而具有相互联系功能和运作的全球组织联结（Dicken et al.，2003）。

而Roper和Grimes（2005）将herderson等（2002）所阐述的全球产业网络概括为：“由企业、机构及其他经济代理人等通过知识和财富的创造、提升和开发，企业、集体、机构等的组织权力，以及空间和网络的嵌入等基本过程形成的全球网络。” 其定义突出了全球产业网络的三个要素：价值（Value）、势力（power）和嵌入（Embeddedness）。这也是herderson等人提出的全球产业网络分析框架的主要内容：

1.价值

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观点，也包括主流的经济租观点。价值的创造（Creation）、提升（Enhancement）和获取（Capture）是全球产业网络的核心内容。

价值的创造与加入到特定GpN的每个企业相关。与价值创造相关的重要问题包括劳动力在什么条件下通过怎样的劳动过程转换成实际劳动（社会性）；产生不同形式租金的可能性（经济性）。企业在不同的要素条件会产生不同类型的经济租，如技术租：掌握关键产品和流程的技术；组织租：特殊的组织和管理技能，如JIT（Just-in-time），生产技术和全质量管理等；关系租：变化的企业之间的关系，如与其他企业之间的生产链接，战略联盟的发展，中小企业集群的关系管理等；品牌租：在主要市场树立知名品牌；额外租：贸易保护政策所带来的租金等（Kaplinsky，1998）。经济租的来源也是企业的竞争优势的源泉。

价值的提升问题包括以下四方面内容：（1）发生在给定的产业网络之内与外部的技术转移的性质及范围；（2）网络内的领导企业与其他主要企业支持供应商和分包商提高产品质量和精密技术的程度；（3）伴随着技术支持，给定劳动过程的技术需求是否随着时间而增加；（4）当地企业能否开始创建自己的组织租、关系租和品牌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国家机构（政府机构、工会、雇主协会）对企业价值提升的可能性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全球产业网络中的社会结构对价值的提升起着重要的作用。

价值的获取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1）政府政策，财产所有权的性质及法律决定着所有权结构及利润的回馈；（2）企业所有权问题，涉及企业内资和外资的比例，以及合资企业的共享权益；（3）企业的治理基础，利益相关者原则和股东优势原则会影响特定地点所产生的价值是保留还是用于公共福利。价值的获取问题突出国家形式的资本主义的重要性——期望、权力和职责问题——事关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2.势力

GpN中势力的来源及其作用的方式对价值的提升和获取乃至发展和繁荣的前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全球产业网络中主要有三种权力形态：

（1）企业势力（Corporate power）。GpN的领导企业在企业势力方面具有垄断地位，具有基于其自身利益作出相关决策及资源定位的能力。然而，如果权力总是在产业网络中不均衡分配，次级企业有时（也基于协同的原因）会有充分的自主权去发展和实践自己的升级战略。此外，至少在原则上，加入到产业网络的次级企业有可能联合其他的次级企业以提高该集体在GpN的地位。

（2）机构势力（Institutional power）。GpN中的机构包括国家和地方机构、国际组织（如EU、ASEAN、NAFTA等）、世界组织（如IMF、世界银行、WTO等）、联合国机构（特别是ILO）等。不同的机构在GpN中所拥有的势力及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如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方机构，韩国以及改革开放开放后的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对私营企业的影响力就要比英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机构的影响更大一些。国际组织对企业的影响是潜在的，存在着弱作用力。世界组织则通过制定相关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要求国家政府强制实行，对企业和社团产生非直接的影响。而联合国机构对企业的影响相比而言更不重要，其作用力不是直接的，而且也仅仅体现在道德和劝诫层面。如国际劳工组织（ILO）推行的体面劳动项目。此外，信用评级机构对领导企业会产生直接影响，同时也会间接影响国家政府的信用风险评估。

（3）集体势力（Collective power）。GpN中特定区位的公共机构寻求对企业、各自的政府及国际组织等的影响。常见的集体机构包括工会、雇主协会，以及关注人权、环境保护等问题的非政府组织等。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机构试图对特定网络内一些特殊的企业产生直接影响（如工会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者的保护，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在中国纺织服装企业推行的CSC9000T等），或者对国家政府或国际机构产生间接影响。

3.嵌入

GpN不仅通过职能和地域将企业联系起来，还联系着社会和空间安排的各个方面；不仅影响嵌入网络的企业战略、价值和优先权，还影响着管理者、劳动和社会的期望。GpN中的嵌入有两种形态（还有其他学者对嵌入进行了不同的分类。Granovetter（1973，1985）提出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前者指基于互惠预期而发生的双向关系，可用互动频率、亲密程度、关系持续时间以及相互服务的内容等来判定强关系或弱关系。而结构则是关系之间的分布情况，反映关系结构的特征，主要采用关系联结在整个网络中的位置、规模和密度等测度指标。Gulati（1999）则强调关系嵌入是网络中作为共享优质信息的机制的直接结合关系，而结构嵌入或网络位置的观点则显示网络结构中成员所占的位置的信息价值。Zukin和DiIMaggio（1990）则提出了认知、文化、社会结构以及政治制度四种嵌入机制。其中认知嵌入主要关注个体或企业行动者的认知来源及其结果等问题；文化嵌入主要指共同的信念与价值观等影响组织行为、结构与过程的形式，认为文化因素对于组织行为、组织结构及组织过程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包括对组织战略和目标的集体理解、规定个人行动的意识形态以及组织的控制系统和组织的规则系统（郭劲光，2006）；政治嵌入则关注经济交换如何受到政治势力以及行动者与社会机构之间的势力差异的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改变企业相互作用的情景，从而对个体公司及产业产生重大的影响（Dacin，Ventresca & Beal，1999）；Andersson，Forsgren和holm（2002）把嵌入分为业务嵌入（Business Embeddedness）与技术嵌入（Technology Embeddedness） 。他认为，业务嵌入是企业理解变化的业务环境的能力以及企业如何适应这种环境的能力，反映了企业与外部供应商和顾客之间关系的亲密程度；技术嵌入是网络中企业间产品开发与产品过程开发中的相互依赖程度，关系到企业能否从企业网络中获取新的技术。hagedoom（2006）提出三个层次的嵌入：环境嵌入（Environmental Embeddedness）、组织间嵌入（Interoganizational Embeddedness）与双向嵌入（Dyadic Embeddedness）。其中环境嵌入包括宏观与中观两个层次，宏观层次的嵌入指在国际环境中，国别差异影响企业合作关系形成的可能性，中观层次的嵌入指产业特点带来的企业间合作的倾向性；组织间嵌入是企业群组中组织间合作关系形成的网络，反映了企业与其他公司建立的合作关系的经验及其参与多种网络的历史；双向嵌入与信息的非对称性、熟悉与信任等相关，需要在两个企业间不断重复的关系情景中理解。）：

（1）地域嵌入（Territorial Embeddeness）。GpN并不仅仅定位在特殊的地点，其区域的定位会受地方已有的经济活动和社会变迁的影响。如领导企业会利用地方产业集群中小企业的社会网络和劳动力市场建立其分包或附属业务。此外，领导企业的区位选择会卷入已有的企业并吸引新的企业加入，从而产生新的地方或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网络。因此，嵌入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和获取全球机会的关键因素。同时，国家和地方政府政策（如税收、培训项目）会对嵌入产生影响。地域嵌入的模式决定着地方企业在全球产业网络中的地位和权力，从而对企业价值创造、提升和获取产生重要影响。

（2）网络嵌入（Network Embeddeness）。GpN不仅仅是以地域嵌入为特征，还包括网络成员之间与其原地域无关的联系，特别涵盖了“架构（Architecture）”、关系的持久性和稳定性、正式和非正式的机构以及GpN作为一个整体的结构及其演化等方面的内容。网络嵌入可以被认为是网络成员之间建立信任过程的产品，对成功和稳定的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

herderson等人的全球产业网络的概念建立在Gereffi等人的关于全球商品链的研究基础上，其分析框架致力于提供一个与Ernst相比更为严格和完整的全球产业网络概念及其组成要素和研究背景。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全球产业网络是被作为一个概念框架提出的，将包括全球的、区域的和当地经济和社会在内的各个方面融入多种形态的经济全球化中。在研究内容上，herderson等更致力于对融入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及知识、资本和劳动力的再生产的整个社会过程的分析（herderson et al.，2002b）。在方法论上，其全球产业网络观点直接关注：网络中的企业融入特定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营销中及其在全球和区域范围内的组织；网络中企业势力的分配及其变化；体制、政府机构、工会、雇主联盟和非政府组织等对融入产业网络的企业战略的影响；以及以上所有这些因素对嵌入网络的不同企业和社会的技术升级、价值增殖及获取、经济繁荣等的影响（herderson et al.，2002a）。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与Ernst等人的全球产业网络研究框架相比，herderson等人的研究具有更深厚的理论基础，研究的内容也更为全面，为经济全球化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也为本书提供了坚实的研究基础。

三、全球产业网络的定义

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本书将全球产业网络定义为：全球范围内各类经济体通过特定产品和劳务的生产和交换而形成的网络组织。该定义包含三个要素：（1）价值，特定产品和劳务的生产和交换也是价值的创造、提升和分配的过程，是全球产业网络的核心内容，反映经济性；（2）结构，基于价值的创造和分配而形成的组织结构决定着产业网络内的权力分配以及成员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全球产业网络的基础，反映社会性；（3）地域，产业网络根据资源和要素的差异在全球范围内的布局，反映着网络的地理分布以及地方经济体的嵌入，是全球产业网络形成的条件。

第二节 全球产业网络分析框架的理论基础

全球产业网络的分析框架是建立在众多理论基础之上的，并处于不断的完善和发展中。国外不少学者对全球产业网络的理论渊源作了追溯，本节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全球产业网络分析框架的理论基础。毋庸置疑，该理论的发展是与经济全球化这一现象密不可分的，用来解释这一现象的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商品链和全球商品链理论；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理论；行为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和网络治理理论。

“网”的理论是在“链”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链”和“网”表达着不同空间概念。“链”描绘的是商品或服务诸多生产和流通活动的一种垂直序列关系，侧重一系列经济活动在不同的经济行为主体之间如何安排和切分；而“网”主要研究将一系列企业组成更大规模经济集团的企业间关系的程度和范围，侧重企业间关系的特性和界限（Sturgeon，2001）。因此，“网”的理论更注重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及其治理问题。

一、商品链和全球商品链理论

商品链的概念首先是由hopinkis和Walleratein于1977年首次提出的，并于1986年给出了一个简洁的定义：商品链是一个劳动力和生产过程的网络，其最终结果是一个成品的商品（转引自Bair（2005）。）。Gereffi与合作者于1994年首次提出了全球商品链（在“全球商品链”这个术语中，“全球（Global）”并不是指商品链的地理范围，而是与“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有所区别。“国际化”仅仅指经济活动跨越国家地理边界的扩散，“而全球化”意味着国际分散活动功能整合的程度（Gereffi，1994）。这是全球商品链框架的前提之一：当代全球化是以跨国生产系统是跨越空间的不断整合并通过各种各样的市场和非市场形式的协调以特征的，但这定义中并不意味着这一生产系统怎样的“全球（Global）”而与“全球商品链”相匹配。事实上，许多基于全球商品链的研究是区域范围的，如北美链指美国和墨西哥，欧州链联系着德国和罗马尼亚之间的经济活动。参见Bair（2005）。）（虽然Gereffi对全球商品链的研究至关重要，但其在经济全球化研究中并不是先行者。对经济全球化进行中所带来的全球产业组织新的变化，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有不少学者从全球新的劳动分工格局和其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角度作了不少研究（e.g.Frobel et al.，1980；Friedman，1986；Sassen，1998；herderson，1989）。Gereffi等人的全球商品链研究框架破除了先前沿用的静态空间分析模式，即核心、半边缘和边缘的模式，给出一个更能抓住全球新的产业分工组织变化的研究思路（张辉等，2007：12）。Gereffi和他的同事认为全球商品链包括：“通过一系列国际网络将围绕某一商品或产品而发生关系的诸多家庭、企业和政府等紧密地联系到世界经济体系中；这些网络关系一般具在社会结构性、特殊适配性和地方集聚性等特性；任一商品链的具体加工流程一般都能表现为通过网络关系连接在一起的节点或一些节点的集合；商品链中任何一个节点的集合都包括投入（原材料和半成品等）组织、劳动力供应、运输、市场营销和最终消费等内容”（Gereffi et al.，1994：2）。从其概念可以看出，全球商品链概念强调经济组织里社会嵌入的重要性，包含了许多与企业组织和企业内部网络相关的元素以及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关的元素，已具有网络的特征。）的研究框架，认为全球商品链是由一系列通过一种商品或产品集聚的组织间网络，将家庭、企业和国家相互联系到一个世界经济体中。这些网络在情境上是具体的，在社会上是结构化的、当地整合的，强调经济组织的社会嵌入。商品链中具体的过程或片断以节点为代表，联系着整个网络。一条商品链中每个连续的节点包含着输入（原材料和半成品）、劳动力（供给）、物流、营销渠道和消费（Gereffi et al.，1994）。

全球商品链的分析框架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1）投入—产出结构（Input-output Structure）。商品链是由原材料、知识、生产性和服务功能等通过不同的价值增殖活动在一条给定的产业链中串联起来的一系列流程。（2）地域性（Territoriality）。与链相关的活动的空间模式，尤其是在空间的集聚或分散化及其地域范围。（3）治理结构（Governance）。给定链内的企业内及企业间的权力关系，决定着资源的分配及其在链条内不同节点之间的流动。（4）制度框架（Institutional Framework）。主要研究国内和国际体制背景（包括政策法规、正式和非正式的游戏规则等），及其在各个节点上对链所产生的影响（Gereffi，1994；1999b）。但在实际上，Gereffi和其他大多数合作者对全球商品链的研究集中在链条的治理结构这一分析层面，部分关注投入—产出结构关系（仅限于服装和鞋类产业），而对其余两个分析层面很少有关注（herderson et al.，2002b）。

在全球商品链治理结构这一分析层面，Gereffi（1994；1999a）提出了两种理想的全球商品链模式：采购商驱动（Buyer-driven）和制造商驱动（producer-driven）（在此基础上，张辉（2007）根据全球经济活动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第三种模式：混合型驱动，并对三种模式进行了比较。参见张辉，2007：66-68。）。采购商驱动，指拥有强大品牌优势和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企业通过全球采购和OEM等生产组织起来的跨国商品流通网络，形成强大的市场需求，拉动那些奉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发展中地区的工业化（张辉等，2007）。采购商驱动的全球商品链中那些成熟的大型零售商和品牌商是链条的核心和驱动力之源，这些企业控制并形成如下的空间分工协作网络：总部设在核心国家，半边缘地区负责协调，生产则集中在低薪资的边缘地带。采购商驱动的商品链大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如鞋业、服装、自行车和玩具等。制造商驱动的商品链则主要集中在汽车、航空、计算机、装备制造等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或一些新兴的现代制造业。其核心环节对下游生产环节的控制一般会通过海外直接投资的形式来完成；而采购商驱动的价值链中生产环节则大多由发达国家的大型零售商、品牌商和代理商等通过外包网络分包给发展中国家的合约商。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其研究的进一步深入，Gereffi等人的研究重心由全球商品链转向了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如Gereffi和Memedovic（2003）；Gereffi等（2005）。

二、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理论

价值链的概念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矿物出口经济发展路径的分析（Girvan，1987），用来描述一个产品或劳务从概念、通过中间的生产过程（包括物理转变的结合制造商驱动的商品链与各种各样的生产者服务的投入）、传递至最终消费者及使用后的最终处置等整个活动范围（Kaplinsky，2002）。Kogut（1985）将价值链概念用于分析企业在全球产业和构建战略性配置决策的竞争定位，而porter（1985，1990）运用价值链的概念分析企业的竞争优势。价值链研究关注卷入链条的不同行为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发展的含义。价值链分析有三个要素：进入壁垒和租金、治理、系统效率。其中治理是其核心，分别有立法治理、司法治理和执法治理三种模式（Kaplinsky，2002）。

随着全球生产和贸易网络的复杂化和渗透，Gereffi等人在世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特别地将价值链的概念与发展中国家相联系，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框架，用于弥补早期全球商品链分析框架的不足（全球商品链的购买者驱动和制造商驱动的分析框架不能充分区分实地研究所揭示的不同的网络形态（Gereffi et al.，2005）。）。当价值链上的一些企业根据其他主体设定的参数（标准、规则）进行生产工作时，治理问题就产生了。这些参数包括生产什么（产品定义）、如何生产（即生产过程定义，含技术、质量、劳动和环境标准等要素）、何时生产、生产数量和价格等五类。治理是全球价值链研究的核心内容，指通过非市场机制来协调价值链上活动的企业间关系和制度机制（黄永明等，2006a）。humphrey和Schmitz（2000）根据成本交易经济学和企业网络组织等理论，将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分为科层制、准科层制、网络型和市场关系型。Sturgoen（2000）分析了在产业重组和空间配置方面起重要作用的三种治理模式：权威型生产网络（Authority production Network）、关系型生产网络（Relational production Network）和虚拟生产网络（Virtual production Network）。Sturgoen和Lee（2001）以产品和过程标准程度为基础，比较了三种类型的供应关系：商品供应商（Commodity Supplier）、领导型供应商（Captive Supplier）和交钥匙型供应商（Turn-key Supplier）。Sturgoen（2002）进一步将依赖交钥匙型供应商的生产系统称为模块化生产网络（Modular production Networks）。在上述研究基础上，Gereffi等（2005）归纳了五种全球治理模式：市场型（Markets）、模块型（Modular）、关系型（Relational）、领导型（Captive）和等级型（hierarchy），并基于交易的复杂程度、交易信息编码的能力和供应能力等三个关键变量对五种治理模式进行了比较，协调明晰程度和权力不对称程度依次由低到高排列。

全球价值链视野拓宽了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现象的分析，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研究重心从制造转移至商品和劳务供应链中的其他环节，包括分配和营销；（2）链内不同行为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发展的启示；（3）基于价值链分析的组织间的联系的主张使得正式或非正式工作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分析变得更加容易（特别是发展中国家）；（4）对链条内所有链结与过程（而非仅仅生产）及其活动的关注，有助于确定如何在市场中通过不完全竞争和片断化以提高市场回报（pietrobelli & Saliola，2006）。

三、行为者网络理论和网络治理理论

行为者网络理论（ANT）是由Callon（1986），Latour（1987；1999），Law（1987；1999）等人于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基于对称性原则，行为者将行为者网络的特点描述为异构网络或技术—经济网络（Callon，1991）、人类和非人类的集合（Latour，1991；Dicken et al.，2001）、异构物质的模式网络（Law，1992）、混合集体（Callon & Law，1995）。行为者网络理论着重于客体与机构在异构网络中的重要性，并认为网络中的实体是通过与网络中的其他实体之间的关系和链接形成的（Law，1999）。对全球产业网络的研究来说，这意味着空间和距离并不是绝对的，而是作为影响、权力、和链接的“空间领域”和关系范畴（herderson et al.，2002）。此外，行为者网络理论强化了其作为流体物质的特点（Miettinen，1999），是围绕非现代情境的关于空间和流动的理论（Latour，1997）。

（一）网络治理的定义

治理是与创造秩序化的规则和集体行为的条件相关的（Stoker，1998）。自科斯用交易费用的概念区分了市场和企业两种交易方式后，企业的内部组织和市场交易这两种组织方式间的替代关系及其治理模式是新制度经济学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所关注的内容。而事实上，正如威廉姆森所说，在市场和企业这两个极端的协调方式之间，还存在着大量的中间产品的交易和中间状态的交易组织。而全球产业网络的出现，充实了这一类型组织，使其成为一种新的经济组织形态，与企业和市场在本质上存在差别，在治理上也存在根本的差异。关于治理的研究是名副其实的“成长行业”（Waarden & Kersbergen，2004），而“网络治理”是治理研究这个“成长行业”的发展方向和成果。关于网络治理的概论是由Jones等人（1997）首次提出的（Sagers et al.，2004），不同的学者用不同的术语，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定义。

（二）网络治理的条件

Jones等人（1997）首次规范地将交易成本经济学和社会网络理论相结合，论证了网络治理的理论基础（Sagers et al.，2004）。网络治理的“新兴和繁荣”存在四个必要条件（Jones et al.，1997）：

1.需求的不确定性和供给的稳定性

在需求不确定的条件下，企业会通过外包或次包的形式分散化为自主的单位，这种解体会增加灵活性，提高适应偶发事件的范围，因为交换或租用的资源束比自有的资源更容易便宜而快捷地再分配来满足环境的变化。如意大利帕拉托的纺织业的网络结构能提高纺织企业对时尚变化的快速适应能力。知识或技术的快速变迁使得产品生命周期缩短，信息的快速传播则进一步增加了需求的不确定性。实质上，需求的不确定性及供给（如劳动力）的稳定性使得网络和市场更易适应外部环境，而科层制更不易适应。

2.人力资本的高专用性

产品和服务的定制化在网络内的企业中是常见的。定制化（定制化的交易导致了当事人之间的依赖，也增加了当事人对协调的需求。由于定制化导致买方和卖方对市场都更加脆弱，因此，也使得当事人更加关注网络内交易的维系。定制化与需求的不确定性相结合从两个方面增加了行为的不确定性：（1）当事人之间难以形成最初的定制交易内容的一致意见；（2）因现在环境已经发生变化，当事人对是否要履行最初达成的职责难以达成一致意见（Jones et al.，1997：919）。）这种模式包含着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如文化、技艺、常规和“干中学”形成的团队），这种专用性是与对方的知识和技术相关的。伴随着高层次人力资本的专用性的定制化交易要求组织增加合作、亲近和重复交易以有效地在网络成员之间转移隐性知识。团队之间的合作是必需的，因为只有一起工作才能获得隐性知识；亲近能通过面对面交流的方式促进隐性知识的转移；重复交易使得隐性知识在长期内得以同化。需求的不确定性迫使企业寻求分散化，而定制化、人力资本专用性加紧了对成员之间协调和整合的需求。网络治理通过促进隐性知识跨越企业边界在网络内的快速扩散而有效平衡了竞争的需求。

3.任务的复杂性

任务的复杂性导致行为的相互依赖并提高对行为协调的要求，而需求的不确定又增加了任务的紧迫性，使得当事人之间的协调更为必要和重要。网络治理能有效地将多个自主的、多样化的技术部门整合在紧迫的时间压力下生产复杂的产品和服务。对产品和服务的速度要求是网络的至关重要的条件（powell，1990）。

4.交易的频繁性

重复交易使得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在“干中学”中得到发展并通过持续的交流得到深化，也促使了隐性知识在网络成员之间的转移。重复交易在互利的基础上进行，通过嵌入来进行网络成员之间的非正式控制。上述四个条件的结合对网络治理的产生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交易条件的复杂性、重复性的定制化任务产生了结构嵌入。任务的复杂性要求网络成员之间加强合作，定制的过程和知识的转移加强了成员之间的协调和交易的维系，也促进了交流的频度和隐性知识的共享。总之，这些交换的条件导致了结构的嵌入；反过来，又建立了适应、协调和维系复杂的定制化交易的社会机制，形成了关系嵌入。

（三）网络治理的社会机制

结构嵌入是网络治理社会机制的基础，而社会机制是解决网络成员之间问题的有效途径。四种社会机制对交易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

1.限制性进入

限制性进入是指战略性地限制网络中交易伙伴的数目。地位最大化和关系契约导致了网络中限制性进入的产生。地位最大化使合作方避免与地位较低的合作商交易，其结果是同等身份的个体间的交易。地位是建立在“过去示范的质量”或与具有较高身份的合作伙伴联系基础之上的。而关系契约使得更少的合作者进入网络。限制性进入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存在着差异。

限制性进入降低了网络内成员之间的协调成本，更少的合作伙伴也增加了交易的频率，使得行为者的动机和协调的能力都得到了扩张。更少的合作伙伴之间更多的互动可以有效减少合作方期望、技能和目标的不一致性，使交易更容易产生，也更有利于合作方进行相互调整。此外，持续的互动可以替代网络内部的社会化过程并形成合作伙伴之间的相互学习机制，制订交流协议并建立团队工作的常规。因此，限制性进入减少了定制化复杂交易的成本，同时增加了网络治理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完成复杂的定制化任务的可能性，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也使网络更为稳定。

限制性进入也有利于维护网络内的交易。首先，更少的合作伙伴降低了企业监督的总成本，并降低了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此外，更少的合作伙伴之间更多的互动增加了网络成员身份的确认并提供了建立强联系的条件从而导致嵌入，嵌入的产生使得行为者产生共同的利益和兴趣从而导致了关系的改变——从对立面走向联盟——机会主义的激励降低。最后，更少的合作伙伴之间更多的互动产生了迭代的囚徒困境博弈，最终得到一个理性的合作解，从而降低交易中机会主义的潜在性。

2.共同的网络文化

共同的网络文化是指网络内成员普通共享的信念、价值观，包括特定行业的专业知识，它起着引导和协调成员间行为的作用。这种网络文化源于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网络，结构嵌入越深，成员分享共同文化的可能性越大。这种文化为网络成员共享，而不仅仅为领导厂商所有。但领导厂商所拥有的特殊资源（包括价值观和技术等）在网络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它可以通过各种路径进行知识的转移和扩散。专业知识和技能在网络内的社会化使得在全球范围内地理上分散的成员产生强有力的共享文化，从而建立了强联系。

共有的网络文化对理解网络治理非常重要，因为复杂的任务需要网络内共享的社会过程和结构来影响独立的成员之间产生有效的交易。它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来增加自主的网络成员的协调性：（1）通过社会化使成员之间的目标趋于一致，使合作者在共同的目标下工作；（2）用特殊语言来总结和传递复杂的规则和信息，便于网络成员的交流；（2）通过默契来恰当处理偶发事件，减少网络成员之间的摩擦。共有的网络文化降低了网络内的协调成本，促进了成员之间的有效交易，从而提高了交易的频率。

尽管共有的网络文化促进了网络的兴起和繁荣，但这种共同文化的建立并不容易。因为网络包含了众多具有不同文化信仰和价值观的交易成员，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建立起完成复杂任务的默契和常规。这也需要第三方的支持，如行会、职业学校、协会等。总的来说，地域的相近使得成员之间的互动更加容易，因此更有利于促进网络文化的共享，如硅谷的电子产业、好莱坞电影、意大利Rrato时装纺织业等有代表性的产业网络。

3.集体惩罚

集体惩罚用于网络治理，包括网络内成员惩罚其他成员违反网络规范、价值观和目标而做出的惩罚。集体惩罚通过对违反规则和价值观的惩罚的示范定义和加强了可接受行为的参数，从而起到了规范网络成员的行为的作用。同时，集体惩罚增强了社会机制，一旦成员受到惩罚，其名誉和声誉将受到损害，从而影响其在网络中的地位和关系。因此，集体惩罚通过增加机会主义的成本而减少行为的不确定性，减少了网络对其成员的监督成本，并为排序和监督同伴提供激励。

集体惩罚的局限性在于如何准确地判断该手段的运用问题。因为人们通常很难区分故意的机会主义行为和切实的误解，特别是在高不确定性的情况和复杂任务的条件下。随着不确定性的增加，人们越难区分其成员是否违背了网络规范。而且，事实上也存在着误解的可能。此外，人力资本专用性的存在使网络成员所作努力的大小难以区分，也增加了误解的可能性。

4.声誉

声誉包含了对网络成员的特点、技能、可靠性和其他与交易相关的重要属性的评价。随着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交易者对其自身和对方的声誉也更加关心，声誉在网络治理中的作用也就更突出。对声誉的关注能使网络成员的行为符合共同网络文化的规范，减少机会主义产生的可能性。因此，声誉对交易的维护作用在于阻止欺骗性行为的发生，增进成员之间的合作，从而提高交易的收益。事实上，相互调整的声誉对是否进行重复交易的决定起着关键作用。因此，基于结构嵌入的声誉使专业化的交易在更广泛的治理机制下产生。

同样，声誉的作用也存在局限性。例如，关于声誉的信息可能是不准确的或扭曲的，当其在长链条中进行扩散时，信息可能被扭曲。此外，当行为者过度依赖声誉而受限在小集体范围时，会阻碍创新信息的扩散。

综上所述，限制性进入限制了参与者的数目，共有的网络文化建立了地理分散化的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声誉提供了关于参与者行为的信息，集体惩罚减少了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各种社会机制在网络治理中的交互作用促进了网络成员之间的合作行为，协调和维护着网络内的交易行为。

基于交易成本和社会网络理论分析可以得出，需求的不确定性、任务的复杂性、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和交易的频率导致了网络治理的产生，而网络治理又通过限制性进入、共同的网络文化、集体惩罚和声誉等社会机制协调和维护着网络的交易，前者导致了结构嵌入，而后者产生了关系嵌入。

第三节 全球产业网络的知识转移和扩散机制

组织是一个知识的集合体，是一个创造、组合和应用知识的社会存在。以知识和学习为基础的组织是机能健全的有机系统，它努力形成自己的核心能力，寻求与变化着的环境的动态适应（芮明杰，2001）。在知识经济时代，全球企业拥有的知识优势是其建立产业网络的基础，而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得快速利用海外地方供应商的技术和能力的路径以提高其核心竞争力。为保持其核心竞争力，一方面，领导企业需要对地方供应商进行技术和管理知识的转移，以促进供应商技术和管理能力的升级，从而使供应商能满足其技术专门化的要求（Ernst，2003b）；另一方面，一旦网络供应商对其能力成功升级，也为领导厂商转移更复杂的知识创造了新的动力。当然，知识转移并不是有效的知识扩散的充分条件，知识扩散只有在转移的知识被本地供应商内化并转换成其能力时才完成，因此知识的扩散也是本地供应商升级的重要途径。

基于对网络本质的分析，网络具有区别于其他组织的三个要素（powell，1990）：（1）诀窍。网络是以横向的或水平的交换为特征的，因此有利于以隐性为特征的诀窍（如技术或基于工艺的技能）在网络内的传播，有利于知识的扩散。（2）速度需求。网络复杂的交流渠道使其具有快速传播和演绎新信息的优势，同时提供了“干中学”的情境，使其具有使想法快速转化为产品的能力，因此网络组织也更易走向繁荣。（3）信任。网络成员的声誉是其可信度的强烈信号，也是相互交流的基础。可信度越高，信息传播的正确性和流畅性越好。姜启军、顾庆良（2008）对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的声誉有着正相关关系，能增加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众多个体拥有的专业知识通常存在着互相解释或互相强化的关系，通过组织这种知识一体化的制度，从而能产生递增的经济效益（汪丁丁，1997）。因此，网络这种组织更有利于知识的转移和传播。

一、全球产业网络的知识转移机制

全球领导企业基于其知识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产业网络，而为了提高其核心竞争力，领导厂商会通过不同的途径进行知识的转移来提高当地供应商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Ernst & Kim，2002）。知识转移可以市场为媒介，通过正式契约的形式约定知识供应者和购买者之间相应的条款和条件，并以报酬支付的形式来完成，也可以通过非报酬、非正式的方式来完成。领导厂商在知识转移中所起作用也有所不同，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根据知识转移的媒介及领导厂商在知识转移中所起的作用的不同，全球产业网络内的知识转移机制可以分为四类（全球产业网络中的外包或委托加工关系——“委托企业—加工企业”通常有“领导厂商—高层级供应商”和“高层级供应商—低层级供应商”两种基本形式。在这两种形式中，委托企业分别是指领导厂商或高层级供应商，加工企业分别是指高层级供应商和低层级供应商。在这两种基本的委托加工关系中，虽然知识转移的具体内容和层次可能会有所不同，但转移与扩散的途径和机制基本一致（卜国琴，2007：51）。）。

（一）积极的正式机制

该种机制主要发生在领导厂商和其非独立的地方供应商（其附属企业或合资企业）之间，领导厂商通过直接投资或技术咨询的方式来进行知识转移。领导厂商一般拥有附属企业的大部分产权，许可和转移完备的生产系统，使其成为“交钥匙工厂”（Turn-key plants）。

（二）消极的正式机制

该种机制主要发生在领导厂商和其独立的地方供应商之间，领导厂商可以通过商品贸易和机械设备转移等方式来进行知识转移，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本地供应商的生产运作效率。机械设备是过程创新的主要源泉（Abernathy & Townsend，1975），因此，提高一般供应商生产效率的重要途径是机械设备。领导厂商并不一定是设备的供应者，但可以发挥重要的间接作用，迫使地方供应商购买更精密的设备来提高其生产能力。

（三）积极的非正式机制

该种机制主要发生在领导厂商和其独立的地方供应商之间，主要通过OEM来进行知识转移。领导厂商给地方供应商提供（一般是无偿的）设计蓝图、技术规格和支持援助（通常是显性的），以确保后者生产的产品和服务能满足前者的技术要求。

（四）消极的非正式机制

在这种机制下，领导厂商通过非正式的机制在知识转移中起消极的作用。如领导厂商可通过反转工程、观察和人员流动的方式来提高独立地方供应商的升级能力。人员流动不仅包括一流工程师海外培训的遣返，也包括有经验的国外工程师短期的雇用。在这种机制下转移的知识一般是隐性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全球产业网络内不同的知识有不同的转移机制，转移的内容也各有不同。总的来说，知识转移主要在领导厂商和独立的地方供应商之间产生，这对提高地方供应商的能力以适应市场和技术的变化从而提高领导厂商的核心竞争力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全球产业网络的知识扩散

知识转移并不是知识扩散的充分条件，在全球产业网络背景下，知识的扩散意味着领导厂商转移的知识在地方供应商中的应用和创新，代表着其能力的提升。因此，知识的扩散与地方供应商的学习能力紧密相关，尤其是隐性知识的学习。在特定的网络背景下，知识的扩散包括识别和搜集、组织和学习、应用和创新的过程，每个过程又有不同的要素作为其支撑（本模型受谢辉（2006）的组织隐性知识共享机制模型（p44）的启发。）。

（一）识别和搜集

地方供应商对知识的识别和搜集是全球产业网络内知识扩散的基础。知识的识别和搜集的难易程度与知识的类型相关，隐性知识的识别和搜集比显性知识更复杂一些。地方供应商对知识的识别和搜集与转移机制相关，正式的转移机制下的知识识别和搜集比非正式的转移机制更容易一些，领导厂商的作用越积极，越有利于地方厂商对知识的搜集和识别。地方供应商识别和搜集的知识的内容与其致力于学习、创造和拓展的需求相关，包括其相应的技术、知识技艺和能力以及价值理念等在内的隐性知识。因此，地方供应商识别和搜集的知识的内容和数量取决于知识的公开程度、转移程度及其互补性。

（二）组织和学习

地方供应商对知识的组织和学习是全球产业网络内知识扩散的关键。组织和学习与地方供应商对知识的整合和重组能力、学习能力紧密相关。领导企业为地方供应商转移的诸如机器、蓝图、生产与质量标准等显性知识是相对零散的，需要地方企业进行消化吸收，并根据本企业特点进行归纳整理为新的显性知识，如新的技术规范、质量控制手册、操作规范等，由本地企业工程师和员工进行学习，理解和吸收领导企业提供的知识，然后在其日常操作和管理中转化为自身的隐性知识。地方企业也可以通过选派工程师和管理人员到领导企业学习，也可请领导企业的一流工程师到企业进行指导，在人员的相互交流中使与技能相关的隐性知识进行扩散。在这个过程中，本地企业员工的观察、模仿和实践等方面的学习能力非常重要（刘雪峰，2007）。

（三）应用和创新

地方供应商对知识的应用和创新是全球产业网络内知识扩散的目标。地方企业通过对领导企业知识的组织和学习转化为自身的知识，运用到组织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使知识转化为现实的生产能力。创新则是在学习和模仿的基础上，运用知识进行再创造的过程。这是地方企业能力提升的最终体现，也提高了其核心竞争力。知识的应用和创新与所转移知识的兼容性相关，知识的兼容性越强，应用的可能性和范围就越广，企业创新的基础就越丰厚。创新还与地方企业本身的思维模式、团队合作的程度及个人的创造能力相联系。

网络的嵌入作为组织间联系的基础，深刻影响着全球产业网络中知识转移的绩效，对本地供应商吸收能力与知识获取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Echols & Tsai，2005）。吴晓波等（2007）对全球制造网络中本地企业知识获取的实证研究表明，网络嵌入性对获取外部知识的能力与本地企业知识获取的正相关关系具有调节作用；本地企业可以通过专业化代工模式进入多个跨国公司相互作用的产业网络，充分利用跨国公司之间的相互竞争来获取更先进的技术和知识（高春亮等，2008）；张方华（2010）对长三角地区270家本土企业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通过对组织网络的关系型嵌入和结构型嵌入能够有效提高外部知识的获取效应，从而对企业的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的推动作用。

第四节 本章小结

全球产业网络作为一种新的组织，与企业和市场相比，有着不同的本质特征。网络内的交换是互动的情景下基于关系进行的，组织成员间的关系是靠声誉来维系的，成员之间是合作共赢的关系。基于信任的交换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加快了交易的速度，从而提高了交易的绩效。

全球产业网络的分析框架致力于对融入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及知识、资本和劳动力再生产的整个社会过程的分析。价值（创造、提升和获取）、势力（企业、机构和集体）和嵌入（地域、网络）是其研究的三个要素。与全球商品链和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框架相比，全球产业网络的分析框架更注重社会性，网络的治理是其核心。基于交易成本和社会网络理论分析可以得出，需求的不确定性、任务的复杂性、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和交易的频率导致了网络治理的产生，而网络治理又通过限制性进入、共同的网络文化、集体惩罚和声誉等社会机制协调维护着网络的交易，前者导致了结构嵌入，而后者产生了关系嵌入。

全球产业网络内的领导厂商为了提高其核心竞争力，会通过不同的途径进行知识的转移来提高当地供应商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一旦网络供应商对其能力成功升级，也为领导厂商转移更复杂的知识创造了新的动力。根据知识转移的媒介及领导厂商在知识转移中所起作用的不同，全球产业网络内的知识转移机制可以分为四类：积极的正式机制、消极的正式机制、积极的非正式机制和消极的非正式机制。

在全球产业网络背景下，知识的扩散意味着领导厂商转移的知识在地方供应商中的应用和创新，代表着其能力的提升，是本地供应商升级的重要途径。知识的扩散与地方供应商的学习能力紧密相关，尤其是隐性知识的学习。

本研究将全球产业网络定义为：全球范围内各类经济体通过特定产品和劳务的生产与交换而形成的网络组织。特定产品和劳务的生产与交换也是价值创造、提升和分配的过程，是全球产业网络的核心内容，反映经济性；基于价值的创造和分配而形成的组织结构决定着产业网络内的权力分配以及成员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全球产业网络的基础，反映社会性。


第三章 全球产业网络下的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是当今最流行的概念之一，而它的流行是与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分不开的。自由化、技术和日益剧烈的竞争导致了重要的组织创新：全球产业网络的形成和发展（Ernst & Kim，2002）。全球产业网络的分析框架更多地注重于生产和雇佣关系的社会与制度嵌入，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地方供应商（herderson et al.，2002）。全球产业网络的社会结构通过各种约束和传递机制来规范地方供应商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此同时，企业社会责任成为地方供应商嵌入全球产业网络的有利甚至是必要条件之一。

第一节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不同定义

一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最早的学术概念是由Bowen（1953）给出的，指“商人按照社会的目标和价值，寻求其政策，做出其决策，或采取令人合意的行为底线的义务”（Godfrey & hatch，2007；Carroll，1999）。Drucker（1954）在《管理实践》一书中为企业社会责任注入了“新思想”（Godfrey & hatch，2007），强调组织的首要责任是在为社会创造利润的同时，考虑每个经济活动对社会的影响，管理的最终责任是对自身、对企业、对社会和生活方式负责。在随后的五十多年中，CSR成了一个“备受煎熬”的概念（Godfrey & hatch，2007），不同的学者和组织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企业社会概念。尽管众多学者都在致力于给出一个清晰的、不偏不倚的定义，但CSR应怎样定义始终存在混淆（Dahlsrud，2008），众说纷纭，至今未形成一个权威的定义。

Dahlsrud（2008）从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经济（Economic）、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和自愿（Voluntariness）五个维度（Dahlsrud对各个维度给出了自己的定义：环境维度——自然环境；社会维度——企业和社会的关系；经济维度——社会—经济或财务表现，包括CSR在企业运营中的描述；利益相关者维度——利益相关者或利益相关者集团；自愿维度——行为非法律所规定。）对其搜集的1980—2003年间的27个作者提出的37个CSR定义进行了解析，其研究表明，利益相关者、社会、经济和自愿等四个维度在众多概念中提及的比例依次为88%、88%、86%和80%，值得关注的是环境维度显著较低，为59%。然而，所有维度在众多定义中提及的比例都超过了50%，这意味着这些维度并不是随意包含在一个定义中的。

从中可以看出，不同的定义中包括的维度主要为社会、经济和利益相关者等。

二、企业社会责任观念的演变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演变可以看做是两条平行路径的结果（Vurro，2006）：一是政策制定者和组织为推广企业社会责任思想而推出的概念，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可持续发展协会（WBCSD）、国际劳工组织（ILO）、欧盟（EU）等。二是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模糊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作为管理工具和行为指导原则的明确界定的演进过程。

不同的学者分析了CSR的演变过程。De Bettignies（2002）回顾总结了1955—2002年间企业社会责任不同的含义，将企业社会责任思想划分为十个阶段：企业慈善（1955）、企业伦理（1960）、企业社会责任（1965）、利益相关者模型（1970）、企业社会响应（1975）、企业社会绩效（1980）、企业社会公正（1985）、可持续发展（1990）、三维基本底线（1995）和企业公民（2002）。Juholin（2004） 根据Frederick（1994） 和Vercic（1994）的研究将CSR分为五个阶段和类型：CSR0（public Responsibility 1900s—1930s），强调公共利益；CSR1（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1930s—1970s），企业社会责任，关注普通公众；CSR2（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veness 1970s），企业社会响应，重点在于公司社会关系管理；CSR3（Corporate Social Rectitude 1980s），企业社会公正，强调双向均衡的公共关系；CSR4（Corporate Social Reason 1990s），企业社会动机，强调企业的公共关系不仅仅在于有效、正确地管理公司的关系，而且应该完全地参加寻求解决环境问题的路径。沈洪涛、沈艺峰（2007）则将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演变划分为五个过程：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20世纪70年代以前）、公司社会回应（20世纪70年代）、公司社会表现（20世纪80年代）、相关利益者理论（20世纪90年代）、公司公民（21世纪）。

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由最初的“责任”转向“战略”思想。菲利普·科特勒等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经历了从“职责到战略的转变（A Shift from Obligation to Strategy） ”（Kotler & Lee，2005）。企业社会责任项目会给企业带来以下好处：减少风险；减少浪费；改善与管制者的关系；滋生品牌资产；改善人际关系，提高雇员生产力；降低资本成本（heal，2005）。Burke和Logsdon（1996）指出，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的回报与对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和广大社会的回报是相同的，当企业社会责任能切实产生与企业有关的利益时，特别是对企业核心业务的支持，进而促进企业的效益，有助于实现企业使命时，企业社会责任（政策、过程）能上升到战略高度。perrini等（2006）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包括战略和公司政策，与企业管理的所有领域产生交互的因果关系，同时也是竞争优势的源泉。porter和Kramer（2006） 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不仅仅是成本、限制或慈善行为，更重要的是，通过策略路径，企业社会责任会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产生机会、创新和企业的竞争优势。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会产生不同的绩效。Zhao和Gu（2009a）对中国服装产业的调研表明，实施积极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企业比消极的企业拥有更好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

三、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

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投入，对企业来说，与其他要素一样，都关注其是否能为企业带来正的绩效，这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企业绩效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如企业对社会的贡献程度、企业的竞争力等。企业绩效是一个包括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的多元化概念（姜启军、顾庆良，2008）。无论是经济绩效还是社会绩效，研究的一个困难在于评价标准的不断变化。Griffin和Mahon（1997）发现在51份不同的研究中共用了80种经济绩效的指标。社会绩效的评价指标也缺乏统一的标准。

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经济绩效（Corporate Financial perfor-mance，CFp）的实证研究是伴随着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认知的演变同时进行的（Tim & Shawn，2000），从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公司社会回应到公司社会表现等各个阶段都出现了丰富的实证研究（沈洪峰、沈艺峰，2007）。由于CSR定义的多样性导致了其实施和计量的混淆，同时一个被广泛接受和认可的定义的缺少也导致了能有力地支持或反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济绩效关系的经验结论的缺乏，使得CSR和CFp的研究处于混沌的状态（Godfrey & hatch，2007）。Griffin和Mahon（1997）戏称“自弗里德曼以来，这方面关系的探讨始终就是一场活生生的战斗”。

Griffin和Mahon（1997）对从1972年到1994年间的51篇文献进行了回顾，得出CSR和CFp负相关结论的论文共20篇，认为正相关的文献共33篇，有9篇文章还未得出明确结论。在这51篇文献中，部分研究还同时得出正相关和负相关，或正相关和不相关，或负相关和不相关等不一致的结论。20世纪70年代的16份研究中共有12份是正相关，4份无关或无结论，1份负相关，其中1份研究既是正相关又是无关或无结论（Fry & hock，1976）；20世纪80年代的27份研究中共有14份是正相关，5份无关或无结论，15份负相关，其中6份研究既是正相关又是负相关，1份研究既是正相关又是无关或无结论；20世纪90年代的8份研究中共有7份是正相关，3份负相关，其中2份研究既是正相关又是负相关。

Moskowitz（1972）和Vance（1975）两份早期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业绩关系的实证检验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果，同一份研究也分别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揭示了这一研究领域充满矛盾的特征。Roman等（1999）在Griffin和Mahon（1997）的基础上，对同样的51份研究外加新的4份研究重新进行了分类，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将其中被Griffin和Mahon（1997）看作负相关的研究归入正相关一类，因为这9份研究发现较差的企业社会责任造成同样较差的财务业绩，这显然是正相关关系，还有6份被Griffin和Mahon（1997）看作存在或正或负关系的研究则被列入没有明确结论一类，另外还有11份被剔除在外，最后得出，呈现正相关结论的研究有33份，没有关系的研究有14份，只有5份研究认为两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在采用了更加严格的分类方法之后，发现了更多的CSR和CFp正相关关系的证据。pava和Krausz（1996）研究的21份文献中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呈正相关关系的有12份，负相关的只有1份，两者之间没有关系的为8份。Margolis和Walsh（2003）通过对1972—2002年间测量CSR和CFp之间关系的127个实证研究发现大约一半的研究表明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关于CSR和CFp关系的100多份实证研究，方法不同，内容有别，结论各异，至今未达成共识（沈洪涛、沈艺峰，2007）。Ruf等人（2001）从理论和方法上总结了五个原因：（1）缺乏理论基础；（2）缺乏一个全面和系统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标；（3）缺乏严密的方法；（4）样本规模和构成受到限制；（5）社会表现和财务业绩变量不匹配。针对这五个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1）通过基于相关利益者理论提出可检验的假设；（2）经过一段时间衡量关于多个利益相关者的业绩变量进行独立评判，以获得关于公司社会表现的综合指标；（3）借助控制已知的与企业财务业绩有关的外生变量（如前期的财务业绩、规模、行业等），并采用企业社会责任的变动，而不是绝对值作自变量，以提高研究方法的严密性；（4）利用提供企业社会表现指标的数据来扩大样本企业的规模；（5）按照Johns和Wood （1995）的建议，从某类特定的相关利益者角度来定义企业社会责任，同时采用与这类相关利益者有关的财务业绩变量，然后检验两者之间的联系，以避免不匹配问题。而沈洪涛、沈艺峰（2007）则认为从方法论看，导致CSR和CFp关系研究结论相互冲突的主要技术问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衡量，二是对公司财务业绩的衡量。

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战略，会产生不同的绩效。Ullmann（1985）认为企业积极或被动的战略、利益相关者力量的大小会影响经济绩效的好坏，如果利益相关者的力量和企业战略意图已知，结果就能预测。而起初（1到3年）经济绩效、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战略态度、利益相关者的力量的大小，与企业社会披露的水平是强相关的（Roberts，1992）。王怀明、宋涛（2007）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得出上市公司对国家、投资者和公益事业的社会责任贡献与企业绩效正相关，对员工的社会责任贡献与企业绩效是负相关的。姜启军、顾庆良（2008）选取企业竞争力、员工流失率、企业声誉和销售利润率作为企业绩效的四个变量，通过对中国服装业的实证研究表明，不同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对企业绩效中的企业竞争力、员工流失率、企业声誉有影响且有显著性差异，对销售利润率有差异但没有显著性。

社会责任投资（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SRI）是近年来该研究领域一个基本概念（Mallin et al.，1995；Williams，1999；Mansley，2000；Cowe，2001；Solomom et al.，2004）。Boatright（1999）用简单的需求和供给经济理论论证了社会责任基金比非社会责任基金获得更多的财务绩效（对企业社会责任公司的需求增加是理性的，必然导致其价格上涨；相应地，对非社会责任公司的股票需求下降，其市场价值也下降。根据自由市场理论，社会责任投资是重要问题，这就意味着如果基金在其行为中不承担社会责任，则不会轻易上涨，“看不见的手”会引导更多的基金从非社会责任企业转向社会责任企业）。Target（2000）的调查研究也表明如果不会伤害其财务利润，77%的英国公众宁愿将其养老金用社会责任的方式投资。pava和Krausz（1996）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至少和其他企业一样好，一些证据证明了企业把社会责任作为更高级的投资。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投资，在长期内会给企业带来更多的价值，从当期来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越多，企业的价值越低，但从长期看，承担企业责任不会影响企业的价值（李正，2006）。Solomon等（2002）的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投资作为主流投资策略的一部分，长期会提高企业财务利润。

四、企业社会责任不同理论模型

Garriga和Mele（2004） 将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总结为四种类型，即工具理论、政治理论、整合理论和伦理理论。工具理论注重通过社会行为达到经济目标；政治理论注重在政治领域以负责任的方式行使企业势力；整合理论注重社会需求的综合情况；伦理理论注重做正确的事以造福社会。

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是从20世纪70年代渐进发展起来的（Solomon et al.，2004），利益相关者概念的出现明显晚于企业社会责任，但在理论发展上，利益相关者理论却要比企业社会责任的思想迅速得多（沈洪涛、沈艺峰，2007）。Freeman（1984）将利益相关者广义地定义为“一个组织里影响到组织目标的实现或受其实现影响的群体或个人”，指那些在公司中存有利益或具有索取权的群体。由于广义的利益相关者概念难以精确计量，Clarkson（1991）、Freeman（1994）、Sheikh（1996）等从定量上来界定利益相关者，将利益相关者分为基本利益相关者（primary Stakeholders）和次级利益相关者（Secondary Stakeholders）。前者通常包括股东、投资者、员工、客户、供应商、政府及社区等，后者包括媒体、NGO、其他在公司具有特殊利益者。Mitchell等（1997）强调了利益相关者的三个关键特征：权力、合法性和紧迫性，并据此区分了利益相关者的类型。Donaldson和preston（1995） 将利益相关者理论归为三大类：描述主义/经验主义（Descriptive/Empirical）理论、工具主义（Instrumental）理论和规范主义（Normative）理论。

描述主义代表作是Brenner和Cochran（1991）的《企业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社会理论与研究中的应用》一文，最早运用描述主义方法，指出“企业利益相关者理论断定一个组织之相关利益者的本质、价值及其对于决策和形势的相互影响，提供预测公司行为的所有相关信息”。工具主义的代表作是Carroll（1979）的《企业绩效的三维概念模型》，率先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通过一般统计方法从经济、法律、伦理和自愿四个维度探讨了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Evan和Freeman（1988）的“康德主义式”利益相关者理念、Wicks等（1994）的女权主义利益相关者思想、Wijnberg（2000）的“亚里士多德式”利益相关者观点均属于规范主义理论。

Graafland和Eijffinger（2004）研究了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员工作为主要的利益相关者，企业所应承担的责任受到了一些社会组织（特别是国际劳工组织）和社会学家们的关注。国际劳工组织于1999年提出了体面劳动（Decent Work）的概念（国际劳工组织（1999）指出体面劳动即男人和女人获得在自由、平等、安全和人类尊严的条件下获得体面而有效率的工作的机会，意味着工作条件的改善、减少脆弱性以及生产效率和质量的提高。体面劳动包括雇用和劳动力问题；标准（宏观层次）；社会保护和社会对话。）、要素（2004）及其研究框架（2006）。panapanaan等（2003） 总结了与员工有关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领域的研究结果。在不同的国家，有关员工企业社会责任的因素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强度是各不相同的，如童工在发达国家是不相关的关系，但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相关性。这也说明体面劳动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模式。

从以上不同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总结来看，目前企业社会责任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框架，利益相关者理论相对较成熟，同时企业社会责任已开始与企业治理相结合，到了企业实践的层次上。

第二节 全球产业网络下的企业社会责任约束传递机制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驱动力

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驱动力。Warhurst（1998）将企业社会责任的驱动力归结为全球化、自由化和世界范围内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社会压力（如非政府组织），管制（为提高土地、水、空气三大环境的质量），财政驱动，供应链驱动，同业竞争者的压力及名誉管理，来自员工和股东的内部压力，自然环境的动态变化如气候变化和海平面的上升等八个方面。

panapanaan等（2003）则从全球化、主要利益相关者（管制机构、行业联盟、员工、供应商、非政府组织）、追求可持续发展和其他（不良记录、商业关系、顾客需求、成本等因素）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的驱动力。姜启军、顾庆良（2008）则进一步讨论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压力，包括政府管制、跨国采购商、产品市场的声誉风险、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声誉风险等五个方面。企业社会责任的动机还来源于对长期利益的追求。Juholin（2004）通过对芬兰企业的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主要的和压倒性的动机在于长期利益，它与公司效率紧密相连。而长期利益的获得基于三个方面：公司领导能力和效率（责任作为雇主将企业社会责任与更有效率的管理和公司的领导能力相联系；顶级的管理具有超前的CSR理念和运作，其意图与公司价值观相联系）；竞争力（只有在企业证实成为良好企业公民后才能得到——外部压力）；对未来预期的能力。财务作为企业转型的动力之一，使得传统的财务组织开始让位并采用社会责任投资的战略参与到“可持续”的金融服务中（hardjono & Marrewijk，2001）。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认识和所采取的战略存在着差异，其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压力和驱动力也有所不同。采取不服从型战略的企业，由于企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可不择手段，没有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压力和驱动力，企业不会主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采取被动服从型战略的企业，感受到来自外部管制的压力，但缺乏主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驱动力；采取适应型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企业，主动适应感受到的来自外部的压力和驱动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压力来自于利益相关者，如社会公众呼唤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消费者对符合社会责任产品的需求以及采购商对企业符合社会责任标准的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满足竞争的需要，满足国际贸易协议或国际自愿标准，并可以发现新的商业机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还要满足社会管制的需要，更严格的法律规范、更严格的管制及不断增强的法律责任；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还源于自身的成本因素，改善工作环境、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可能导致成本的增加，但从长期来看，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员工流失率的降低等因素会导致成本的下降。Berry和Rondinell（1998）从环境管理的角度探讨了主动型企业所感受的主要压力和驱动力。

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条件

Campbell（2007）运用了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需要经济和制度两个方面的条件，其中制度是关键因素，经济是通过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起作用。经济条件包括企业财务绩效和竞争环境两个因素；制度条件包括国家管制、行业自我管制、独立组织监督、制度化规范、企业协会和对话等六个因素。

（一）经济条件

1.企业财务绩效

已有的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文献表明，财务绩效较弱的企业与财务绩效较强的企业相比，企业更不愿意实施社会责任行为（e.g.Margolis & Walsh，2001；Orliteky et al.，2003）。在企业绩效不佳的条件下，企业管理者认为非责任行为能改善企业的财务状况，能够脱离财务困境。因此，管理者会按机会主义行事（如自利和欺诈）。同样地，如果企业面临不正常的经济环境，如通胀、消费低迷等，使得企业在短期内难以获得正常利润，相比正常环境，企业将更不愿意按社会责任的方式行事。Campbell（2007）提出了命题1：

当企业经历着弱的绩效以及面临着相对不健康的经济环境使其短期利润受限时，企业更不愿意按社会责任方式行事。

2.竞争环境

企业是否按社会责任方式行事还与其面对的竞争水平相联系。如果竞争环境是残酷的，企业所获得的利润很小使股东价值和企业的生存存在风险，则企业更易于采取非责任的方式以节约资金帮助他们获得利润并生存下来。然而在规范的竞争条件下，企业至少可以确保获得合适的利润，企业也不存在生存危机，则企业更不愿意按非责任方式行事。因为管理者更关心获得更好的名誉以保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否则，如果企业的名誉受损，企业的客户和供应商对其缺乏信任，相互之间的合作变得更困难，从而使其利润受到影响（MacCaulay，1963）。相反，在缺乏竞争的条件下（如垄断），企业很少有兴趣按社会责任方式行事，因为企业声誉或顾客忠诚并不会对其销售、利润或生存产生很大的影响。Campbell（2007）提出了命题2：

在竞争激烈或缺乏竞争的条件下，企业更不愿意按社会责任方式行事，也就是说，竞争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之间的关系是曲线的。

（二）制度条件

1.国家管制

企业按照社会责任方式行事最显而易见的制度条件是国家管制（Campbell，2007）。有效的国家管制的建立和实施部分取决于外部行为者（如环保主义者、工会、消费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和监督管制过程的能力（Troast et al.，2002）。Campbell（2007）提出了命题3：

如果国家管制是强有力的、被有效实施的，特别是该实施过程是在企业、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谈判和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的，则企业更倾向于按社会责任方式行事。

2.行业自我管制

当然，监管并不仅仅是国家的责任。通常，行业建立自我管制机制以确保公平竞争、可靠的产品、安全的工作环境以及制定成员都应该遵守的标准。事实上，有时候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最有效的路径是企业同行的压力（Martin，2003）。行业协会的重要工作之一是确保其成员按社会责任的方式行事。当然行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国家的足够支持，行业的自我管制经常会失败（Karkkainen et al.，2000）。此外，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行业自我规制的监督也有助于行业对企业按社会责任方式行为管制的有效性。Campbell（2007）提出了命题4：

如果存在组织良好并有效的行业自我管制机制，特别地，当管制是基于可感知的来自国家干涉的威胁或更广泛的行业危机；如果国家对行业的这种治理模式提供支持，则企业更倾向于按社会责任方式行事。

3.独立组织监督

上面提到，国家管制和行业的自我管制都要受到利益相关者监督的影响（Campbell，2007）。事实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企业从事跨国经营，不同的新兴非政府组织（NGOs）致力于建立行为守则并监督企业的行为。在必要时，NGOs迫使企业以更社会责任的方式行事（如ILO）。NGOs的战术千变万化，从对企业的直接呼吁、组织示范、向政府施压迫使企业改善及行为，到动员媒体运动以带来公众关注给企业特定的警示（Keck & Sikkink，1998）。其努力成功与否部分取决于所在国家的政治制度。同样，社会运动组织以同样的方式致力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Smith，2005）。企业股东也要求企业按更社会责任的方式运作，机构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如养老保险基金、互助基金等）在监督企业行为方面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社会责任投资运动的方式促使企业按社会责任方式行事（Maignan & Ralston，2002）。特别地，随着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发展，国家政府的管制变得越来越困难，社会运动、制度投资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在监督企业按社会责任方式行事方面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最后，记者的监督和报道曝光使企业行为在公众视野中，因此媒体在企业治理方面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Campbell（2007）提出了命题5：

如果个人、独立组织（包括NGOs、社会运动组织、机构投资者、记者等）监督企业的行为，在必要时，发动运动使其改变，则企业更倾向于按社会责任方式行事。

4.制度化规范

企业是否按社会责任方式运作除了受国家管制、行业自我约束和独立组织的监督外，还要受到道德规范的影响（Campbell，2007）。企业经营者的思想会受到制度化规范的影响，从而对企业的运作产生影响。因此，规范制度化规范对企业按社会责任方式运作的层次产生影响，而且不同的国家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Dore，1983）。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道德规范，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Campbell（2007）提出了命题6：

如果企业在良好的制度化规范环境中运行，如重要的商业出版物、学校商业课程及重要的教育活动机构，对其管理实践产生影响，则企业更倾向于按社会责任方式运作。

5.企业协会

如果企业之间存在协会，则同行之间容易产生相互作用，使企业更倾向于发展相对长期的利润而非短期利润。企业网络便于企业之间的交流和制度化规范的形成，从而使得企业协会内形成规范的气氛，更利于企业按社会责任方式运作。Campbell（2007）提出了命题7：

如果企业隶属于商业协会或雇主协会，且该协会是以促进社会责任行为的方式组织的，则企业更倾向于按社会责任方式运作。

6.对话

沟通和教育同样对企业行为产生影响。当沟通超越企业本身，包罗劳动者、本地社会的领导者、政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则企业能更好地感知到其他行为者的关注，促使其制定相关的政策关注社会责任，其结果是企业按社会责任的方式运作。法律制度对促进企业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对话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Campbell（2007）提出了命题8：

如果企业在与工会、雇员、社区、投资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制度化对话环境中从事经营活动，则企业更倾向于按社会责任方式运作。

三、全球产业网络下企业社会责任传导约束机制

全球产业网络作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商务组织的主要创新（Ernst and Kim，2002），在全球范围内将各类经济体通过特定产品和劳务的生产和交换而形成相互作用的关系网络，从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对网络内的各类经济体产生相互影响和制约的作用。全球产业网络的产生和繁荣也使得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跳出单个企业的管理范畴，成为网络治理的重要内容，在网络的各个成员之间形成有序并有效的传导约束机制。

全球性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是与由于经济全球化而引起的劳工问题分不开的。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得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跨地域流动以寻求最大的利益，跨国公司将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使得跨国公司不受当地劳工立法的制约，并减少了对生产工人的直接管理与保障。同时，跨国公司不断地寻求最低成本的制造商，在跨国公司这种“订单转移”的策略下，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为了争取到订单而不得不陷入一种“向下竞争”（兰荣国，2006），结果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内劳工状况的全球性恶化（余晓敏，2006）。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消费者、工会、学生组织、跨国NGOs纷纷发起“反血汗工厂”的运动。自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运动（张忠，2005），个体的利益相关者、贸易联合会、非政府组织等对公司按社会责任方式运作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要求跨国公司承担公司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在赚取利润的同时，主动承担对环境、社会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谭深、刘开明，2003）。受全球化和竞争的双重压力，跨国公司通过制定行为守则来规范其国内和国外的经营活动，全球产业网络中的领导者也通过制定相应的规则（如行为守则、SA8000认证）来约束各供应商的行为，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企业社会责任传导机制。在企业社会责任全球范围内传导过程中，不同的机构采用不同的机制来倡导和推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

（一）公众

公众以消费者和投资者两种身份，形成两个与企业利益相关的压力集团，在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与企业博弈。双方博弈的焦点在于劳工利益、消费者利益和环境利益，这三大利益通过社会运动升华为社会的共同价值观，迫使企业按照伦理道德的要求调整经营行为，从社会伦理角度倡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姜启军、顾庆良，2008）。作为消费者，公众以金钱为选票来影响产品市场。若企业的行为损害了公众利益，消费者则会抵制其产品从而影响企业的生存，使得企业因破坏公众利益而损害其自身利益；反之，若企业的行为维护公众利益，则公众以青睐其产品的方式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使得企业因维护了公众利益而得到发展。研究表明，消费者可以通过购买行为直接影响企业财务业绩，因而被认为是企业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Schuler & Cording，2006），并且消费者对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是关注的（Carrigan & Attalla，2001；Verschoor，2006）。多数消费者认为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Mohr，Webb & harris，2001；Mohr & Webb，2005），而且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对消费者的购买意向有着显著的影响（handleman & Amold，1999；Sen & Bhattacharya，2001；Mohr & Webb，2005），周祖城、张漪杰（2007）对中国消费者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两者之间存在正向的关系。

同样地，作为投资者，公众也以金钱为选票来影响资本市场。Boatright（1999）运用简单的需求和供给经济理论论证公众投资问题，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公司的需求增加是理性的，必然导致其价格上涨；相应地，对非社会责任公司的股票需求下降，其市场价值也下降。根据自由市场理论，社会责任投资是重要问题，这就意味着如果基金在其行为中不承担社会责任，则不会轻易上涨，“看不见的手”会引导更多的基金从非社会责任企业转向社会责任企业，因此社会责任基金比非社会责任基金获得更多的财务绩效。Target（2000）的调查研究也表明如果不会伤害其财务利润，77%的英国公众宁愿将其养老金用社会责任的方式投资。有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投资作为主流投资策略的一部分，长期会提高企业财务利润（Solomon et al.，2002）。

（二）国际组织

在1991年1月召开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提出“全球契约”计划，呼吁工商界以自主的行为，遵守商业道德、尊重人权、劳工标准和环境方面的国际公认的原则，通过负责的、富有创造性的企业表率，建立一个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效益共同提高的全球机制，从而给世界市场以人道的面貌。全球契约的原则来源于《世界人权宣言》、《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公约，体现在人权、劳工标准、环境及反腐败等四个方面。全球契约试图通过集体行动的力量，倡导全球企业界领袖推行负责任的企业公民意识，以应对经济全球化而产生的社会问题。

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则重点关注劳工问题，而劳工问题是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焦点。世界贸易组织在1995年召开的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提出了核心劳工标准，将劳工问题和国际贸易相联系，成了国际贸易中的社会条款。国际劳工组织在1998年国际劳工大会上将核心劳工标准称为“工人的基本权利”，并将其规定为四个方面的内容：禁止强迫劳动和童工；结社自由；自由组织工会和进行集体谈判；同工同酬以及消除就业歧视。国际劳工组织进一步在1999年提出了“体面劳动”的概念，倡导劳动者有体面有尊严地工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国际劳工组织又于2009年制定了“全球就业协议”，将就业和社会保护放在复苏政策的核心位置。

（三）行业协会

行业协会在推进其成员的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如SA8000（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作为全球首个道德规范的国际标准，就是由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商业组织发起制定的，其宗旨是确保供应商所供应的产品符合社会责任标准的要求，其推行的主要领域包括零售业、跨国制造业的采购商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供应商。SA8000标准为切实解决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提供了一个更具普遍性的工具，为企业实施社会责任管理提供了可操作的规范和管理体系。全球产业网络中的采购商会对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提出SA8000认证的要求，以使其所提供的产品符合道德标准，这也切实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和实施。

此外，发展中国家的行业协会在推行适合其国情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建设方面也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以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为例，为解决全球纺织服装供应链关系中社会公正缺位及责任失衡的难题，于2005年制定了面向全国纺织企业推广的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CSC9000T，并于2006年开始启动“10+100+1000”项目（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CSC9000T“10+100+1000”项目的目标是在10个左右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内选择百家骨干企业逐步建立CSC9000T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对大约1000家中小纺织服装企业进行社会责任基础培训及能力建设培训。“10+100+1000”项目旨在通过项目实施以点带面发挥辐射效应，在全国范围内营造行业社会责任建设的氛围，同时在各产业集群地骨干企业中建立CSC9000T管理体系的标杆，为各地企业树立本地化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榜样，促进集群地企业在用工作为、管理制度建设以及企业自律机制方面的正向竞争。2007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社会责任年度报告，第45页。），首批确定10家试点企业（首批10家试点企业为：北京爱慕内衣有限公司、北京铜牛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盖奇（中国）织染服饰有限公司、广东大进制衣厂（惠州）有限公司、广东溢达纺织有限公司、江苏红豆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济宁如意科技集团、浙江报喜鸟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汉帛（中国）有限公司、浙江乔顿服饰企业有限公司。），按照“初始评估、培训、复评”三个阶段进行项目的试点工作。根据2007年7月的试点项目复评结果表明，CSC9000T管理体系在试点企业的实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绩效和经济绩效，在全球供应链上为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实际商业利益，与国际采购商建立了更为稳固的合作关系。

（四）全球领导企业

在社会公众、国际组织、行业协会等的压力或推动下，全球领导企业主动地或被动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并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并通过网络治理的社会机制来约束其子公司、附属公司及各级供应商的行为。全球领导企业在通过制定行为守则来规范包括其海外子公司在内的行为的同时，采用一定的机制来约束发展中国家供应商的行为，对承担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供应商给予不同方面的支持和“奖励”。课题组2008年对宁波纺织服装企业的调研数据表明，84%的企业认为对于有COC、SA8000等要求的国际采购商，相对其他客户而言，合作关系更易保持，且采购商对供应商的生产过程更为关注；56%的企业认为该类采购商在订单中给予交货期宽限；40%的企业认为其订货价格优于其他客户；52%的企业认为采购商会对企业进行CSR认证给予咨询支持，近20%的企业认为采购商对公司执行CSR给予补贴。全球领导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推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同时，也使得其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从而促进了全球产业网络的稳定和发展。

（五）政府

政府主要通过立法和政策管制等手段来约束企业的行为，规定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经济制度及社会文化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规制的广度和深度都存在着差异（Ghai（2002，2006）关于体面劳动的研究为这一论点提供了支持。Ghai认为经济结构的许多层面会对达到体面劳动的目标产生深刻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包括：人均收入、产业分布、劳动力的就业水平、政府的收入和支出占GDp的比例以及公共部门占生产性资产和总产出的比例等。这些结构上的差异导致了劳动制度的差异，从而形成了不而模式的体面劳动特征。Ghai将体面劳动模式归纳为经典模式、转型模式和发展模式等三种模式。经典模式由工业化国家组成；转型模式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组成；发展模式包括发展中国家。参见Ghai（2002，2006）。）。一般来说，一个经济体发展水平越高，社会文明的程度越高，则该政府对企业规制就更加严格和细致。这些规制包括与最终产品的技术要求相关的，如美国制定的与纺织品相关的《易燃织物法》、《纺织纤维规格及标签法》、《成衣洗涤标签法》、《羊毛产品标签法》、《毛皮产品标签法》等；也有与产品以外的环境和消费者相关的，如北欧的白天鹅标志、欧洲的生态纺织品认证及生态标签等；也有与生产者相关的劳动保障法规和制度等，如2008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进一步完善了劳动合同制度，规定劳动合同应包括劳动时间、劳动报酬、社会保险以及劳动保护等条款，更加明确和具体地体现了国家法律对劳动者的保护、对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规范。

（六）员工

员工作为企业内部最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言，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是最大的比较优势之一。同时，作为产业网络的一个节点，对整个网络的稳定和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大，但廉价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了。2004年7月15日《南方周末》一篇题为《中国遭遇20年来首次“民工荒”》的报道、2004年9月14日《人力资源报》刊登张宏的《诸多因素引发民工荒》文章等反映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地区出现的劳动力短缺、企业招不到人的所谓“民工荒”现象。200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课题组关于民工短缺的调研结果显示，工资待遇低、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的企业缺工问题尤为严重。作为个体而言，在强大的组织面前，员工是弱势群体，没有多大的发言权，但他们“以脚投票”的方式阐述对企业改善工作环境、提高工资待遇等方面的要求，2010年世界知名企业富士康的员工“多连跳”事件更是“以脚投票”的极端和悲惨表达。Marsden（1996）指出，具有社会责任的企业更能招募到保持对企业忠诚的新员工。姜启军、顾庆良（2008）对于中国纺织服装业的实证研究也表明，积极实施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员工流动率更低，“招工难”的现象也更少发生。

以成本控制而著称于企业界的本田，2010年5月遭遇了来自中国工人的“挑战”。佛山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简称ChAM）因工人停工而“瘫痪”，导致本田在中国的四间整车厂全面停产。停工的导火索，缘于佛山市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从原来的770元/月提高到了920元/月。ChAM为达到政策要求，从原来工人的补贴中抽取一部分加到了基本工资上，工人的实际收入并没有任何增加。工人们本来就对收入不满意，工厂的这种做法无疑是火上浇油，最终引发了停工。（宁平，停工导火索何在，中国经营报，2010-05-31。）由于本田采取零库存生产策略，其上游零部件与整车制造之间几乎是同步衔接，供应链的断裂，导致下游整车厂几乎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陷入瘫痪之中，并将影响其欧洲市场。（汪海波，本田停工成本劫，中国经营报，2010-05-31。）

企业社会责任通过上述各种机制最终传递到发展中国家各类生产商和供应商，处于各种压力下的供应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有一个被动接受到主动实施的过程。在CSR约束传递机制下的企业，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地采取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必将加强企业管理的社会维度，从人力资本的投资、技术的创新、产品附加值的提高等方面来促进产业的升级。在短期来说，承担更多的企业社会责任，意味着其生产经营成本的增加（如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有可能会因为其成本的上升使其失去价格竞争优势从而失去部分低端订单；但从长期来说，有可能会导致成本的下降（如劳动条件的改善使得员工流动率下降，技术改进使得生产效率提高）。此外，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可能促进其供应网络的稳定，从而也会给其带来更多的收益。Ahmed和peerlings（2009）对孟加拉国的纺织服装业的研究表明，企业对劳动者生产条件和服务的改善，可以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不仅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和福利，也给企业带来了更高的收入，使其更多地投入到改善劳动环境中。

第三节 本章小结

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备受煎熬”的概念，尽管众多的努力都在致力于给出一个清晰的、不偏不倚的定义，但CSR应怎样定义始终存在混淆，至今未形成一个权威的定义，企业社会责任观念也一直处于演变之中。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经历了从“职责到战略的转变”。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投入，对企业来说，与其他要素一样，都关注其是否能为企业带来正的绩效。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财务绩效的实证研究是伴随着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认知的演变同时进行的，尽管CSR和CFp的研究同样处于混沌的状态，但总体上来说，更多的研究支持了两者之间的正向关系。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模型的研究同样处于混沌的状态，从工具理论、政治理论，到整合理论，再到伦理理论，从股东资本主义、善因营销、慈善战略，到利益相关者管理，再到企业公民理论，不一而足，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框架。其中利益相关者理论相对较成熟，员工作为主要的利益相关者，企业所应承担的责任受到了一些社会组织（特别是国际劳工组织）和社会学家的重点关注，提出了体面劳动的概念和研究框架。

在全球产业网络的情景下，企业社会责任通过各种不同的机制传递到发展中国家各类生产商和供应商。在CSR约束传递机制下的企业，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地采取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必将加强企业管理的社会维度，从人力资本的投资、技术的创新、产品附加值的提高等方面促进产业的升级。此外，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可能促进其供应网络的稳定和员工流动率的下降，从而也会给其带来更多的收益。


第四章 全球产业网络下的产业升级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际分工格局开始加快，由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转化，以纵向分离和协调为重要特征的全球产业网络逐渐形成。全球产业网络的形成使产品的价值创造环节分散于不同国家和地区，这无疑为发展中国家嵌入价值创造环节、提高生产和创新能力、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带来了机遇。这一经济现象引起了广大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发展中国家基于全球产业网络的升级问题成了研究的热点。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研究的视角随着全球经济结构的演变而不断地演进，从全球商品链到全球价值链再到全球产业网络，产业升级的内涵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中。

第一节 全球商品链视角下的产业升级

全球商品链的分析框架是建立在商品链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商品链指关于一个产品从设计、生产到营销的整个活动范围，“全球”意味着商品链的不同活动环节在世界范围内的地理分布（Gereffi，1999）。领导厂商在全球产业中起着主导作用，利用各种进入壁垒产生不同类型的“租”。这些资产可以是有形的（如机械设备）、无形的（如品牌）或中间形态的（如营销技术）。不同驱动机制下商品链中的领导厂商所掌握的租金也有所差异。制造商驱动的商品链中的租金主要为技术租（源自于获得关键产品和工艺技术的不对称性）和组织租（指内部组织过程的专有技术，如即时生产、全质量管理模块化生产等）；而采购商驱动的商品链中的租金主要为关系租（组织租和关系租是紧密相关的，都是基于组织的隐性、累积和系统性等属性而产生的。两者的差异在于前者是组织内的，而后者是不同企业或机构之间的（Kaplinsky，1998）。）（指公司之间的关系，包括大小企业之间供应链管理的技术、战略联盟的构建以及地方小企业集群等）、政策租（如由服装配额的贸易保护性政策产生的稀缺价值）和品牌名租（指由于品牌独特性产生的利润）（在第二章中已有讨论。）。

在全球商品链的视角下，产业升级意味着企业或国家通过组织学习以提高其在国际贸易网络中的地位（Gereffi & Tam，1998；Gereffi，1999）。参与全球商品链是产业升级的一个必要的步骤，因为全球商品链给予了企业或经济体潜在的动态学习曲线，推动企业从劳动密集型的活动，如出口导向的组装（OEA），向更复杂的制造（如OEM或OBM），乃至向最有利可图的或技术密集型的经济活动（如产品创新、设计、营销等）升级。Gereffi（1999）认为，产业升级是一个企业或经济体向更高利润的、拥有更复杂技术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经济利基（Economic Niches）发展的过程。产业升级可以在不同水平的四个层次上展开：（1）企业内，升级包括产品从便宜的系列转向贵重的系列，从简单的到复杂的产品，从小订单到大订单；（2）网络组织的企业之间，升级意味着从大批量的标准化产品的生产到差异化产品的灵活生产；（3）地方或国家经济内，升级意味着从简单的进口品组装（OEA）转向更复杂的OEM和OBM生产，也包含在地方或区域内更广泛的前向和后向的联系；（4）在区域间，升级意味着从双边的、不对称的、区域间贸易流转向包括原材料供应到生产、分配和消费所有商品链阶段的合作。

Gereffi等对采购商驱动的商品链尤为关注，以服装产业为例做了大量研究（Gereffi，1994；1999；Grunsven & Smakman，2002；Bair & Gereffi，2003；Gibbon，2003；hassler，2003；Knutsen，2004；Jonathan，2006），来自于国外购买者技术产品的转移和质量控制的专门诀窍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制造商处在一个动态的学习曲线中，从而购买者驱动的商品链为发展中国家的相关产业提供了升级机会（Jonathan，2006）。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经济的发展、七八十年代东亚四小龙的崛起以及90年代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都是由于其掌握了采购商驱动的商品链（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一些消费品，如服装、鞋、玩具和体育用品等）的动态变化。东亚经济的转型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其与全球商品链中各种各样的领导厂商的紧密联系，来自于国外购买者的技术产品的转移和质量控制的专门诀窍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制造商处在一个动态的学习曲线中，从而获得了产业升级的机会，并成功掌握了一条组装（Assembly）—OEM—ODM—OBM的升级路径（Gereff，1999；Bair & Gereffi，2003；humphrey，2004）。

在升级的不同阶段，要求企业具有不同的技能和先进技术。以服装产业为例，企业在升级的不同阶段应具备的技能和技术。在初级阶段，由采购商提供包括裁剪衣片、纽扣、拉链及饰品在内的所有材料，由供应商根据采购商的要求加工成服装；在OEM阶段，供应商承担了生产过程中更多的工作，如根据采购商提供的样板剪裁准备等，甚至包括购买OEM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在OBM（国内）阶段，供应商开始自创品牌，具有基本的设计技能，并开展了营销渠道，减少中间商，直接从国外采购商获得订单，直接出口。作为一个品牌制造商，企业需要提高其设计技能，对其生产线、营销和渠道系统进行优化重组。企业组织能力的改善，如敏捷的快速反应系统，新的激励方法（包括对员工的），与合作伙伴保持良好关系；在ODM阶段，企业需要有自己的原创设计，进行产品和工艺研发，并建立国际营销和渠道，使自有品牌进入国际市场，成为国际的OBM，在全球服装产业链中具有领导地位。

第二节 全球价值链视野下的产业升级

与全球商品链分析框架相比，全球价值链视野拓宽了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现象的分析，将研究重心从制造转移至商品和劳务供应链中的其他环节，包括分配和营销。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框架使产业升级的研究重心转移至价值链不同环节价值的创造、分化及其俘获上，价值链的全球化使得设计、生产和营销等不同的环节更加协同，这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路径有着重要的意义（Barrientos et al.，2008）。在全球价值链的架构下，不同的价值链环节有着不同的产品附加值。全球价值链的价值分配理论分析了价值链各环节中价值的产生过程及其分配。Kaplinsky和Morris（2003）认为这些收益从本质上讲产生于那些能保护自己远离直接市场竞争的价值链参与者，并且这种规避直接竞争活动的能力可用租的概念来理解。存在于全球价值链上企业内部的租金包括技术租、人力资源租、组织租和营销租等，企业之间的关系租，存在于全球价值链之外的租金包括自然资源租、政策租、基础设施租和金融租等。同时，全球价值链上各种租是动态可变的，因为租会随竞争性加强、进入障碍降低而减小，最终以低价或高质形式转化为消费者剩余（汪斌、侯茂章，2007）。

在全球价值链的架构下，不同的价值链环节有着不同的产品附加值。1992年台湾宏基公司总裁施正荣先生根据他多年从事IT产业的经验，首先提出了“微笑曲线”（Smiling Curve）的概念。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用来描述个人电脑制造流程中各个环节的附加值，由于曲线类似微笑的嘴型，所以被形象地称为“微笑曲线”。“微笑曲线”左边（价值链上游）是研发，随着新技术研发的投入，产品附加值逐渐上升；右边（价值链下游）是销售，随着品牌运作、销售渠道的建立，产品附加值逐渐上升；作为劳动密集型的中间制造、装配环节不但技术含量低、利润空间小，而且市场竞争激烈，因而成为整个价值链中最不赚钱的部分。“微笑曲线”现象在各种行业中普遍存在。同时，产业结构中的“微笑曲线”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一是“微笑曲线”的下凹深度逐渐增加；二是高技术产业链两端的技术含量更高，附加值比以前更高（余建形，2005）。

全球价值链条上的价值分布理论为企业乃至产业的升级指明了方向。产业升级可以包括价值环节内在属性和外在组合等两个方面的变动，这两方面都连接在同一链条中或不同链条之间的相互关联中（张辉等，2007）。

humphrey和Schmitz（2002）将全球价值链视野下的产业升级分为四个方面：流程升级，通过重组生产系统或是引入高级技术将投入转化为产出；产品升级，根据单位增加值转向更高端生产线；功能升级，即获得链上新的、更好的功能，如设计和营销，或放弃现有的低附加值功能而集中致力于附加值更高的环节；部门间升级（或链条升级），把从一个特定环节中获得的能力应用于新的领域或转向一个新的全球价值链。不同的升级方式下企业有不同的创新行为，如在流程升级阶段，企业加强研究与开发，在企业内部改善物流和质量控制系统，引进新的系统设备等，在企业之间加强供应链的管理和供应链学习等。在产品升级阶段，在企业内部加强设计与市场部门的扩张，注重新产品开发，在企业之间加强与供应商或客户的合作，共同开发新产品。在功能升级阶段，在企业内尽可能获取价值链中高的附加值环节，并将低附加值部分外包；在企业之间，撤出原有联节点，进入产业链中新的联节点，承担产业链中关键功能，如由生产环节转向营销环节。在链升级阶段，企业退出原有产业链，进入附加值更高的产业链，以获取更多的利润。不同产业升级方式下，不同的创新行为导致不同的绩效，更高的产业升级方式意味着更好的绩效表现。

在全球价值链视野下，技术是产业升级的关键要素，可分为硬技术和软技术（Boney，2006）。硬技术指以自动化的设备为基础工具改善产品生产流程并提高其速度；软技术指获取人类知识的能力，包括管理和协同技能，使劳动者能解决实际问题 （Thompson，2003）。机械设备是流程创新的主要源泉（Abernathy & Townsend，1975），因此硬技术主要在流程升级阶段发挥作用，而在产业升级的其他阶段，则是软技术起着关键作用。如在产品升级阶段，创新的重点在于新产品开发、与客户的合作以及品牌管理；而在功能升级阶段，企业由加工生产环节进入服务和营销环节，需要供应链协同管理和市场营销技巧；链条升级阶段，企业脱离原有的产业链进入新的产业链，更需要企业具有开拓创新的理念和能力。全球价值链中的领导厂商正是由于掌握了软技术从而使其供应链管理方面具有竞争优势，并在改造产品、更新观念和转变形象等方面具有持续的增长力。硬技术的获得相对比较容易，可以通过市场协调的正式机制，如进口技术、干中学、掌握“诀窍”，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快速获得收益。而先进诀窍的获得是进口技术的高效率同化、高质量控制、改进厂房设计和生产实践、设备改进以及差异化原材料的使用等因素的组合。软技术的获得较为困难，不仅需要诀窍，还需要“知因”（Know-why）。“知因”意味着对新设计产生的工艺的本质及产品技术的理解，需要通过非正式的机制才能获得（Ernst & Kim，2002；Guha & Ray，2004；palit，2006）。非正式机制下知识的转移主要是基于人际网络，通过个体间非正式的联结学习而传播，没有制度约束，容易受情景因素（如个体关系、组织结构、组织特征和组织文化等）的影响（周和荣等，2008），难以转移，因而软技术的获得更为困难。因此，硬技术是产业升级中的低级要素，而软技术是产业升级的高级要素。软技术增长意味着硬技术的增长，但运用更多的硬技术并不意味着软技术的改善或提高（Boney，2006）。palit（2006），Morrison等（2006）则进一步地将技术能力（Morrison et al.（2006）认为技术能力的概念是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层次的技术变革和创新的概括，并根据技术能力作用的功能及复杂性程度的不同，将其分为投资能力、生产能力和连锁（linkage）能力。Guha和Ray （2004）将构建技术能力（或称学习）分为六个不同的阶段：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适应中学（Learning by adapting）；设计中学（Learning by design）；完善设计中学（Learning by improved design）；建立完整的生产系统中学（Learning by setting up complete production systems）；设计新工艺中学（Learning by designing new processes）。）（Technological Capability，TC）引入到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框架中，探讨全球价值链中知识的产生和扩散过程及其作用机制，以寻求发展中国家产业发展和创新的一条更加全面和综合的路径。

张辉等（2007）在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将全球价值链的驱动机制分为三种类型：采购商驱动、制造商驱动（作者将其表述为：购买者驱动和生产者驱动。参见张辉等（2007），第61页。笔者认为采用“采购商驱动”和“制造商驱动”的表述更为准确。）和混合型驱动，并分析了不同全球价值链动力机制下的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轨迹。点表示全球价值链起始点或最低端位置，h点为末端点或最高端点，Oh即为一条全球价值链；O、ML、M、Mh、h点是按附加值由低到高在空间上相互分离的各个价值环节。各价值环节所在点向外扩散开来的一个圆面表示由该环节所衍生出来的地方产业集群。从O点到h点可以清晰地看出不同价值环节所在地方产业集群按照附加值高低所形成的空间等级体系。采购商驱动型全球价值链下，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轨迹或升级方式演化一般会依据流程—产品—功能—链条转换，且升级难度越来越大。而制造商驱动型全球价值链下，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轨迹一般是功能—产品—流程—链条转换，在其上升序列中，升级难度也不断上升。一般来说，功能升级过程会相对顺利，耗费的时间也不会太长，升级进程呈现出不断加速的发展特征。在混合型价值链中，价值链上价值份额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都有偏重，在生产环节到流通环节的价值形成过程中边际价值增殖率先递减后递增。因此，要区分出地方产业集群所在链条动力是制造商还是采购商，然后根据其所属的具体驱动模式来确定升级轨迹并根据具体情况作修正。

不同动力机制下全球价值链有着不同的治理模式，不同治理方式对产业升级有着不同影响。张辉等（2007）比较了不同价值链治理方式下产业升级的速度。从中可以看出，在市场制、等级制和准等级制三种治理模式下，地方产业的不同升级方式间的升级难易程度和速度存在着较大差异。在采购商驱动价值链下的地方产业升级过程中，如果链条治理是市场制，那么流程、产品和功能三种升级方式都会相对顺当地交替进行，尤其在功能升级方面会呈现出加速趋势；等级制则会特别有利于地方产业的流程和产品升级，不过会对功能升级形成相当大的阻力；准等级制则会比较有利于流程和产品升级，对功能升级形成的阻力要小于等级制所形成的阻力。

第三节 全球产业网络视野下的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

全球产业网络的分析框架与前两者相比，除了从商业视角关注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活动外，更从社会视角关注其对人们生活的影响（Barrientos et al.，2008），更多关注生产和雇佣关系的社会和制度嵌入，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当地供应商（herderson et al.，2002）。在早期的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中，劳动基本上视为一个内生变量，解释为生产的一种要素。在此情景下，全球价值链视野下对劳动的分析仅限于其总量以及就业的工作类别、技能或性别。而在全球产业网络分析框架下，劳动不仅仅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存在于网络，劳动者更被视为生产的代理机构作为中间层次作用于整个网络。因此在全球产业网络的视野下，劳动具有两重性：劳动者不仅仅作为一个组织成员参与网络的生产性活动，影响整个网络的经济运行；而且作为一个社会机构，寻求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权益，以改善其生活条件，改变社会的状态。

一、全球产业网络下劳动的两重性

（一）劳动（Labour）作为生产要素

对于劳动是生产要素的观点有不同的解释。传统的经济理论基于企业需要最低的边际成本以维持竞争力的重要假说，在个体企业或劳动市场中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和劳动成本分析的基础上，将劳动视为一种生产要素。而在全球产业网络的框架下，劳动者作为生产代理商的功能在全球产业网络的中间层次发挥作用。本地供应商对劳动力的需求需要同时满足劳动成本的压力和生产质量标准的要求（Barrientos & Kritzinger，2004）。这一双重标准对全球产业网络内不同节点之间的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和技术水平产生影响，同时也要受当地劳动市场条件（如不同工作类别的劳动者的可获得性）的制约（Barrientos et al.，2008）。

（二）劳动者（Worker）作为社会机构

将劳动者视为社会机构突出了与其能力与权益相关的社会福利。劳动者作为社会机构参与全球产业网络组织，其赖以生产或谋生的手段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这些受雇劳工的工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行使提高其福祉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国际核心劳工公约规定的结社自由、集体谈判权、没有歧视、没有童工或强迫劳动权等。劳动力市场作为制度性和社会性的嵌入机构，对劳动者权利的获得产生制约，不同国家之间也存在差异。工作场所之外的劳动者及其家属的社会福祉也受到政府及社区等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与战略的影响（Barrientos et al.，2008）。

劳动作为生产要素与全球产业网络内所雇用的劳动者数量相关，而劳动者作为社会机构涉及雇用的质量与作为人的权利（Barrientos et al.，2008）。后者正是全球产业网络分析框架所关注的重点，国际劳工组织所倡导的体面劳动正是对劳动质量和劳动者权益的全面概括。

二、体面劳动的概念及其模式

（一）体面劳动的概念及其要素

国际劳工组织（ILO，1999）指出体面劳动即男人和女人在自由、平等、安全和人类尊严的条件下获得体面而有效率的工作的机会，意味着工作条件的改善、减少脆弱性以及生产效率和质量的提高。体面劳动的概念包括四个要素：就业、社会保障、劳动者权利和社会对话（Ghai，2002）。就业指各种类型的工作（不仅仅指正规经济的劳动者，也包括非正式经济的劳动者），包括定性和定量两个层面。就业同时包含充分的工作机会和薪酬。体面劳动也意味着安全的工作和健康的工作条件。“任何人，不管他生活在哪里，都需要与其社会的能力和发展的水平相适应的最低的社会保障和收入保障” （ILO，1999）。劳动者的基本权利涉及结社自由、无歧视的工作、无恶劣条件下的强迫劳动和童工。社会对话指劳动者就工作事项与雇用者和当局会谈的权利。体面劳动概念的四要素中前两者指就业机会、薪酬、保障和工作条件，后两者重点强调劳动者的社会关系。paredes等（2007）用不同的变量对四个要素进行了描述。

体面劳动四要素的优先次序问题是一个困难而复杂的问题。因为体面劳动不仅与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及发展水平紧密相关，还与其主流的社会文化相关（Ghai，2002）。经济结构的许多层面会对达到体面劳动的目标产生深刻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包括：人均收入、产业分布、劳动力的就业水平、政府的收入和支出占GDp的比例以及公共部门占生产性资产和总产出的比例等。这些结构上的差异导致了劳动制度的差异从而形成了不同模式的体面劳动特征。这些不同的结构和制度的特征总体上来说是相互影响的但也存在许多例外。比如，人均收入对体面劳动作用是通过对薪酬和政府增加收入以满足社会保障的需要的能力而产生影响的。高的人均收入有利于高薪酬的就业机会，提供社会保障以满足紧急情况；而低收入总是与高发病率的绝对贫困相联系。不同的产业结构影响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中的分布，从而影响体面劳动的就业条件和工资水平。而劳动力状态（员工、个体户或家庭成员）的分布对劳动者在就业、社会保障、劳动的对话权等问题的性质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同时，公共税收及支出占总产出的比重对社会保障、减少贫穷和整体就业等政府政策的范围及作用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体面劳动的模式

由于不同经济结构对体面劳动产生不同的影响，使体面劳动存在普遍性和多样性。根据不同经济结构特征可将体面劳动分为三类模式：经典模式、转型模式和发展模式（Ghai，2002；2006）。经典模式由工业化国家组成；转型模式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组成；发展模式包括发展中国家。不同的体面劳动模式特征与工作状态、劳动力或劳动人口在不同产业的分布、劳动者加入工会的组织方式、公共支出及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等相联系（Ghai，2006）。

1.经典模式

经典模式的国家以高人均收入、高比例的劳动力工资就业以及高比例GDp分配的政府和社会保障支出为特征。以美国、挪威、日本、丹麦、法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发达国家为代表，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在12000~30000美元之间，工资员工比例（与个体户、家庭成员相对）在70%~90%之间，大多数的劳动力在服务业（一般在60%~80%之间）和工业（10%~20%之间）就业；相对较高比例的劳动者加入了工会（通常在25%~50%之间），近二三十年来，由于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变迁、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的加强，劳动者加入工会的比例在大大下降；企业、产业和国家等不同层次的集体谈判是决定薪酬和另外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在这些国家中，集体谈判率占工资员工的25%~90%不等；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为25%~50%之间，公共社会保障支出在15%~33%之间。近年来，和工会密度一样，随着社会保障的压力向私有化转移及经济的全球化整合，政府和社会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在下降。

2.转型模式

这类国家是由中央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其原有的标记依然存在。中央计划经济的主要特征是绝大部分资产和财产为国家所有，所有劳动人口为政府所雇用，国家为所有公民提供全部社会保障。所有劳动者为工会成员，而工会为国家和共产党所控制。大多数转型国家为中等收入国家，以波兰、捷克、罗马尼亚和俄罗斯等国为代表，人均收入在4000~8000美元之间，相对其人均收入而言，工资就业率特别高，超过了80%。非正式经济的比重也在大大增加。大多数劳动力在工业和服务业就业（60%~80%之间）；同样地，相对较高比例的劳动者是工会成员（通常在30%~50%之间），工会会员有所下降但工会已经开始独立于国家和政党。政府支出和税收也占GDp相对较高的比重，在25%~50%之间。社会保障体系也在作着重要的改革，不再是全民，更加私有化。此外，公共社会保障支出在GDp中占有较大比重，在10%~25%之间。这些特征与转型国家的前身密不可分，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体面劳动的特征更接近市场的工业国家而不是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3.发展模式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与前两类相比更具多样性。根据公认的国际组织分类法，发展中国家可分为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尽管存在上述差异，发展中国家存在一些共同的特征：普遍的绝对贫困、广泛的就业不足或失业、受限的工业化和二元经济结构。

在发展中国家中，人均收入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在诸如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低收入国家中，人均收入为1500美元左右，而在诸如马来西亚、智利、韩国等中等收入国家中的人均收入为10000美元左右，超过大多数转型国家。在低收入国家中，60%~80%的劳动力就业于农业。甚至在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中，农业就业人口在20%~40%之间，大大高于大多数转型国家。

发展中国家中劳动力就业处于“非典型”的状态：相对比较高比例的个体户和家庭成员，或者是在非正式经济中就业，通常半工业化国家非正式就业的比例为30%~50%，而最不发达国家的非正式就业的比例高达70%~90%。农业部门就业人口的比重也相对较高，两类国家中的比例分别为20%~40%和40%~70%之间。工资就业占劳动力的比例同样存在着差异性，从低收入国家的低于15%到中等收入国家的60%~70%不等。中等收入国家中的工资就业率要明显低于市场工业化国家和转型国家，而且其在非正式经济中的就业要比另两类国家重要得多。比如，在加纳和马来，在乡镇非正式经济中就业的比例要超过70%。

发展中国家中的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存在着多样性，但与人均GDp没有多大关联。比如在埃及和巴西等国家，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特别高，占GDp的40%；而在一些低收入国家如肯尼亚和斯里兰卡，其政府支出比重也相对较高，其支出比重要高于一些富裕国家如智利、马来西亚等。

发展中国家政府和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一般较低，半工业化国家分别为20%~30%之间和5%~10%之间，而最不发达国家为10%~25%和2%~5%之间。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工会密度——劳动人口加入工会的比例——都相对比较低，很少超过10%~15%。只有少数国家，比如阿根廷、哥斯达黎加、南非等国的工会密度达到40%~50%，达到工业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平均水平。

三、全球产业网络下的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

在全球产业网络的框架下，发展中国家的升级问题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经济升级（Economic Upgrading）和社会升级（Social Upgrading）（Lobrin-Satumba 2007）。与原来的“产业升级”概念相比，“经济升级”是一个更加宽泛、更具有包容性的概念。初始的全球价值链文献主要关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如服装、鞋和玩具等产业，以低工资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例进行升级研究，运用了“产业升级（Industrial Upgrading）”的概念。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升级的研究对象超越了制造业的范围向农产品、服务业（如旅游、商务外包等）延伸，原有的“产业升级”的概念已不再合适了，因此用更宽泛、更具包容性的概念“经济升级”来代替（Barrientos et al.，2008）。它不仅意味着企业或服务提供者经济能力的整体提升，还指与生产的工艺（或产品本身）相联系的活动的改进以及公司所处置的活动组合的演变（Remesh，2007）。社会升级意味着劳动者作为社会行为者的能力和权益的提升及其雇佣质量的提升（Barrientos et al.，2008）。

（一）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

全球产业网络路径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升级置于社会情景中进行分析，产业升级的四个层次对技术进步和体面劳动有着不同的含义。工艺升级意味着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如通过自动化提高生产率）和劳动条件的改善；产品升级通常需要更具技巧的劳动以提高产品的性能以及软技术（如研发和设计）；功能升级是指在特定价值链中从一个节点向另一节点的转移（如服装企业由生产制作转向品牌营销和设计），意味着在全球产业网络中势力的提升；链升级意味着向新产业或产品市场的转移，通常需要建立不同的营销渠道、运用不同的制造技术和劳动者技能（Barrientos et al.，2008；Zhao & Gu，2009c）。

价值的创造是全球产业网络分析框架的核心，与价值创造相关的重要问题包括劳动力在什么条件下通过怎样的劳动过程转换成实际劳动（社会性）；产生不同形式租金的可能性（经济性）。前者关系到社会升级问题，而后者与经济升级相关联，表现在企业不同类型的经济租，如技术租、组织租、关系租、品牌租和额外租（贸易保护政策所带来的租金等）等租金的创造和获取上。

社会升级意味着劳动者作为社会行为者的能力及权力的提升以及雇佣质量的提高。劳动者获得更好的工作也有可能是由于经济升级导致的（如劳动者在原有节点中工作能力的提升使得其进入到网络的其他环节中）。社会升级也包含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及其权利的提高（Barrientos et al.，2008）。全球产业网络下的劳动具有两重性，社会升级的维度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数量包括就业水平、工资、社会保障以及工作时间等；质量包括谈判的权利、无歧视等。社会升级的维度可以用体面劳动的四个要素及其变量进行衡量，体面劳动的前两个要素反映了社会升级的数量方面，而体面劳动的后两个要素反映了社会升级的质量方面。

（二）经济升级与社会升级的相互影响

全球产业网络下的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经济升级促进社会升级，而社会升级对经济升级有反作用。经济升级对社会升级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劳动力就业的增加；技术水平的提升、产品的改进、功能的升级可以促进劳动质量的提高。Bair和Gereffi（2001）对墨西哥特龙（Torreon）服装业的实证研究表明该地区服装产业的升级对劳动五个方面产生影响：就业增长率、当地劳动力技能、劳动条件、工会化和工资。

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给墨西哥特龙服装产业集群的发展带来质的飞跃，使得当地的供应商由原先简单的加工出口向全包网络升级。这一升级过程与来自于美国的采购商在全球范围内生产网络的重新布局是分不开的。一方面，1994年墨西哥比索的剧烈贬值（由3.4比索对1美元贬值为6.8比索对1美元）使得墨西哥的劳动力成本显著下降；另一方面，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也使得美国的采购商在墨西哥进口可以免去关税。因此，美国采购商的生产网络从东南亚的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及韩国等地向墨西哥转移，特龙服装出口的主要客户由1993年的4家上升至2000年的24家。

特龙服装产业集群在美国——特龙服装产业网络中地位逐步升级，1993年，特龙服装产业集群仅仅占据着加工这一环节；而在1996年，其生产活动从加工环节延伸到了纺织、修剪和标牌以及后期整理等活动；在2000年，特龙服装产业集群涵盖了服装生产的所有活动，但是服装产业链中关键的三个环节——设计开发、营销和零售还是控制在美国的采购商手中。

特龙服装产业的升级对当地劳动就业的五个方面产生影响：就业增长率、当地劳动力技能、劳动条件、工会化和工资。服装产业就业的急剧增长是特龙服装出口的繁荣对当地劳动市场最显著的影响，1993—1998年间，服装劳动力增长了300%，而同期商业和服务业就业仅增长3%，建筑业增长80%，汽车业增长100%。1993年，当地纺织服装产业的就业人数为12000人，而到了2000年，就业人数增至75000人。就业人数的增加与服装产业供应链的深化——如纺织生产、洗涤、裁剪等——所带来的新型劳动的增长是分不开的；与此同时，全包网络的发展也导致了集群内劳动技能的升级；品牌采购商进入地方集群也促进了地方劳动条件的改善。大型零售商或营销商不希望其品牌与不安全的劳动条件相联系，因此会对地方供应商的劳动条件提出要求，使其符合其行为守则的要求，这些要求不仅仅涉及最终产品，还与生产过程相联系。一旦供应商

达不到这些要求，违背了当地的劳动法、安全守则，甚至是洗澡的条件，就会存在失去合约的危险。品牌商对当地供应商的要求也源自于外界的压力（压力主要来自于消费者组织、学生组织和工会等），要求品牌领导商承担提高为其生产产品的劳动者劳动条件的社会责任，所提供的产品在“无汗”的环境下生产，不管其是在本国，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次级供应商。新采购商的到来增加了特龙的就业，改善了劳动条件，也对工会和劳动工资产生影响。伴随着经济自由化程度的加深以及外国企业对劳动灵活性的追求，墨西哥政府将工会的权力降低到最低的程度。在特龙地区服装产业中工会的作用受到很大的限制，在很多状况下工会帮助企业及其管理者“对付”员工。因此，在有效率的代表和集体谈判缺失的情况下，劳动者会通过频繁的流动作为谈判的途径以得到自己工资少量的增加以及非现金福利，如交通、免费的午餐以及奖励等。在持续的高劳动力需求的条件下，高的劳动力流动率会提高熟练工人的工资（员工流动率与工资之间可能存在着相互影响。在持续的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条件下，高的流动率会提高技术工人的工资；而高工资会减少员工的流动率（姜启军、顾庆良，2008）。但对于非技术工人而言，在劳动力供给充足的条件下，高的流动率可能并不能提高员工的工资，2010富士康员工的“多连跳”事件可能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两者之间的关系需要更深入的研究进行验证。）（Bair & Gereffi，2001）。

Remesh（2007）对印度IT产业的研究也表明，IT产业的升级产生一定的劳动力市场收益，如雇用的增加、劳动工作质量及劳动安全的提高、培训和技能的提升以及对劳工标准更多的关注等。Ahmed和peerlings （2009） 对孟加拉国的纺织服装业的研究表明，企业对劳动者生产条件和服务的改善，可以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不仅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和福利，也给企业带来了更高的收入，使其更多地投入到改善劳动环境中。Zhao等（2009）、Zhao和Gu（2009c）的研究表明，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在不同的升级方式下，有着不同的行为和策略，产生不同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

另一方面，社会升级对经济升级也会产生反作用。社会升级表现为劳动力工资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障及其权利的提高。工资水平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协调关系可以从亚洲四小龙的工业化进程得到佐证，东亚工业化发展模式经历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由进口替代向出口扩张的转变和制造业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过程。在其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工资水平的上升是相互对应的，以韩国为例，1965—1979年，GNp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超过8%；人均GNp由105美元增至1647美元；出口额由5480万美元增至150.6亿美元；产业结构也因此产生了较大变化，制造业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65年的18%提高到了29%，包括农业和矿业在内的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从40%下降到20%。这一时期，工人工资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4%（胡放之、张艳，2004）。随着人均收入的大幅度提高，使得居民的消费能力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对商品的需求也更挑剔，从而对产品的质量、设计都有了更高的要求，促进企业不断地改进生产工艺、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从需求方面促进了产业的升级（赵林飞、顾庆良，2010）。

第四节 本章小结

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研究的视角随着全球经济结构的演变而不断地演进，从全球商品链到全球价值链再到全球产业网络，产业升级的内涵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中。

在全球商品链的视角下，产业升级意味着企业或国家通过组织学习以提高其在国际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全球商品链中各种各样领导厂商的紧密联系、来自于国外购买者的技术产品的转移和质量控制的专门诀窍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制造商处在一个动态的学习曲线中，从而获得了产业升级的机会，并成功掌握了一条从OEA—OEM—ODM—OBM的升级路径。

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框架使产业升级的研究重心转移至价值链不同环节价值的创造、分化及其俘获上，价值链的全球化使得设计、生产和营销等不同的环节更加协同，这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路径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全球价值链的架构下，不同的价值链环节有着不同的产品附加值。全球价值链的价值分配理论分析了价值链各环节中价值的产生过程及其分配。全球价值链条上的价值分布理论为企业乃至产业的升级指明了方向。全球价值链视野下的产业升级分为四个方面：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部门间升级（或链条升级）。不同的升级方式下企业有不同的创新行为，不同的创新行为导致不同的绩效，更高的产业升级方式意味着更好的绩效表现。

全球产业网络的分析框架与前两者相比，在全球产业网络的框架下，发展中国家的升级问题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全球产业网络路径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升级置于社会情景中进行分析，产业升级的四个层次对技术进步和体面劳动有着不同的含义。价值的创造是全球产业网络分析框架的核心，与价值创造相关的重要问题包括劳动力在什么条件下通过怎样的劳动过程转换成实际劳动（社会性）；产生不同形式租金的可能性（经济性）。前者关系到社会升级问题，而后者与经济升级相关联，表现在企业不同类型的经济租，如技术租、组织租、关系租、品牌租和额外租（贸易保护政策所带来的租金等）等租金的创造和获取上。社会升级意味着劳动者作为社会行为者的能力及权力的提升以及雇用质量的提高。全球产业网络下的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经济升级促进社会升级，而社会升级对经济升级有反作用。


第五章 全球产业网络中的中国纺织服装产业

自20世纪初以来，全球纺织服装业发生了几次重大的产业转移，特别是7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全球纺织经济贸易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纺织产业链的价值创造和分工体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垂直分离和重构，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经济组织根据不同的要素禀赋在全球配置生产资源，形成以全球价值链为基础的全球产业网络。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利用劳动密集的低成本优势，承接了大量生产制造环节，成为世界纺织服装的制造基地，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纺织业的发展，推动了我国产业技术水平提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进入21世纪后，伴随着中国的入世和全球范围内纺织贸易配额的取消，中国纺织业面临的全球纺织服装市场和竞争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给中国纺织业带来了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伴随着更大的风险和挑战。特别是近年来，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等使得生产成本不断提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更使西方发达国家服装消费市场低迷，订单萎缩，企业利润空间不断下降，使得中国纺织服装企业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危机。

第一节 动态的全球纺织服装产业网络

现代纺织业于18世纪诞生于英国，英国也成了19世纪世界纺织工业的中心。到目前为止，世界纺织服装产业发生了四次大的产业转移：第一次产业转移，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英国转移到美国；第二次产业转移，20世纪50—60年代从美国转移到日本；第三次产业转移，20世纪70—80年代从日本向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转移；第四次产业转移，20世纪90年代从“四小龙”向中国大陆、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转移，90年代后期部分纺织服装产业向巴基斯坦、越南转移。世界纺织制造中心也随着产业的转移而转移，先后发生从英国—美国，美国—日本，日本—亚洲“四小龙”、德国和意大利，亚洲“四小龙”—中国的变化，不同的世界纺织制造中心有其不同的特点。通过这四次世界纺织服装的转移，各国的纺织服装企业根据自身的优势和特点而嵌入全球纺织服装价值链的一个或几个环节，形成了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纺织服装产业网络。

对服装商品链内部发生的生产及相关的贸易转移的最基本解释是领导厂商力图将服装商品链中劳动密集程度最高的环节即加工环节配置在劳动力工资水平最低的国家或地区来完成。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工资水平是促使服装商品链不断调整的重要原因（Gereffi，1999；刘德学等，2006）。世界各国不同时期的工资水平韩国的工资增长率最大，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产业的升级。工资水平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协调关系可以从亚洲四小龙的工业化进程得到佐证，东亚工业化发展模式经历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由进口替代向出口扩张的转变和制造业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过程。在其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工资水平的上升是相互对应的，以韩国为例，1965—1979年，GNp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超过8%；人均GNp由105美元增至1647美元；出口额由5480万美元增至150.6亿美元；产业结构也因此产生了较大变化，制造业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65年的18%提高到了29%，包括农业和矿业在内的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从40%下降到20%。这一时期，工人工资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4%。二战后亚洲四小龙等地的服装产业升级与居民对服装的需求迅速升级是密切相关的。随着人均收入的大幅度提高，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对服装的需求更加挑剔，越来越注重品牌、设计及舒适性，大大地促使服装企业不断改进技术与生产工艺，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从而提高在全球生产网络的地位，占据纺织服装价值链中附加值更高的环节。就目前国内来看，由于大量普通产业工人长期处于低收入水平，加上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的加深，使得中低档服装仍占据着主要的市场份额，这在短期内都不利于本土服装企业的升级（赵林飞、顾庆良，2010）。）。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全球纺织产业网络发生重大变化，贸易格局也发生了重大的演变，新的出口国替代了传统的出口国，中国制造中心已经形成。美国、欧盟、日本是世界主要的服装进口国家和地区，也是我国纺织服装出口的三大主要市场，从它们进口贸易的区域结构变化情况可以分析全球纺织服装产业网络重构状况。

1990年到2008年美国的服装进口量不断上升，从250亿美元（1990）到644亿美元（2000）到763亿美元（2008），最里圈的国家是2008年对美国的出口量占美国进口总量的10%以上的国家，最外圈的国家仅占1.0%~1.9%，服装出口商对美国的相对重要性从里圈到外圈逐渐降低。从中可以看出，美国服装进口区域发生了以下几方面的变化：（1）东北亚新兴的工业国家或地区地位逐渐下降，韩国从最内圈（1990年占美国进口总量的10%以上）移动到最外圈（2008年占美国进口总量的0.7%），香港也从最内圈（1990年占美国进口总量的10%以上）移动到第4圈（2008年占美国进口总量的2.1%）。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国家（1990—2008）大多都向内环方向缓慢移动，尽管幅度不大，但综合变化使美国的服装进口量增长；（2）北美、中美、拉美以及欧洲地区的国家地位基本保持不变或下降；（3）2008年处于内两环的仅中国一个国家，而中国香港和墨西哥（2000年和中国同处于最内两圈）都减少了对美国的出口，外移两个圈，中国成为美国最大最重要的服装出口国。

欧盟国家普遍采用外包加工贸易的做法，出口面料到第三国家做进一步加工处理，然后重新进口，在本国完成最终的服装生产。在20世纪90年代，欧盟的服装进口区域模式与美国十分相似，亚洲地区处于核心地位。欧盟1990年总的进口量是246亿美元，2000年的进口量为536亿美元，2008年的进口量为874亿美元（2008年欧盟包括27个国家）。2000年在亚洲供应商中，中国内地和香港占中心地位，处于最内圈，到2008年香港占欧盟服装进口市场的份额下降到1.4%，中国内地仍处于核心位置（2008年中国内地占欧盟进口量的42.5%），是欧盟的主要服装出口国。东南亚和南亚2008年仅有印度和孟加拉国进入第二圈（占欧盟进口量的6.0%~9.9%）。大多数亚洲国家在欧盟服装进口市场的份额逐渐降低。土耳其也是欧盟主要的服装出口国，2008年占欧盟进口总量的13.3%，位于核心圈。

日本的服装进口区域结构有着与美国和欧盟不同的特点，仅有9个主要的服装进口国，而美国和欧盟有20~25个主要的供应国。1990年韩国占日本服装进口量的29%，处于领先地位，但到2000年下降到5.7%，到2008年下降到0.8%；2000年中国香港占日本进口总量的10.4%，位于核心圈，但到2008年下降到0.1%；日本服装进口市场的最大占有者是中国内地，从1990年占日本进口总量的19%，2000年上升到64%，2008年增至84.2%，几乎占领整个日本服装进口市场（然而日本的高端纤维和高档面料主要出口到中国（Mera，2007）。）。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东亚是全球纺织服装产业网络中的主要出口区，东亚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已经逐渐从OEM转移到高附加值的上游产品（如纺织品和纤维的出口，而不仅仅是服装出口），而其服装产品也正成功地从OEM转向OBM。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纺织服装生产中心从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向亚洲其他国家以及一些拉美国家转移。中国凭借有利的劳动力成本以及丰富的资源成为世界纺织制造中心。

第二节 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在全球产业网络中的地位

一、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竞争力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ITC）3671号公告关于“美国纺织品服装市场主要供应方竞争力的评估”中，认为中国可能成为大多数进口商的“首选供应商”，因为其“生产能力强，价格有竞争优势，能生产任何品质、任何类型的纺织和服装产品”。该组织的报告显示中国纺织服装业的竞争优势表现为：低成本，较好的品质，技术工人的可获得性；丰富的产品选择，完整的产业部类；较短的交货期；稳定的经济与政治局势等（USITC，2004）。

1999—2007年中国纺织服装出口贸易模式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层级水平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出，从1999年到2007年一般贸易所占比重逐年增加，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所占比例逐年减少，到2007年一般贸易已经占贸易总量的72.53%，反映了我国纺织服装出口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反映了我国纺织服装行业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和附加值的提升。一般来说，一般贸易对中国纺织服装业发展的贡献要大于加工贸易的贡献，因为一般贸易能够带来更多的企业利润，并且从长远来看能够更好地带动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更高级的一般贸易还包括原创设计的产品甚至相关服务；而加工贸易所使用的中间品中有相当的部分尤其是核心部分是依靠进口提供的，仅仅是一个代工的过程，因此在带动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的功能上非常有限。加工贸易只能解决当前严重的就业压力，带给中国少量的加工费和组装费等，使中国纺织服装企业获得少量利润。从全球价值链角度看，中国纺织服装业从改革开放初以OEA方式参与全球加工贸易到现在的OEM出口，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中国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完整的纺织服装产业链，从纤维生产、纺纱、织造、染整到服装缝制，包括纺机及服装辅料配件的生产，但弱于设计研发、服务贸易、品牌营销和零售。在全球商品链中，中国强于生产却弱于流通，强于产品弱于品牌，强于单品加工弱于系列设计和商品策划，缺乏主导权和价格权。在全球价值链中，中国只获得很小部分加工附加值，而服装及终端产品十分之九的附加值被设计师品牌、零售商和服装品牌拥有者占有。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中国是最大的原料、设备和中间产品的进口国，如棉花、羊毛、纺机、染化料，中国还是潜在的终端产品的大市场。中国的服装消费需求，不仅拉动了中国纺织产业链，还是世界纺织经济的发动机。

二、中国是GpN中最大的生产国

中国的纺织服装业是一个门类齐全的工业部门，包括化纤业等原料型产业，棉纺织、毛纺织、丝织、麻纺织、印染等半成品产业，针织、产业用纺织品、家用纺织品、服装等成品产业，纺织机械制造业等十一个产业，并且已经形成了从棉花、羊毛、蚕茧、麻类、化纤等原料开始，经纺纱、织布、印染，直至工业用纺织品、家用纺织品和服装产品的一个完整的产品加工链。纺织服装业加工链中的主要产品（如化纤、棉纱、棉布、丝绸、呢绒等）的产量均居世界首位。服装产品生产配套的各种原辅料和服装生产设备在国内均有生产。当前我国纺织服装业已建成了世界上产业链最完整、产品种类齐全、生产能力最大的生产体系。

中国纺织服装1978—2007年改革开放30年来化学纤维、棉纺锭、纱、布以及服装等五个产业的生产能力变化。化学纤维产量从1978年的38万吨增长到2007年的3042万吨，增长了约80倍，尤其是2000—2007，七年间化纤能力增长了近60倍；服装产量从1978年的10亿件增长到2007年的512亿件，增加了51倍；棉纺锭、纱、布的产量都有不同比例的增加，分别为相对于1978年产量的6.48倍、8.69倍、6.14倍。总的来说，1978—2007年中国纺织服装产量保持稳定的增长状态，特别是入世之后，产量增加更加迅猛。在全球纺织服装产业网络中，中国的产量日趋上升，生产能力逐渐增强，稳定了其在全球产业网络中生产大国的地位。

三、中国是GpN中最大的出口国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加入WTO、纺织品贸易配额的取消，中国纺织服装逐步融入国际贸易体系，出口规模、增长速度和国际市场份额逐步提升，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2005年多纤维协定（MFA）的取消，中国开始享受贸易自由化利益，受压制的纺织服装产能一度大幅释放，出口出现“井喷”。1991年我国纺织服装的总出口量仅为201.5亿美元，2005年增长到1175.4亿美元，2008年进一步增长，出口额达到1852.2亿美元，相当于1991年出口额的9倍，稳居世界第一。

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纺织服装的出口量呈现持续增长趋势，并且连续六年增幅都达到20%。然而受原材料价格波动、人民币升值、贸易摩擦不断、出口退税率下调等因素的影响，近两年中国纺织服装出口的增速下降。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纺织服装业遭受沉重的打击，主要进口国需求下降，同时由于外汇风险的加剧，使中国的纺织服装加工企业订单量锐减。由历年出口情况统计可以看出，2008年中国纺织服装出口额（1852.2亿美元）相对于2007年出口额（1756.2亿美元），增幅仅为5.5%，远低于往年约20%的增幅。

世界主要纺织品（SITC 65）和服装（SITC 84）主要出口国出口规模的变化。中国的服装和纺织品出口量分别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末期开始，从主要出口国出口额行列中脱颖而出，并与这些国家的差距逐渐拉大。世界主要的纺织品出口国占全球的52%。印度、意大利、美国、德国、韩国出口规模在1990—2008年间仅有小幅度的变动，中国的出口额在2001年之前基本和其他主要出口国持平，在2001年之后每年大幅度不断增加。同样，世界主要服装出口国意大利、德国、土耳其、印度、法国从1980—2008年出口额保持缓慢的小幅度增长，中国服装出口额从1991年开始高于其他主要出口国，并且增速迅猛。

作为世界上最大纺织服装出口国，中国纺织服装的生产能力毋庸置疑，然而中国大多数纺织服装企业都是加工企业，没有自主品牌，产品附加值低，利润空间小。

第三节 中国纺织服装业发展现状

一、中国纺织服装业的发展阶段

根据Kilduff（2005）提出的世界纺织服装业发展的五阶段（维生阶段、起飞与快速增长阶段、多样化与整合阶段、向高附加值转化阶段和创意与虚拟整合阶段），中国不同地区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阶段，西部地区处于起飞阶段，中部地区处于快速成长阶段，而东部沿海地区处于多样化与整合阶段，上海和北京等时尚都市则处于向高附加值转化的阶段，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发展特征。

二、中国宁波纺织服装产业集群的调查分析

宁波纺织服装产业集群作为中国最大的纺织服装产业集群之一，在中国纺织服装业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对该地区纺织服装企业的调查能集中反映中国纺织服装业发展的现状。为了实现对纺织服装业的跟踪调查，课题组分别于2005年11~12月和2008年3~4月进行了两次问卷调查（调查问卷见附录Ⅰ和Ⅱ）。第一次调查共发放了150份问卷，回收了有效问卷130份；第二次调查共发放了100份问卷，回收了有效问卷93份。本小节结合调研数据，运用CSCp（Context-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的框架进行分析，探讨全球产业网络情景下的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结构、行为以及绩效。

（一）全球产业网络情景

1.企业经营模式

2005年，被调查企业中从事加工的企业有93家，占总被调查企业的71.5%，加工是被调查企业主要的经营模式，其次是自有品牌并且拥有制造能力的企业有30家，占23.1%，只有3.8%和1.5%的企业拥有自主品牌（虚拟品牌但无制造能力）和从事特许经营。2008年，加工类的企业比例更高，为84.9%，其次是自有品牌并且拥有制造能力的企业占38.7%，两次调查对比可以看到，有更多的企业已投入到了品牌经营，向价值链高端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企业以加工为主，在全球产业网络中处于较低的地位。

2.企业产品出口比重和出口地区

2005年，56.4%的被调查企业产品出口比重达到90%以上（其中41家企业产品全部出口），15.5%的企业出口比重低于25%，只有8家企业没有出口产品。2008年，67.4%的被调查企业产品出口比重达到90%以上（其中50家企业产品全部出口）。2008年的被调查企业产品比2005年产品出口的比例更高。

2005年，排名前三名的出口国家/地区分别为：欧盟（58.5%）、美国（53.8%）、日本（53.8%）。2008年，排名前三名的出口国家/地区分别为：欧盟（86.7%）、美国（66.7%）、日本（48.9%），其中2008年欧盟和美国的出口比重比2005年有较大增长。发达国家的采购商处于全球产业网络的领导地位。

3.采购商的侃价能力

2005年，83.4%的被调查企业表示采购商的议价能力很强或较强，15.8%的企业表示采购商的议价能力一般，仅有1家企业（0.8%）认为采购商议价能力较弱。2008年，74.2%的被调查企业表示采购商的议价能力很强或较强，25.8%的企业表示采购商的议价能力一般，没有企业认为采购商议价能力较弱。从总体上看，客户的侃价能力在转弱，说明本地供应商的话语权在提升。

4.交货期限

2005年，85.9%的被调查企业表示订单中要求的时间期限很紧或者较紧，14.1%的企业表示一般，没有企业认为时间要求较宽松或者宽松，说明大部分采购商订单要求的时间期限是比较紧的。2008年，72.1%的被调查企业表示订单中要求的时间期限很紧或者较紧，23.7%的企业表示一般，有4家企业认为时间要求较宽松。两次调查结果都表现出大部分企业订单中要求的时间期限比较紧。但总体上来说，订单要求的时间期限出现了宽松的趋势，说明中国服装企业在产业网络中的地位有了提升。

5.客户关系稳定性

2005年，82.9%的被调查企业表示与采购商的合作关系很稳定或比较稳定，15.5%的企业表示合作关系一般，只有1.6%的企业表示其合作关系不稳定。2008年，74.9%的被调查企业表示与采购商的合作关系很稳定或比较稳定，20.7%的企业表示合作关系一般，有4.4%的企业表示其合作关系不稳定。从总体上看，供应商与采购商之间的合作关系较为稳定，但似乎客户关系的稳定性在下降。

6.采购商的压力

与2005年相比，采购商要求产品符合社会责任标准的订单比例在上升，说明本地供应商承受的来自采购商的企业社会责任压力越来越大。

7.采购商的支持

18.3%的企业认为采购商对公司执行CSR给予补贴，51.6%的企业认为采购商对CSR认证给予咨询支持，55.9%的企业认为采购商在订单过程中给予交货期宽限，40.2%的企业认为采购商的订货价格优于其他客户，83.7%的企业认为采购商对公司的生产过程予以关注，83.7%的企业认为该采购商与公司保持较长期合作关系。大部分有社会责任要求的采购商关注生产商的生产过程，能保持较长期的合作关系，并且给予咨询支持和交货期宽限，并给予一定的价格优惠和补贴。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在全球产业网络处于较低的地位，主要占据着生产和加工环节，与客户的侃价能力较弱，话语权较低。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在全球产业网络中的地位有所提升，客户关系相对较为稳定。本地供应商承担着来自发达国家的采购商的企业社会责任压力，同时能得到部分的支持。

（二）结构

1.企业经营产品

2005年，在被调查企业中，主要产品为服装的企业87家，占被调查企业总数的66.9%。以化纤为主3家，占被调查企业总数的2.3%。纺纱企业12家，占被调查企业总数的9.2%。面辅料企业24家，占被调查企业总数的18.5%。染整企业14家，占被调查企业总数的10.8%。其他类型的企业有18家，占被调查企业总数的13.8%，如家纺、床上用品、制线、装饰布、皮衣等行业。2008年，被调查企业的主要产品以针织和梭织服装为主，分别占到了61.3%和54.8%。两次被调查企业均以服装企业为主。

2.企业成立时间

绝大多数被调查企业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成立，中国的入世（2001）和MFA的取消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纺织服装业的发展。根据2008年调查显示，近40%的被调查企业在2002年后成立。

3.企业注册资本

宁波纺织服装企业的注册资本在500万元以下占了一半以上，说明被调查样本以中小企业为主，也反映了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的实际情况。

4.企业职工数

大多数被调查企业职工数在500人以下，与企业注册资金的规模相符。2008年被调查企业近80%的企业职工数在500人以下，2000人以上的企业不足10%。

5.企业性质

2005年，被调查企业主要为民营和三资企业，占总被调查企业的83.9%，其中，三资企业占25.4%，民营企业占58.5%，选择“其他”类型的企业包括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上市公司下属企业等。2008年，被调查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占了72.0%，三资企业占14.0%，样本中没有国有和上市公司。两次被调查企业的主体均为民营企业。

6.更新设备时间与进口设备比例

被调查企业最近一次更新设备在近1~2年的占了63.7%，近期准备更新的占了16.5%，3年之前的占了12.1%。总体来说，被调查企业近期内都有设备更新。服装企业对先进技术和装备方面普遍重视，且对企业提高产能效率与品质作用明显，反映流程升级的特征，说明大多数企业还处于产业升级的低级阶段。

被调查企业中进口设备比例小于25%的占46.6%，26%~50%的占25.0%，51%~75%和76%~89%的均占9.1%，90%以上的占10.2%。大部分企业已引进了先进的进口设备。国产先进缝制设备得到普遍应用。

7.管理体系认证

58.2%的被调查企业通过ISO9000认证，26.4%的被调查企业通过COC认证，25.3%的企业通过ISO14000认证，2.2%的被调查企业通过OhSAS18000认证，1.1%的被调查企业通过SA8000认证，3.3%的被调查企业通过CSC9000T认证，33.0%的被调查企业没有通过任何体系认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纺织服装企业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绝大多数在改革开放后成立，中国的入世（2001）和MFA的取消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纺织服装业的发展。企业比较注重技术设备的更新和质量管理以及社会标准的认证。

（三）行为

1.研发方式与经营战略

被调查企业的研发方式中，自主开发的占了42.0%，与大专院校及研究机构合作的占了13.6%，与客户或供应商合作的占了71.6%，专业研发公司/机构的占了6.8%。与客户或供应商合作研发为主要的研发方式，这也与被调查企业以加工为主的经营模式相一致。

被调查企业的研发目标中，提高质量档次的占了69.9%，降低成本的占了60.2%，改善工作条件的占了45.2%，扩大产能规模的占了38.7%，产品差别化的占了34.4%，环保与清洁生产的占了29.0%。研发目标主要集中于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档次；也有相当多的企业致力于差异化、环保等方面的创新。

被调查企业未来的经营战略中，扩大生产规模获得规模效益的占了51.6%，寻找或开拓新的领域占了44.1%，多元化经营的占了31.2%，专精于某一产品/服务的占了30.1%，纵向一体化的占了8.6%。

2.企业战略的重要性与实施效果

2005年的统计结果表明，企业认为全面质量管理、成本领先和企业制度/机制改革的战略最为重要，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品牌建设、环境保护/清洁生产是最不重要的。2008年的统计结果表明，企业认为质量管理和客户关系管理的战略重要性最高，企业文化、环境保护和清洁生产是最不重要的。

从战略执行效果看，2005年执行效果最好的是“全面质量管理”和“成本领先”战略，“品牌建设”战略和“社会责任”的执行效果最差。而2008年执行效果最好的是质量管理和先进技术设备战略，企业文化和研发创新的执行效果最差。两次调查结果同样表明，大部分企业质量管理的实施效果最好，反映了中国服装纺织企业的制造能力。

从战略重要性与战略执行效果的差距上看，2005年“企业制度/机制改革”、“研发和创新”的战略重要性和战略执行效果之间的差距最大，“环境保护/清洁生产”、“社会责任”、“成本领先”的战略重要性和战略执行效果之间的差距最小；2008年，“研发和创新”的战略重要性和战略执行效果之间的差距最大，“环境保护/清洁生产”的战略重要性和战略执行效果之间的差距最小。两次调查结果基本上一致。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大多数的企业研发模式以与客户合作为主，企业战略也更注重质量管理和客户关系管理，这与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在全球产业网络中的地位是相对应的。品牌战略和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重要性有所提升，也说明了企业的发展和社会责任意识的增强。

（四）绩效

企业绩效从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两个方面来分析，经济绩效主要从企业利润角度考察，社会绩效主要从员工体面劳动角度考察。

1.企业利润增长情况和销售利润率

2005年，19.7%的被调查企业利润呈较快增长，60.6%的企业利润呈较慢增长，8.7%的企业利润保持不变，呈下降趋势的企业占11.0%。2008年，26.9%的被调查企业利润呈较快增长，40.9%的企业利润呈较慢增长，10.8%的企业利润保持不变，呈下降趋势的企业占21.5%。可以看出，2008年被调查企业利润下降的比例要大于2005年。这可能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潜在影响。

2005年近半数的企业利润率较低，在5%以下，2008年被调查企业的利润率要高于2005年被调查企业的利润率，可以表明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经济绩效的增长。

绝大多数企业为员工缴纳了养老保险，2/3企业缴纳医疗保险，超过一半的企业缴纳了失业保险并提供住宿。从总体上看，员工的各类福利有改善的迹象。与2005年相比，2008年除了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比重有所下降以外，其余各项福利的比重均有提高。

3.工资水平和增长幅度

2005年被调查企业员工工资水平的分布主要集中在700~1199元（占43.8%）和1200~1699元（占46.2%）之间。薪资水平超过1700元/月的企业占10.0%。2008年，被调查企业员工工资水平的分布主要集中在1200~1699元（占70.3%），薪资水平超过1700元/月的企业占25.3%，比2005年有提高。

2005年，工资减少的企业只占0.8%，工资不变的企业占26.8%，增加了5%以下的企业占44.9%，增加了5%~10%的企业占25.2%。可以看出，72.4%的企业员工工资都有一定程度的增长。2008年，工资减少的企业占3.3%，工资不变的企业占14.1%，工资增加了5%以下的企业占33.7%，增加5%~10%的企业占37%，增加10%以上的企业占12.0%。相比而言，2008年的工资增长幅度较大。

2005年，92.2%的被调查企业表示实施最低工资标准比较容易或很容易，有7.8%的被调查企业认为实施该标准有困难，其中有9家企业表示有点困难，只有1家企业表示很难做到，说明大多数企业还是能较好地实施最低工资标准。2008年，83.9%的被调查企业表示实施最低工资标准比较容易或很容易，有16.1%的被调查企业认为实施该标准有困难。相比而言，2008年，最低工资标准的实施情况略有下降。

4.工作环境

2005年，绝大多数被调查企业都表示能把安全健康与工作岗位描述相联系，只有6家企业（4.7%）表示无法做到。2008年，能把安全健康与工作岗位描述相联系的企业占了88.2%，比2005年略有降低。

5.童工

2005年，99.2%的被调查企业认为对于不使用童工比较容易和很容易，只有1家企业表示不使用童工有点困难，说明在不使用童工上被调查企业都有明确一致的态度。2008年99.0%的企业认为比较容易和很容易，同样也只有一家企业表示很难做到。总体来说，不使用童工都比较容易。

6.劳动时间

2005年在执行《劳动法》规定的工作时间方面，有82家企业表示有困难，占总被调查企业的63.1%，其中分别有11和12家企业表示较难做到和很难做到，有30家企业认为比较容易执行，另有18家企业表示很容易实施，各企业在工作时间标准的执行上差距较大。2008年，在执行《劳动法》规定的工作时间方面，有77.4%的企业表示有困难，有22.6%的企业表示很容易和比较容易。总体来说，2008年在执行《劳动法》规定的工作时间上有所下降。

7.员工培训和发展

2005年，被调查企业中102家企业（79.1%）有车间或流水线员工的发展和培训计划，27家企业（20.9%）没有相关发展或培训计划，说明大部分企业比较重视员工发展。2008年，被调查企业中有车间或流水线员工的发展和培训计划的占了69.9%，和2005年相比有所下降。

8.员工维权

2005年，83.7%的被调查企业表示员工能够匿名投诉。2008年，78.3%的被调查企业表示员工能够匿名投诉，比2005年的比例有所降低。

2005年，67.7%的被调查企业认为比较容易或者很容易实施员工集体谈判权利，但也有32.3%的企业表示有困难，其中31家企业表示有点困难，说明企业在员工集体谈判权利实施上存在较大差异。2008年，72.1%的被调查企业认为比较容易或者很容易实施员工集体谈判权利，有27.9%的企业表示有困难。相比而言，2008年员工集体谈判权利的实施情况有所改善。

9.性别歧视

2005年，95.4%的被调查企业表示比较容易或者很容易做到无性别歧视，4.6%的企业表示有困难，只有1家企业表示很难做到，说明被调查企业基本能做到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员工。2008年，96.8%的被调查企业表示比较容易或者很容易做到无性别歧视，3.2%的企业表示有困难，比2005年的情况稍好。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尽管企业的利润增长率有所下降，但企业的利润率在提升，说明企业取得了较好的经济绩效。但从社会绩效方面看，员工的体面劳动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提升，甚至很多方面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说明中国纺织服装业“悲惨化”增长的现象没有得到有效抑制。

第四节 本章小结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全球纺织服装产业网络发生重大变化，贸易格局也发生了重大演变，中国制造中心已经形成。中国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完整的纺织服装产业链，在全球商品链中强于生产却弱于流通，强于产品弱于品牌，缺乏主导权和价格权。在全球价值链中，只获得很小部分加工附加值，而服装及终端产品90%的附加值被领导企业所占有。在全球产业网络中，中国是最大的生产国和出口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总体来说，缺少话语权，其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成本、价格、质量和快速反应上。

运用CSCp框架的分析表明，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在全球产业网络中处于比较低的地位，占据着生产和加工环节，侃价能力较弱，承受着较大的外部压力，但与客户之间的关系较为稳定。企业战略注重质量管理和客户关系管理，而对品牌战略关注较弱。企业经济绩效有所增长，但员工体面劳动没有得到有效提升，“悲惨化”增长的现象没有明显改观。


第六章 全球产业网络下的企业社会责任与产业升级的实证分析

在前文全球产业网络分析框架以及对全球产业网络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升级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章将在全球产业网络框架下对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本研究选择企业社会责任、企业价值和企业势力（反映经济升级的两个变量）、体面劳动（反映社会升级的变量）四个变量，构建了全球产业网络情景下的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之间的理论模型，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势力、企业社会责任与体面劳动之间的正相关假设，选择了18个测量指标构建了结构方程模型，通过对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的问卷调查搜集相关数据，运用了Amos软件进行实证检验，利用MI修正模型，研究证明三个假设全部成立，聚类分析对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的观点提供了进一步支持。

第一节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模型

在herderson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将全球产业网络定义为全球范围内各类经济体通过特定产品和劳务的生产与交换而形成的网络组织。该定义包含三个要素：（1）价值，特定产品和劳务的生产和交换也是价值的创造、提升和分配的过程，是全球产业网络的核心内容，反映其经济性；（2）结构，基于价值的创造和分配而形成的组织结构决定着产业网络内的权力分配以及成员相互之间的关系，反映其社会性；（3）地域，产业网络根据资源和要素的差异在全球范围内的布局，反映网络的地理分布以及地方经济体的嵌入，是全球产业网络形成的基础。

在全球产业网络的情景下，企业社会责任会通过各种不同的约束传递机制形成对本地供应商的外部压力，而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战略，会影响企业的经济绩效 （Kotler & Lee，2005）。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的回报与对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和广大社会的回报是相同的，当企业社会责任能切实产生与企业有关的利益时，特别是对企业核心业务的支持、进而促进企业的效益、有助于实现企业使命时，企业社会责任（政策、过程）能上升到战略高度（Burke & Logsdon，1996）。CSR包括战略和公司政策，与企业管理的所有领域产生交互的因果关系，同时也是竞争优势的源泉（perrini et al.，2006）。企业社会责任不仅仅是成本、限制或慈善行为，通过策略路径，企业社会责任会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产生机会、创新和企业的竞争优势（porter & Kramer，2006）。

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对企业声誉有影响（姜启军、顾庆良，2008），在全球产业网络的情景下，企业之间的关系是靠声誉来维系的（powell，1990），会增加成员之间的信任。同时，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流失率存在显著影响（姜启军、顾庆良，2008），使得员工更加稳定。因此，企业社会责任对全球产业网络的社会结构产生影响。

根据以上的分析，在全球产业网络的情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影响企业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经济绩效可以用企业价值来体现，而社会绩效反映在网络成员之间的权力分配结构上。综合已有的理论研究，构建全球产业网络情景下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之间的理论模型，经济升级用企业价值和企业势力（全球产业网络中势力包括企业势力、机构势力和集体势力三个方面（见本书第二章），但在本研究中，仅讨论企业势力，机构势力和集体势力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内。）两个变量来衡量，社会升级（从广义来说，社会升级包括众多利益相关者，如社会、环境和公众等，在本研究中，主要从员工这个角度来讨论。）用体面劳动来衡量，反映劳动者的权利。

二、研究假设

在全球产业网络的情景下，企业社会责任通过各种传递机制约束着企业的行为。而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是全球产业网络框架研究的两条主线，企业社会责任能否促进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从而保证整个产业网络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是学术界和企业界关注的焦点。

（一）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升级

众多实证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在全球产业网络的分析框架下，企业价值和企业势力作为关键要素，是企业绩效的反映，又是企业经济升级所要求的内容。企业价值表现为不同类型的经济租，如技术租——掌握关键产品和流程的技术；组织租——特殊的组织和管理技能，如JIT生产技术和全质量管理等；关系租——变化的企业之间关系；品牌租——在主要市场树立知名品牌等（herderson et al.，2002）。在全球产业网络的情景下，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声誉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姜启军、顾庆良，2008），而声誉是网络组织成员之间信任的基础，能增加成员之间的合作（Jones et al.，1997），同时企业社会责任又能降低员工流动率（姜启军、顾庆良，2008），使得人力资本具有高专用性，长期的合作和面对面的交流能促进隐性知识的转移，而重复交易使得隐性知识在长期内得以同化（Jones et al.，1997）。这不仅有利于全球产业网络内知识的转移和扩散，从而使企业获得更高的技术能力，获得更多的经济租，而且能改变全球产业网络内企业势力的分布。次级企业有时（也基于协同的原因）会有充分的自主权去发展和实践自己的升级战略，或者可能联合其他的次级企业以提高该集体在GpN中的地位（herderson et al.，2002）。因此，在全球产业网络的情景下，企业社会责任能提高企业势力，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从而促进经济升级。

根据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势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企业社会责任与社会升级

在全球产业网络分析框架下，劳动不仅仅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存在于生产网络，劳动者更被视为生产的代理机构，作为中间层次作用于整个网络。国际劳工组织（ILO，1999）指出体面劳动即男人和女人在自由、平等、安全和人类尊严的条件下获得体面而有效率的工作的机会，意味着工作条件的改善、减少脆弱性以及生产效率和质量的提高。社会升级意味着劳动者作为社会行为者的能力及权力的提升以及雇用质量的提高，也包含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及其权力的提高（Barrientos et al.，2008）。社会升级的维度可以用体面劳动所包含的要素进行衡量。

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中，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度最为突出（Dahlsrud，2008），而员工作为企业内部最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Graafland and Eijffinger，2004），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其员工的体面劳动将体现得更为完善。Zhao and Gu（2009a）对中国服装产业的调查研究表明，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的员工获得更高的工资，拥有更多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其劳动条件也更加改善，并获得更多培训的机会，同时也获得更多的话语权。

根据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企业社会责任对体面劳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研究变量的度量

由理论模型可知，本研究的变量共有四个：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势力、企业价值、体面劳动。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度量

企业社会责任是个“备受煎熬”的概念（Godfrey & hatch，2007），自Bowen于1953年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概念（Carroll，1999）的五十多年来，尽管众多的学者致力于给出一个清晰的、不偏不倚的定义，但企业社会责任应怎样定义始终存在混淆（Dahlsrud，2008），众说纷纭，至今未形成一个权威的定义。因此，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确切度量存在相当的困难。鉴于此，本研究通过企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态度来映射企业社会责任。态度度量的指标涉及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利润的关系、劳工标准的履行与企业成本的关系、环保和劳工规章的履行、来自产业网络内各种机构的压力、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关系、商业利益与环保和社会责任的关系等问题。量表采用了李克特（Likert-type）五分计量法，依照非常不同意、不同意、适度、同意、非常同意分别设定了1、2、3、4、5分。其中题1、题2、题3、题4、题6得分越低，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越积极，题5得分越高，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越积极。

（二）企业势力的度量

企业势力体现企业在全球产业网络中的地位，关系到价值的分配。企业势力越大，意味着企业在与客户的合作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可以通过客户的侃价能力、订单中要求的交货期限和客户关系的稳定性来体现。量表采用了五分计量法，依照权力的大小分别设定了1、2、3、4、5分，得分越高，客户的侃价能力越弱，订单中要求的交货期限越宽松，客户关系的稳定性越强，企业势力越大。

（三）企业价值的度量

根据herderson等（2002）的研究，企业的价值可以用不同形式的经济租来衡量，包括技术租、组织租、关系租和品牌租（在herderson et al.（2002）的研究中，还提到了额外租，如贸易保护政策所带来的租金。本研究认为，贸易保护政策这一类额外租不会受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此不在考虑的范围内。）。技术租主要指掌握关键产品和流程的技术；组织租主要指特殊的组织和管理技能，如JIT生产技术和全质量管理等；关系租主要指企业之间的关系管理等；品牌租指在主要市场树立知名品牌。本研究用企业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实施效果来衡量技术租；用企业品牌战略的实施效果来衡量品牌租；用企业质量管理的实施效果来衡量组织租；用供应链管理的效果来衡量关系租。量表采用了五分计量法，依照战略实施效果分别设定了1、2、3、4、5分。各题项得分越高，说明实施的效果越好，企业价值越大。

（四）体面劳动的度量

体面劳动的概念包括四个要素：就业、社会保障、劳动者权力和社会对话（Ghai，2002）。前两者指就业机会、薪酬、保障和工作条件，后两者重点强调劳动者的社会关系。paredes等（2007）用不同的变量对四个要素进行了描述，以失业率、工资率、工作时间等变量来描述就业，以公共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养老保险等变量来描述社会保障，以性别工资差异率、童工等变量来描述劳动者权力，以工会密度等变量来描述社会对话。本研究用“最低工资标准”、“《劳动法》规定的工作时间”来反映就业；用“不使用童工”来反映劳动者权利；用“员工集体谈判权”来反映社会对话；用“企业提供的福利”来反映社会保障。前四个指标采用五分计量法，反映做到的难易程度，得分越高说明越容易做到，体面劳动实施得越好。最后一个指标用企业提供的各种福利的数量来表示，得分越高说明体面劳动实施得越好。

第二节 研究设计

为验证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势力、企业社会责任与体面劳动之间的正相关假设，本研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方法，通过对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的问卷调查搜集相关数据，运用Amos软件进行实证检验，对假设进行验证。

一、问卷的设计与发放

（一）问卷设计

课题组曾于2005年对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就“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战略选择”的主题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问卷见附录Ⅱ），为本次的调查研究确立了良好的基础。本研究的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主要是被调查企业的基本资料及其经营的基本情况，共设计了10道问题；第二部分主要是反映研究变量度量指标，共18道问题；第三部分主要是反映企业体面劳动的一些支持数据、企业的经营战略及与采购商的关系等资料，用于具体分析企业之间的差异，共计23道问题。

（二）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为了实现对纺织服装业的跟踪调查，本次问卷发放地点与2005年调研发放的地点相同，主要集中在浙江宁波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宁波纺织服装产业集群作为中国最大的纺织服装产业集群之一，在中国纺织服装业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对该地区的纺织服装企业的调查能集中反映中国纺织服装业的现状。

问卷发放的对象主要是纺织服装企业的总经理、副总经理。发放时间为2008年3月初至4月底。经过近2个月的时间调研，共发出问卷100份，回收有效问卷93份。

二、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运用SpSS 11.5和AMOS 7.0统计分析软件工具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数据分析方法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描述性统计分析的目的在于对一组数据的全貌进行概括和描述，从而更好地理解这些数据所包含的信息。本研究利用软件SpSS 11.5对问卷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以掌握样本的基本特征，并对变量的各项统计表现如均值、标准差等进行分析和说明。

（二）信度和效度分析

信度（Reliability）是指测量结果具有一致或稳定性的程度。信度主要检测所搜集数据的可靠性，一致性越高，信度越高（易丹辉，2008）。信度系数是一种相关系数，主要包括稳定（Stability）系数、等值（Equivalence）系数和内在一致性（Internal Consistency）系数等。分析信度的常用方法主要有重测法（测量稳定系数）、复本法（测量等值系数）以及测量内在一致性系数的折半法和Cronbachs α系数法。由于复本法、重测法等信度分析方法在实施和控制上存在很多困难，所以在相关研究中，测量内在一致性信度的Cronbachs α系数法应用得最为广泛。当Cronbachs α≥0.7时，属于高信度；当0.35≤Cronbachs α＜0.7时，属于尚可；当Cronbachs α＜0.35时，则为低信度（资料来源：Gilford，1954，转引自荣泰生，2009：82。）。本研究利用SpSS 11.5软件，通过Cronbachs α系数对问卷测量项目的内在一致性信度进行分析。

效度（Validity）是指测量工具能够正确测量出所要测量问题的程度。测定效度就是要确认所搜集的数据能否得到所要得到的结论、反映所要讨论的问题，同时也判定潜变量是否合理（易丹辉，2008）。一般学术研究中常出现的效度有三类：内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又称表面效度（Face Validity）和逻辑效度（Logical Validity）；效标关联效度（Criterion-related Validity）或实用效度（pragmatic Validity）；建构效度（Constructive Validity）（荣泰生，2009）。对理解测量结果的含义而言，建构效度是最重要的效度指标之一，它能够测验出理论的特质或概念的程度。本研究采用检验建构效度最常用的因子分析法（Factor Analysis）中的主成分分析法 （principal Components）。第一成分方差的贡献率的大小反映可测条目对研究变量的贡献，贡献越大说明与所研究问题或领域关系越密切，一般认为大于0.4较好（资料来源：易丹辉.结构方程模型方法与应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85。）。

在主成分分析前，先用KMO（Kaiser-Meyer-Olkin）和Bartlett检验，以确认数据是否适宜做因子分析。KMO越接近1表明数据越适合做因子分析，一般而言，当KMO≥0.5，Bartlett统计值的显著性≤α（α一般为0.05），各题项的载荷系数均大于0.5时，可以做主成分分析（马庆国，2007）。

（三）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是20世纪70年代Joreskog和Sorbom在统计理论基础上提出发展而来的，是一种基于变量的协方差矩阵来分析变量之间关系的统计方法，故也可以称为协方差结构分析。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验证性的分析方法，将一些无法直接观测又欲研究探讨的问题作为潜变量，通过一些可以趋势观测的变量（指标）反映这些潜变量，从而建立起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即结构）；从一种假设的理论架构出发，通过采集数据，验证这种理论假设是否成立的方法。

与传统的统计建模分析方法相比，结构方程模型具有以下几个优点：（1）可以同时处理多个因变量，增强了模型的有效性；（2）容许自变量和因变量含测量误差，加强了模型对实际问题的解释性；（3）可以同时估计因子结构和因子关系，使估算结果更精确；（4）允许更大弹性的模型设定，即可以处理单一指标从属于多个因子的因子分析，也可以处理多阶的因子分析模型，在因素结构关系拟合上，也允许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共变方差关系；（5）能够估计整个模型的拟合优度。结构方程模型可计算不同模型对同一个样本数据的整体拟合程度，从而判断哪一个模型更接近数据所呈现的关系。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有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势力、企业价值和体面劳动四个潜变量，选择了18个测量指标（其中反映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标6个，反映企业势力的指标3个，反映企业价值的指标4个，反映体面劳动的指标5个）构建了结构方程模型，并运用AMOS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检验。

第三节 样本描述性分析与信度和效度检验

一、样本描述性分析

从企业经营的主要产品看，被调查企业以针织和梭织服装为主，分别占到了61.3%和54.8%。

绝大多数被调查企业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成立，中国的入世（2001）和多纤维协定的取消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纺织服装业的发展。根据2008年调查显示，近40%的被调查企业在2002年后成立。

从企业注册资本看，注册资本在300万元以下的企业为53.8%，注册资本在300—999万元的企业为26.9%，注册资本在1000—2999万元的企业为9.7%，注册资本在3000万元以上的企业为9.7%，说明被调查样本以中小企业居多。

从企业职工数看，被调查企业的职工数集中在500人以内，其中1—199人的企业有43.0%，200—499人的企业有35.5%，500—999人的企业有6.5%，1000—1999人的企业有8.7%，2000人以上的企业有6.5%。

从企业性质看，被调查企业以民营企业居多，占72.0%，三资企业占14.0%，选择“其他”类型的企业包括股份制等占14.0%，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没有列入问卷调查对象。

从经营模式看，加工类的企业比例最高，为84.9%，加工和制造是目前被调查企业主流的经营模式，还处于价值链附加值较低的环节；其次是自有品牌并且拥有制造能力的企业占38.7%，可以看到有相当的企业已投入到了品牌经营，向价值链高端发展。

二、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本文采用SpSS11.5统计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计算每个观测变量的最小值、最大值、均值、标准差。

企业社会责任的各个测量指标的标准差都大于或接近1，说明被调查企业对企业社会责任认识有较大的差异，其中CSR1、CSR3、CSR4、CSR6的均值小于3，而CSR5的均值大于3，说明在总体水平上大部分企业倾向于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其次，企业势力的各个测量指标的标准差均小于1，说明被调查企业在企业势力上差异较小，其中客户侃价能力和交货期限的均值均小于3，说明大部分企业的客户的侃价能力较强，交货期限比较紧，在产业网络中的势力较小，处于不利的地位。客户关系相对较为稳定；企业价值的各项测量指标均值均大于3，说明被调查的大部分企业在先进技术设备、品牌、质量管理、供应链管理方面都有较好的绩效；体面劳动的各项测量指标中，工作时间和社会保障的标准差大于1，说明被调查企业在工作时间和社会保障上差异较大，而最低工资标准、不使用童工、员工集体谈判权的标准差均小于1，说明被调查企业在这三个方面差异较小，同时，最低工资标准、童工、员工集体谈判权、社会保障的均值均比较高，说明大部分企业在这方面做得较好，而工作时间的均值较小，说明有许多企业未能按照《劳动法》规定的工作时间执行，反映加班的现象较为普遍，这也与加工型企业交货期限比较紧张相关。

三、信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Cronbachs α系数对量表的信度进行检验，α越大，表明该变量的各个指标的相关性越大，即内部一致性程度越高。一般来说，当Cronbachs α≥0.7时，说明量表具有高信度；当0.35≤Cronbachs α＜0.7时，说明信度尚可；当Cronbachs α＜0.35时，属于低信度。企业社会责任、企业价值等变量具有高信度，企业势力和体面劳动的信度尚可，说明数据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

四、效度检验

效度是指评估的有效性，即运用量表或其他评估方法所获得的结果达到期望目标的程度。本研究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EFA）来检验量表的结构效度。

在做因子分析前，需用KMO和Bartlett样本测度检验数据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KMO越接近1表明数据越适合做因子分析，一般情况下，当KMO大于0.9时效果最佳，小于0.5时不适宜做因子分析，同时Bartlett球形检验的统计值的显著性应小于0.05。本研究量表的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从中可以看出KMO＞0.5，Bartlett球形检验的统计值的显著性＜0.05，说明该组数据具有很高的相关性，适合做因子分析。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问卷的18个测量指标进行因子分析，从中可以看出，各个因子的载荷值均大于0.5的标准，说明此量表具有较好的建构效度。

第四节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一、模型设定

（一）模型路径图

上一节的分析表明本研究的各个变量及其构建的信度和效度均已经达到了理想标准。根据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图的图标规则，现将本研究的理论结构模型转化为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图。本研究运用AMOS 7.0软件绘制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图。本模型包含：

外源潜变量：企业社会责任。它对应6个外源观测变量，分别为CSR1、CSR2、CSR3、CSR4、CSR5、CSR6，e1-e6为这6个外源观测变量的误差项。

内生潜变量：企业势力、企业价值、体面劳动。企业势力对应3个内生观测变量，分别为客户侃价能力、交货期限、客户关系稳定性；企业价值对应4个内生观测变量，分别为先进技术设备、品牌、质量管理、供应链管理；体面劳动对应5个内生观测变量，分别为最低工资标准、工作时间、童工、员工集体谈判权、社会保障福利。e7-e18分别为这12个内生观测变量的误差项，e19-e21为结构方程的残差项，反映了内生潜变量在结构方程中未能被解释的部分。

图中单向直线箭头连接的两个变量表示假定有因果关系，箭头由原因变量指向结果变量。双向弧线箭头连接的两个变量表示假定有相关关系。单向直线箭头上的参数表示潜变量之间影响程度的路径系数或者是潜变量对其观测变量的因子载荷。双向弧线箭头上的参数表示两个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为了让模型能够识别，一般情况下，观测变量的误差项对观测变量的因子载荷设定为1，结构方程的残差项对内生潜变量的系数设定为1，同时每个潜变量对其观测变量的因子载荷至少一个设定为1。本研究根据效度分析中每个潜变量中各观测变量因子载荷最大的设定为1。由于观测变量CSR2与潜变量企业社会责任成反向关系，因此将其因子载荷设定为-1。

（二）模型方程式

结构方程模型包含测量方程（Measurement Equation）和结构方程（Structural Equation）两部分。测量方程描述潜变量与指标之间的关系，结构方程描述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1.测量方程的矩阵方程形式可表述为

X=Λxξ+δ（6-1）

Y=Λyη+ε（6-2）

其中，X—外源观测变量组成的向量；Y—内生观测变量组成的向量；Λx—外源观测变量与外源潜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外源观测变量在外源变量上的因子载荷矩阵；Λy—内生观测变量与内生潜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内生观测变量在内生变量上的因子载荷矩阵；ξ—外源潜变量组成的向量；η—内生潜变量组成的向量；δ—外源观测变量X的误差项；ε—内生观测变量Y的误差项。

由此，本文的研究模型的测量方程可表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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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企业社会责任是本研究模型的外源潜变量，CSR1、CSR2、CSR3、CSR4、CSR5、CSR6是企业社会责任的6个观测变量，λ1、λ2、λ3、λ4、λ5、λ6是各观测变量在企业社会责任上的因子载荷，e1-e6为各观测变量的误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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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企业势力、企业价值、体面劳动是本研究模型的3个内生潜变量，客户侃价能力、交货期限、客户关系稳定性是企业势力的3个观测变量，λ7、λ8、λ9是各观测变量在企业势力上的因子载荷，先进技术设备、品牌、质量管理、供应链管理是企业价值的4个观测变量，λ10、λ11、λ12、λ13是各观测变量在企业价值上的因子载荷，最低工资标准、工作时间、童工、员工集体谈判权、社会保障福利是体面劳动的5个观测变量，λ14、λ15、λ16、λ17、λ18是各观测变量在体面劳动上的因子载荷，e7-e18为各观测变量的误差项。

2.结构方程的矩阵方程形式可表述为：

η=Bη+Γξ+ζ（6-5）

其中，B—内生潜变量之间的关系；Γ—外源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影响；ζ—结构方程的残差项组成的向量，反映了η在结构方程中未能被解释的部分。

由此，本文的研究模型的结构方程可表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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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企业社会责任是本研究模型的外源潜变量，企业势力、企业价值、体面劳动是本研究模型的内生潜变量，γ1、γ2、γ3是企业社会责任分别对企业势力、企业价值、体面劳动的影响系数，e19-e21是结构方程的残差项，分别代表企业势力、企业价值、体面劳动在方程中未被解释的部分。

二、模型估计

本研究运用AMOS 7.0软件选用最大似然估计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从表中可以看出，体面劳动对童工、体面劳动对员工谈判这两个系数的p值＞0.05，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由于在上一节效度分析中体面劳动的各观测变量的因子载荷均达到了理想标准，同时在理论上体面劳动与不使用童工、员工集体谈判权具有较强的正向关系，因此本文将保留体面劳动对童工、体面劳动对员工集体谈判权这两条路径，试图通过提高模型的拟合优度来提高系数的显著性水平。

三、模型评价

（一）违犯估计检验

在评价模型拟合度之前，须先进行“违犯估计”，确认估计系数是否超出可接受的范围。所谓违犯估计是指模型内统计所输出的估计系数，超出了可接受的范围，也就是模型获得不适当的解的情况。常见的违犯估计项目有：（1）负的误差方差存在；（2）标准化系数超过或太接近1（通常以0.95为门槛）。模型中标准化系数的绝对值均未超过0.95。模型中估计的方差及其标准误差均为正。因此，该模型并未发生违犯估计的现象，可以进行整体模型拟合度的检验。

（二）模型整体拟合度检验

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指数一般分为三类：（1）绝对拟合指数（Absolute Fit Measures），用来确定模型可以预测协方差阵和相关矩阵的程度。本文主要选取卡方值（χ）、相对卡方值（χ/df）、近似误差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RMSEA）等三个指标来检验。（2）增殖拟合指数（Incremental Fit Measures），衡量理论模型与虚无模型的比较结果，本文主要选取比较拟合指数（CFI）、增量拟合指数（IFI）等两个指标来检验。（3）简约拟合指数（parsimonious Fit Measures）：用来评价模型的简约程度，本文主要选取简约基准拟合指数（pNFI）和简约拟合指数（pGFI）等两个指标来检验。

从中可以看出，模型的比较拟合指数未通过检验。为了得到更好的拟合优度，需进行模型的修正。

四、模型修正

模型修正有两个方向，一是向模型简约方面修正，即删除或限制一些路径，使模型变得更简洁；二是向模型扩展方面修正，即放松一些路径的限制，提高模型的拟合程度（易丹辉，2008）。本研究利用MI修正模型，即朝模型扩展方面进行修正。如果两个误差变量允许相关，MI与卡方统计量减少有关。常用的方法是去掉最大的MI的参数，即允许这两个误差变量相关。然而，允许误差项变量相关，只有它有实际意义时才能执行。根据实际意义的分析，决定在e14和e18误差变量之间增加一条相关路径。

对修正后的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和拟合度的检验，各个系数在90%的置信度下均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模型的各个拟合指数均达到了理想标准，拟合优度较好，说明本研究提出的模型是合理的。

五、假设检验结果

三个研究假设都通过了检验，假设成立。

（1）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势力有正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势力的路径系数达到了显著水平，即有正面的直接影响效果，假设h1通过了检验。

（2）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有正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路径系数达到了显著水平，即有正面的直接影响效果，假设h2通过了检验。

（3）企业社会责任对体面劳动有正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对体面劳动的路径系数达到了显著水平，即有正面的直接影响效果，假设h3通过了检验。

此外，从表中可以看出，在三组变量关系中，企业社会责任与体面劳动的相关系数最大，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势力的相关系数相对较小。这说明企业社会责任促进社会升级的作用力较强，提升企业势力的作用力相对较弱。

第五节 研究结果讨论

根据上文对全球产业网络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升级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本节进一步对结果进行论证与分析。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观念进行聚类分析，用更充分的数据来支持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存在着正相关的观点。

一、企业社会责任观念聚类分析

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中，企业社会责任的6个指标作为连续变量来研究，而在本节中，为了更清晰地来描述企业间不同的社会责任战略，我们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分类变量，研究企业选择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所带来的不同影响。

本研究利用SpSS 11.5软件对企业社会责任战略进行聚类分析，企业社会责任战略被分为两类，其中第1类39家，占样本量的43.33%，第2类51家，占样本量的56.67%。从中可以看出，第1类企业反向反映企业社会责任观念的指标均值均比第2类企业的均值要高，而正向反映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标均值要比第2类低，因此，将第1类企业定义为被动反应型，第2类定义为主动适应型。

二、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升级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势力和企业价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升级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聚类分析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观点。

相比被动反应型企业而言，主动适应型企业获得采购商补贴的比例更高，采购商对企业进行CSR认证给予咨询支持的比例更大，得到的订货价格优于其他客户所占比例也更高，同时更容易保持与采购商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这说明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更容易得到采购商的支持和补贴，双方的关系也更加稳定。这些证据进一步支持了企业社会责任能促进企业势力提升的观点。

尽管加工是两类企业主要的经营方式，但相对于被动反应型企业而言，主动适应型企业品牌经营的比例更大，这意味着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更主动地向高附加值的环节升级，更有可能获得品牌租，企业价值也随之提升。

相比被动反应型企业而言，主动适应型企业通过管理体系认证的数量和企业信息管理与数字化设备的数量更多，使企业获得更多的关系租、质量租和技术租。

由于两类企业的经营模式都是以加工为主，因此其研发方式都更多地选择了与客户或供应商合作的方式，但主动适应型企业在各种研发方式上所占的比例均要高于被动反应型的企业，在自主研发上的差异尤为明显，这与主动适应型企业更多地注重品牌是相对应的。企业在研发上的投入，将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创新，有助于扩大企业的优势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进而也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

三、企业社会责任与社会升级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对体面劳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企业社会责任与社会升级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聚类分析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观点。

相比被动反应型企业而言，主动适应型企业的员工享有更多的匿名投诉权，工作环境也更加安全健康，员工得到更多的培训、发展的空间更大，更多的企业设立了工会，员工享有更多的话语权；同时，设立环保部门的比例也更高。说明企业社会责任能促进社会升级。

第六节 本章小结

本章在前文全球产业网络分析框架以及对全球产业网络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升级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全球产业网络情景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研究选择了企业社会责任、企业价值和企业势力（反映经济升级的两个变量）、体面劳动（反映社会升级的变量）四个变量，构建了全球产业网络情景下的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之间的理论模型，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势力、企业社会责任与体面劳动之间的正相关假设，选择了18个测量指标构建了结构方程模型。

通过问卷调查法，对中国纺织服装企业进行了数据搜集，信度和效度分析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一致性和建构效度。运用Amos软件对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并运用MI对模型进行了修正，研究证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势力、企业价值、体面劳动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依次增加，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势力的作用力相对较弱，与体面劳动之间的作用力较强。


第七章 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案例分析

中国拥有最完整的纺织服装产业链，从纤维生产、纺纱、织造、染整到服装缝制，包括纺机及服装辅料配件的生产，但弱于设计研发、服务贸易、品牌营销和零售。在全球商品链中中国强于生产却弱于流通，强于产品弱于品牌，强于单品加工弱于系列设计和商品策划，缺乏主导权和价格权；在全球价值链中，中国只获得很小部分加工附加值，而服装及终端产品十分之九的附加值被设计师品牌、零售商和服装品牌拥有者占有；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中国是最大的原料、设备和中间产品的进口国，如棉花、羊毛、纺机、染化料，中国还是潜在的终端产品的大市场。中国的服装消费需求，不仅拉动了中国纺织产业链，还是世界纺织经济的发动机。作为全球最大的纺织服装生产和出口国，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在全球产业网络中处于比较低的地位，在价格方面话语权较低。同时，以低劳动力成本为竞争优势的中国纺织服装企业，面临着生产成本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双重压力。两难困境中的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应该走怎样的升级路径，是企业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本章通过对“申洲”和“雅戈尔”两家纺织服装企业的案例分析，探讨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在全球产业网络框架下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的成功路径。

第一节 “申洲”——OEM中走出的产业升级的典范

一、企业概况

申洲国际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为一家大型的针织服装加工制造企业，其核心企业宁波申洲针织有限公司创建于1990年3月，由北仑对外经济服务公司、上海针织二十厂和美国景洲企业公司三方合资成立，注册资金215万美元。成立之初，公司员工仅有200余人，总资产800万元。通过二十年的发展，集团公司所属工厂占地2000余亩，拥有员工3.5万人，总资产38亿元人民币。2005年11月，集团在香港联交所顺利上市，IpO募集的资金净额达8.56亿港币，成为公司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为提高集团的国际竞争力，集团实施走出去战略，在柬埔寨建立生产基地，为集团的长远发展抢占先机。集团先后与UNIQLO、伊藤忠、伊都锦、伊藤洋华堂等如本知名服装品牌及零售商，NIKE、ADIDAS、pUMA、FILA及MIZUNO等国际知名运动服装品牌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为加深与重要客户的合作，集团为UNIQLO、NIKE、ADIDAS等国际知名企业设立了专用工厂。2007年，集团实现销售收入50亿人民币、创汇4.2亿美元、创利税7.8亿人民币。面对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申洲集团的销售收入不减反而有了长足的增长。2009年，集团实现销售收入61亿人民币、创利税14.7亿人民币，针织服装出口额、利税总额、利润总额、产能规模均连续6年列中国针织服装行业第一位。与2008年相比，2009年主要出口市场日本、美国和欧洲的销售额分别增长31.4%、30.1%和23.7%（这也验证了Gereffi and Frederick（2010）的观点：配额的取消以及经济的衰退加速了全球供应链精简的趋势：领导厂商在世界范围内对供应商的定位趋向于更少、更大以及更有能力的地方供应商。）。

二、创新研发和技术升级

申洲拥有国内最先进的面料研发检测实验室、亚洲唯一的申洲NIKE设计开发中心，以及全世界最先进的设备和国际品牌专用厂，这使得申洲能够引领潮流，每年开发2000多种新面料，为世界不同客户提供检测，专用工厂服务于世界一流品牌。申洲重视创新人才的培养，每年投入数亿元研发经费，从事与研发有关的工作人员超过1000人，其中科研人员近700人。另外，集团还聘请一批资深的教授、学者担任技术顾问，并与全国多家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长期技术协作关系，形成了强大的技术创新开发能力。

申洲与耐克的合作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合作模式，共同设立了申洲NIKE设计开发中心。通过全球领导品牌设计室与制造工厂相结合的模式，充分发挥双方各自的优势。设计与制作紧密结合，耐克设计师的修改意见，申洲在2小时内予以改进，使供应链的反应机制更为流畅和快速，减少新品面市的时间，误差也更小。

申洲国际发展纵向一体化的营运模式，将所有生产工序，从面料织造、染色与后整理、印绣花和剪裁及缝纫集中在同一工业区内，有效提升了工艺技术和制造水平，为集团客户提供一站式优质服务，使客户做到“货到即售”（Ready on Delivery），提高了申洲的竞争力。目前，申洲国际已经成为中国最具规模的纵向一体化针织服装制造商。纵向一体化的营运模式为集团带来多项优势，完整的产业链布局不但有效减少了生产工序的衔接时间及物流成本，更有助于集团降低生产成本，增强赢利能力，同时亦使集团较少受到上下产业的影响，提高了抗风险的能力。

集团推行严谨的品质控制措施，由原材料到成品均进行严格的品质监控，先后完成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瑞士OeKo-Tex100认证、OhSA18001职业健康安全体系等多项国际认证，产品质量得到国际知名厂商的一致认可，顺利通过国际品牌企业的验厂，集团合作伙伴UNIQLO多次把集团评为“全球最佳供应商”。

三、人性化管理促进企业和谐

申洲集团十分重视企业内部的和谐，由党委、企业管理层、工会、办公室、人事处和专业律师组成职工维权调解中心，并在各车间和部门成立协调小组，积极化解内部矛盾、维护职工权益。集团还充分发挥职工代表大会作用，将其作为员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促进企业和谐发展的重要平台。

申洲集团提倡以人为本的理念，在车间、食堂、宿舍设立投诉意见信箱，广征员工意见，定期做出答复并根据意见进行整改，热线交流手机号码予以公示，让员工能随时随地通过手机信息反映问题，将问题消解在萌芽状态。

申洲集团积极致力于员工作环境、权利保障和生活条件等方面的改善。集团75%的厂区面积配置了中央空调，并与UNIQLO、NIKE、ADIDAS、pUMA等重要客户建立了员工权利保障合作条款。集团积极为全体员工缴纳各类保险，做到应保尽保。公司还设立职工急难救助基金，大部分基金源自于公司行政拨款。申洲慈善救助基金使用规定，凡是与公司签订了正式劳动合同的员工，或该员工无固定收入的配偶、父母、子女，在不幸遭遇自然灾害、重大疾病、意外事故等变故后，都可以向公司慈善救助站提出救助申请。公司救助站调查审核后，将一次性发放2000~10000元不等的救助金，特殊情况可特批。

申洲集团投资1.3亿建设8.6万平方米的单身职工住宅小区和1400套夫妻公寓，让员工享受人性化居住环境；购置15辆豪华大巴，保证员工上下班安全、便捷；建设20个食堂和一个6000平方米配餐中心，保证员工吃得安全、可口。申洲员工实行错时分批就餐，并给予每人每餐一元的补贴。

此外，集团非常重视员工的培训提高，仅2007年就先后组织各类培训56期。

公司一直致力于对社会的回馈，仅2000年到2006年，申洲公司已陆续捐款2800万元用于慈善公益事业，其中包括为外省市贫困地区援建“希望小学”，为市、区街道建造敬老院和公园，为乡镇设立帮困基金等。2006年又捐款600万元支持中国女排落户北仑。2010年再度获得宁波市“十大最具爱心慈善企业”称号。

四、循环经济实现科学发展

作为用水和耗能大户，集团努力实现节能减排和增产不增污的目标，打造绿色品牌。集团的各生产工厂都建立了环保工作网络，落实专门的环保管理员。集团先后投资2.3亿元引进国际上最先进的成套节水节能型染色机设备，耗水、耗气、耗电下降30%以上，日节水6000吨。如国内传统染色机每吨布用水量250~300吨，而申洲引入的德国ThEN染色机每吨布用水量只有85~95吨，希腊SCLAVOS染色机每吨布用水量更是只有60~80吨。集团先后投资6000余万元自建60000M3/D的印染废水处理工程和废水回用工程，经水质净化处理后的废水85%用于生产再利用，10%~15%用于卫生冲洗、锅炉浇煤、引风机轴承冷却及绿化浇地，每年可节约用水165~290万吨，消减COD排放量180吨。集团自建的污水处理中心还与环保局联网，实施24小时在线监控。集团投资160万元，采用SSX-Ⅲ型硫化床烟气洗涤器对锅炉烟气进行处理，脱硫率达82%、除尘率达98%。集团第一批通过了清洁生产审核验收，成为12家浙江省清洁生产试点企业之一，并被确定为第一批浙江省级绿色企业。

五、案例点评与小结

面临后MFA（多纤维协定）时代的挑战和困局，存在着两条道路，一是沿袭“追底杀低”的低成本、低价格、低价值、低档次的产业竞争模式；二是坚持创新、协调和可持续发展。2008年的残酷现实证明第一条道路是死路，而申洲集团以创新实践，实现纯加工出口企业的产业升级之路，即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

通过先进装备的引进，提高生产效率和企业规模，整合流程，从设计打样到交货的快速反应，满足市场需要。

通过产品研发，加强原创设计研发，提升产品品质和差异化，提高非价格的竞争力。

通过提供优良的客户服务，承担部分客户要求的职能，如协同研发、商品检测、快速交货配送，提升集团核心能力。

通过整合产业链，纵向一体化，拓展海外基地和市场，实践向中西部转移，拓展更广泛的产业领域。

产业升级不仅体现在公司的经济效益，申洲集团实施绿色环保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实践了和谐科学的发展观，成为服装加工出口行业的典范。

第二节 雅戈尔多元化创新协同发展之路

一、企业概况

雅戈尔集团创建于1979年，经过30多年的发展，逐步确立了以品牌服装、地产开发、股权投资等产业为主体，多元并进、专业化发展的经营格局。目前，雅戈尔已成为拥有员工5万余人的大型跨国集团公司，集团旗下的雅戈尔股份有限公司于1998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2009年雅戈尔集团实现销售收入274亿元，利润总额41.54亿元，出口创汇6.28亿美元，上交国家税收16.14亿元。雅戈尔集团入选 “2007中国顶尖企业榜百强”，以良好的经营业绩和持续的增长潜力列2009全国制造业500强第120位、中国企业效益200强第74位，同时还获中华慈善事业突出贡献奖，连续三年上榜“福布斯慈善榜”和“胡润企业社会责任50强”。

二、多元创新之路

（一）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雅戈尔整合五个专业技术中心——梭织面料研发中心、毛纺织后整理研发中心、服装辅料研发中心、服装设计研发中心、信息化工程研发中心，成立雅戈尔集团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拥有专职技术开发人员750人，集团技术中心有科研人员64人。每年坚持投入销售收入的3%作为技术开发经费，2005年集团科技活动经费支出达1.52亿元，比上一年增长32.17%。几年来，集团先后开发新产品、新技术27项，其中国内领先水平24项、国际先进水平3项，有6种新技术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雅戈尔形成了生产一代、研制一代、开发一代、储备一代的连锁体系，在每年投放市场的产品中，全新面料、款型、工艺的新型产品占据70%的份额，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为发掘潜在顾客和建立良好的顾客关系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建立营销新体制

雅戈尔凭借自身的实力和优势、先进的营销理念，在全国各地构建起较为完善的销售网络体系。至今，雅戈尔的市场网络已涵盖了全国（除台湾、澳门外）各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建立了150余家分公司、2000余个商业网点。

随着雅戈尔销售市场的拓展和产品销量的攀升，为降低生产和营销成本、缓解物流管理的压力，进一步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2005年前后，根据企业“细化市场，做足销售”的经营方针，雅戈尔先后成立了西部、北方和南方三家公司，以此缩小管理半径，加快区域配送中心建设步伐，对现有营销网络系统进行有效调整。

经过一年运作，新模式的营销网络功能成效显著，北方公司和西部公司均实现销售、利润、货款回收率三项指标的提高。其中，西部公司在重庆的生产、销售基地于2005年底正式投入运行，除形成衬衫100万件、西服上装15万套的生产能力外，还建有西南10省市仓储配送中心，将大幅降低运营成本，缩短周转时间。目前，以服饰、南部、西部、北部四大公司为框架，以省级配送中心为支柱的雅戈尔营销网络新格局已经初步形成，将进一步优化营销管理，为拓展市场销售局面奠定基础。

雅戈尔注重以信息技术提升营销网络。专项启动的“雅戈尔数字化工程”，旨在用高科技手段改造提升营销网络体系，在全国各销售网点推行计算机网络化管理，引进国际先进水平的管理软件，利用信息化技术强化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管理，打造全新高效配销渠道，以增强企业对市场的应变能力。

（三）现代化设备流程创新应用

雅戈尔以引进高新技术和设备提升服装业核心竞争力为重要手段，走“高起点、高科技、高投入、高效益”的四高技术改造之路。集团每年用于设备更新和引进的资金达5000万元以上。

此外，雅戈尔量身定制系统具备数据传输、人体数据结构、CAD制版等功能，取众家之长，合企业之需，可称为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的典范。法国博格公司的CAD系统在业界享有盛誉，相对于其他公司的CAD系统则显得单薄。而日本CTC公司则在量身数据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数据库不够完善。雅戈尔技术专家将两者系统进行改进，在CTC公司基础上添加雅戈尔多年来积累的人体尺寸数据，完善数据准确度，并将CAD系统与CTC公司数据库整合成量身定制系统。现在，只要在专卖店量身，数据传输到量身定制中心，五分钟后就能在车间开始制造，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与成品满意度。国家科技部将雅戈尔列为国家CAD、CAM应用推广示范企业。

（四）产业链协同开发

雅戈尔利用产业链优势，开展多种形式的上下游协同开发，以此提高技术利用率，通过集成创新来提升产品价值。Dp纯棉免熨精品衬衫，就是雅戈尔产业链协同开发的典型例子。

雅戈尔衬衫厂是免烫领域的领跑者，积累了大量的技术经验，成功地开发了如hp免熨衬衫、Vp免熨衬衫、NV免熨衬衫等国家重点新产品。而面料后整理专家日中纺与衬衫厂紧密配合，联合应对攻关中出现的问题，做好面料研发工作，为Dp纯棉免熨衬衫特制全棉高支免熨面料。双方合作开发的新型衬衫不久便成功面市，成为雅戈尔第四项国家重点新产品，上市并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除了集团内纵向的联合研究开发外，雅戈尔同样注重横向合作来提高自身技术水平，加强新产品开发。雅戈尔把技术合作开发的视野放宽到全球范围，2005年雅戈尔毛纺与世界著名纺织巨头意大利玛佐多公司达成合作协议，玛佐多公司以注资技术转让和提供营销渠道的方式与雅戈尔毛纺展开合作事宜，双方共同研究开发新型面料，合力拓展世界高端纺织品市场。目前，该项目已列入科技局国际合作资金支持计划。

（五）品牌战略

品牌服装是雅戈尔集团的基础产业，自1979年从单一的生产加工起步，现已形成了以品牌服装经营为龙头的纺织服装垂直产业链。

目前，雅戈尔在全国拥有100余家分公司，400多家自营专卖店，共2000余家商业网点。雅戈尔拥有衬衫、西服、西裤、夹克、领带和T恤六个中国名牌产品，主打产品衬衫为全国衬衫行业第一个国家出口免检产品，连续15年获得市场综合占有率第一位，西服连续10年保持市场综合占有率第一位。雅戈尔品牌多次获评最受消费者喜爱品牌和行业标志品牌。

雅戈尔品牌服饰连续七年居中国服装行业销售和利润总额双百强排行榜首位，被评为最受消费者喜爱品牌，相继获得中国服装协会颁发的公众大奖、成就大奖、营销大奖，是首届浙江省十大品牌创新先锋之一，被中国品牌研究院评为行业标志品牌。2009年，雅戈尔成立服装控股有限公司，设立五个品牌工作室，即Mayor ＆Youngor 、Youngor CEO 、GY、hARTMARX、汉麻世家等五个品牌，进一步在品牌定位、风格和内涵上建立鲜明的个性，同时加快新产业、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

自2004年以来，雅戈尔集团将品牌服装进一步延伸至棉花种植、纺织等服装上游产业。2008年集团并购美国KELLWOOD公司旗下核心男装业务——香港新马集团，促使雅戈尔设计开发及国际经营能力进一步提升，在美国拥有自己的分销网络，形成了全球最大的纺织服装产业链之一。

进一步加强上下游协同创新能力，发挥产业链优势，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争取更强的主动性是雅戈尔的战略路线。2007年，雅戈尔集团收购香港新马集团，是雅戈尔步入跨国经营阶段的重要标志。2010年4月，新马公司成功收购伊藤忠持有越南91%的股权，成功实现了生产基地的跨国转移。

三、企业社会责任战略

（一）保障员工权益，创造内部和谐

1.尊重员工

在雅戈尔没有“外来妹”、“打工仔”等说法，来到雅戈尔的都是雅戈尔人，享受与本地职工一样的待遇，没有地域歧视和用工歧视。所有领导干部一律与普通员工一起排队打饭，一起就餐，没有特殊化待遇。进出公司，领导车辆为员工让路，形成了自觉行为。在股权分配上，只要在雅戈尔工作满一年，不分岗位、地域员工均可以入股。通过五级薪酬分配，员工对于工作的满意度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员工的流失率也较小。

2.关爱员工

在企业分配制度上雅戈尔实行五个体制：一、以“按劳分配，效率优先”为原则，奖掖先进，鼓励争先；二、年底以奖金制度平衡平时分配中不合理部分，兼顾公平；三、通过基金会进行分配，体现员工主人翁意识；四、通过按股分红，作为按劳分配的补充；五、对因疾患天灾等所致的困难员工进行特殊救助，平均每年费用达数百万元。在关心员工健康方面，雅戈尔每年组织免费体检：35岁以上的员工一年一次，35岁以下的员工三年一次，每年企业为此投入200万元人民币。此外，雅戈尔还在每年春节前为员工提供订票服务，并包车送员工回家；为留岗员工组织集体年夜饭、春节晚会等活动，使员工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3.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

雅戈尔投入巨额资金，引进国际最先进的设备，如智能化吊挂设备、CAM裁床等，减轻工人劳动强度，降低安全隐患；安装中央空调，保障员工的身心健康。为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雅戈尔从1999年到2006年先后建设三幢职工宿舍，共投入8200万元，建设房间929间，可入住员工6800人。宿舍配有衣柜、写字台、电话，24小时提供热水，设置了多功能活动室、电视机房、室内外健身器材、网吧等娱乐设施，并定期举办各类活动，还为员工宿舍安装独立空调，仅此一项的投入即为500万元。

4.切实提高员工收入

早在1993年股权改造的时候，雅戈尔就考虑到构建和谐企业的问题，提出员工入股，成为企业的主人。按照当时规定，董事长可以持股20%，还可以配股20%，但是雅戈尔却实行普通员工 “按劳分配为主，按股分红为辅”，中层干部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高层按资分红的原则，有效地兼顾了各层面的利益，形成了制衡的机制；同时也有效地保障了员工的长远利益。当时乡镇企业工人退休后没有保障，但由于雅戈尔给员工每人入了5000股，经过扩股送股后折算成股值就是200多万的资产，每年分红即可达3万元。在这样的条件和待遇下，雅戈尔企业维持了长久的稳定与和谐。

在分配体系上合理地解决股东分配与员工分配。员工的工资每年保持8%~10%的增幅，并从制度上保证员工收入的增长要高于干部收入增长。

建立和谐企业还需要建立一整套健全的制度。作为一个在短时间内发展壮大的企业，雅戈尔在制度建设方面面临压力，近几年一直在加强考核、管理、分配、提升、培训等制度建设，力争使每一个人都有公平竞争的机会，让每个人都有参与企业提升发展的机会，从而使雅戈尔在未来的发展中有一个更加和谐的发展环境。

（二）环保节能生产，实施“绿色工程”

雅戈尔自建立以来，不断采用高科技改造企业设备，严格以节能和环保的标准要求自己，同时在这两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1.降低能耗，节约资源

1999年服装城建成后，随着设备的大量引进和产能的扩大，水、电、气的能耗逐渐加大，降低能耗、节约资源成为企业的重中之重。为降低能耗，2004年雅戈尔与浙江省工业设计院空调系统节能设计研究所合作，将原来的冷却冷冻水泵改造成小功率的高效节能泵，仅此一项每年可节约用电60万度。同时在技术改造和日常管理方面，注重在工艺、设备中综合考虑设备的能耗问题，2007年上半年公司先后对各生产企业生产车间的照明灯进行了改造，可降低能耗30%。雅戈尔在独家引进免烫处理设备不久，即斥资300万元从日本引进一套污水处理系统，通过先进的系统处理，同时实现安全排放和水资源的循环利用，有效地节约了资源。

2.应用绿色能源，推行清洁生产

雅戈尔近几年的高速发展，使企业在不断扩能的同时，能源的需求量也不断扩大。原本导热油锅炉使用的重油燃料不仅价格日益高涨，排放标准也日趋接近环保标准的底线，寻找一种环保廉价的能源替代品成为当时企业工作的重心。经过多方比较与调研之后，水煤浆能源应用方案脱颖而出。水煤浆是一种新型的清洁燃料，它以煤炭为主料，以水、化学添加剂为辅料组成，经过专用设备的研磨、细化制成。用水煤浆替代原来的重油，不仅进一步控制了能源成本，而且大大减少了进煤排渣产生的污染，带来了企业生产的清洁和环保。水煤浆项目的成功运作，不仅节约了能源，而且带来企业生产的清洁化，清洁生产的概念正日益在雅戈尔成本控制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使企业管理层对生产环保的重要性取得了全新的认识。

（三）爱心成就“慈善企业”

在胡润百富榜发布《2007胡润企业社会责任50强》榜单中，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2003年至2006年累计社会捐款总额1亿余元，成为入选的三家浙江企业之一。

成为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公民是雅戈尔的文化理念，扶危济困，襄助公益事业是企业履行的重要社会责任之一 。1997年，宁波遭受百年不遇的台风袭击，雅戈尔向市、县捐款150万元，向市慈善总会捐款100万元；1998年，雅戈尔为再就业工程捐款600万元，为抗洪救灾捐款1000万元；1999年，雅戈尔把本来准备用于20周年厂庆的200万元捐给了敬老院；2003年，“非典”爆发，在第一时间，雅戈尔捐赠500万元，资助宁波卫生系统购置10余辆隔离式救护车，这是宁波市行动最早、数额最大的抗非捐赠；2005年1月，印度洋海啸灾后第一时间雅戈尔向宁波市红十字会捐款100余万元，以支持灾区人民的家园重建工作。其中雅戈尔西服厂一位职工化名“俏夕阳”无偿捐出了9980元，谐音 “救救吧”，向灾区伸出了援助之手；2003年11月，雅戈尔捐资500万元建立“雅戈尔爱心助医基金”，每年向区慈善总会捐赠50万元，专门扶助家庭贫寒、尿毒症肾移植患者。2008年，雅戈尔向四川汶川地区累计捐赠2700余万元。创业30多年来，雅戈尔已累计向公益事业捐赠1亿多元，在造福桑梓的同时不断丰富延伸企业公民的内涵和价值追求，赋予雅戈尔品牌独特的精神品质。

四、案例点评与小结

雅戈尔三十年的发展，得益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反映中国服装业三十年的成长，更是中国服装业三十年技术创新、协同发展的典范。

我们在惊叹雅戈尔从1979年由几个知青创建的单一的生产加工小企业发展成长为拥有150余家分公司、400家自营店、2000个专业销售点的中国第一衬衫、西服品牌，更赞赏雅戈尔企业升级的路径。

意大利的服装业成为世界时尚界的领袖，其经验是技术、艺术加营销术，而产业体系则以纵横向整合，核心企业为维系的网络组织，和产业区为代表的产业集群，构成了专精化的生产体系、时尚化的品牌群。

中国的服装业一直是强于生产而弱于营销，强于规模而弱于价值，强于技术而弱于艺术，而雅戈尔以自己三十年的求索，构建了以服装为龙头的面料、成衣上下游协同的生产链；以品牌领衔的设计研发、制造、营销整合的价值链；以时尚标杆的衬衫、西服、夹克、领带等为主的商品链；以数字化技术支持的物流、资金、流通、敏捷系统的信息流，实践中国的技术、艺术、营销之术，追循品质、品位、品牌之道。

雅戈尔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切实保障了员工的利益，促进了企业内部的和谐，推行清洁生产和“绿色工程”，促进了企业与环境的和谐，慈善战略成就了爱心企业，促进了企业与社会的和谐。

第三节 本章小结

申洲与雅戈尔两个代表性的案例分析进一步证实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结果。在全球产业网络的分析框架下，企业价值可以用不同形式的经济租来衡量，如技术租、组织租、关系租和品牌租等。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供应链管理（关系租）和质量管理（组织租）尤为重要（第六章实证分析的数据表明，供应链管理对企业价值贡献度最大，为0.743；质量管理次之，为0.737），品牌战略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也同样重要（品牌战略对企业价值的贡献度为0.706）。申洲作为OEM的成功典范，以关系租和组织租的形式促进企业的经济升级，而雅戈尔作为多元化创新协同的品牌战略的模范，以品牌租的形式促进企业的经济升级。不可忽略的是，两家企业都非常重视企业的技术能力，这是企业获得技术租的基础。

通过对申洲与雅戈尔的案例分析表明，中国服装产业升级的路径是沿着两个并行不悖的方向：

一个方向是实践同一个“功能”的时候，通过流程和产品升级，提升“素质”，丰富“内涵”，整合“关系”，改变“模式”，革新“流程”，开发“通路”。如申洲在加工制造这一环节，纵向一体化延伸，提高服装与面料设计、开发水平，提高产品创新能力、品种多样化和时尚化水平，实现了企业价值的提升，与全球领导企业合作的内容也更为深入，从加工到设计再到销售与物流，在产业网络中的地位有所上升，与采购商之间的关系也更加稳定，意味着企业势力的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改善了员工体面劳动的质量和数量，与员工的关系更加和谐，促进了企业的和谐发展；

另一个方向如雅戈尔，从最初的加工制造到有自己的原创设计和品牌改变企业在价值链中的功能，甚至“链条”的升级，通过多元化的创新协同战略，实现技术、艺术、营销术的结合，追循品质、品位、品牌之道，促进企业的经济升级。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切实保障了员工的利益，促进了企业内部的和谐，推行清洁生产和“绿色工程”，促进了企业与环境的和谐，慈善战略成就了爱心企业，促进了企业与社会的和谐，造就了良好的“企业公民”形象。

申洲即是前一种升级的典型，同时也以渐近的方法演示后一种升级：如承担了部分原创设计、合作产品开发和服务，实现了功能升级。


第八章 研究结论和建议

第一节 研究结论

一、研究结果

本文在探讨全球产业网络分析框架内涵的基础上，对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升级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梳理，构建了全球产业网络情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升级关系的理论模型，并结合中国纺织服装业的调查进行了实证研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全球产业网络作为一种新的组织，与企业和市场相比，有着不同的本质特征。网络内的交换是在互动的情景下基于关系进行的，组织成员间的关系是靠声誉来维系的，成员之间是合作共赢的关系。基于信任的交换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加快了交易的速度，从而提高了交易的绩效。价值、势力和嵌入是全球产业网络分析框架的三个要素。与全球商品链和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框架相比，全球产业网络的分析框架更注重社会性。特定产品和劳务的生产和交换也是价值的创造、提升和分配的过程，是全球产业网络的核心内容，反映经济性；基于价值的创造和分配而形成的组织结构决定着产业网络内的势力分布以及成员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全球产业网络的基础，反映社会性。

（2）全球产业网络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组织，有着不同于企业和市场的本质特征，网络内的交换更加社会化，更多地依赖关系、相互利益和声誉（powell，1990）。而企业社会责任对声誉产生影响（姜启军、顾庆良，2008），对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及组织的稳定和发展产生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流行是与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分不开的。全球产业网络的社会结构通过各种约束和传递机制来规范地方供应商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另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成了地方供应商嵌入全球产业网络的有利甚至是必要条件之一。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经历了从“职责到战略的转变”（Kotler and Lee，2005）。

（3）学者对产业升级的研究经历了从宏观理论到产业实践的演变，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研究框架也从全球商品链、全球价值链转移到全球产业网络。在全球产业网络的框架下，发展中国家的升级问题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价值的创造是全球产业网络分析框架的核心，与价值创造相关的重要问题包括劳动力在什么条件下通过怎样的劳动过程转换成实际劳动（社会性）；产生不同形式租金的可能性（经济性）。前者关系到社会升级问题，而后者与经济升级相关联。社会升级意味着劳动者作为社会行为者的能力及权力的提升以及雇用质量的提高。全球产业网络下的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经济升级促进社会升级，而社会升级对经济升级有反作用。

（4）本研究选择了企业社会责任、企业价值和企业势力（反映经济升级的两个变量）、体面劳动（反映社会升级的变量）四个变量，构建了全球产业网络情景下的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之间的理论模型，结合中国纺织服装业的调查，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验证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势力、企业价值、体面劳动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依次增加，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势力的作用力相对较弱，而与体面劳动之间的作用力较强。

聚类分析对研究结果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根据企业对社会责任观念的认识进行了聚类，将样本分为主动适应型和被动反应型两类企业。研究表明，主动适应型企业更容易得到采购商的支持和补贴，双方的关系也更加稳定；主动适应型企业更注重品牌和研发，推动企业向高附加值的环节升级，从而获得更多品牌租。同时，主动适应型企业通过管理体系认证的数量和企业信息管理与数字化设备的数量更多，使企业获得更多的关系租、质量租和技术租，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主动适应型企业的员工享有更多的匿名投诉权、更健康的工作环境、更多的培训机会和发展空间以及更多的话语权，体面劳动表现更为积极；主动适应型企业设立环保部门的比例也更高，环境保护的意识也更强。

（5）申洲与雅戈尔两个代表性的案例分析进一步证实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结果。申洲作为OEM的成功典范，以关系租和组织租的形式促进企业的经济升级，而雅戈尔作为多元化创新协同品牌战略的模范，以品牌租的形式促进企业的经济升级。不可忽略的是，两家企业都非常重视企业的技术能力，这是企业获得技术租的基础。中国服装产业升级的路径是沿着两个并行不悖的方向进行的。

二、研究结果的讨论

在对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过程中，一些数据证实或验证了一些观点：

（一）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

由于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研究一直处于“混淆”之中，使得本研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也处于“混沌”的状态，表现在对潜变量“企业社会责任”的测量指标选择上存在着较大的随意性，但数据分析的结果还是证明了员工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的观点。研究表明，反映“企业社会责任”变量的6个观测变量中的CSR2（如果提高劳工标准，增加的成本将危及企业生存）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系数最大，为0.646。

（二）对企业势力的认识

企业势力是全球产业网络中权力分布的反映，对企业价值的获取产生直接影响。本研究选择了客户侃价能力、交货期限和客户关系稳定性三个观测指标来反映企业势力。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在这三个测量指标中，客户的侃价能力与企业势力的相关系数最大，为0.606；交货期限次之，为0.573；客户关系的稳定性为0.369。说明供应商与采购商之间讨价还价的能力直接反映着产业网络内成员之间的势力分布，影响着全球产业网络的结构。在全球产业网络的情景下，企业社会责任能通过网络治理的社会机制促进企业在网络中地位的提升和整个网络结构的稳定。

（三）对企业价值的认识

企业价值可以用不同形式的经济租来衡量，如技术租、组织租、关系租和品牌租等。本研究用企业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实施效果来衡量技术租；用企业品牌战略的实施效果来衡量品牌租；用企业质量管理的实施效果来衡理组织租；用供应链管理的效果来衡量关系租。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在这四个测量指标中，供应链管理与企业价值的相关系数最大，为0.743；质量管理次之，为0.737；品牌战略为0.706；最后为技术设备，为0.482。说明在全球产业网络的情景下，企业的供应链管理（关系租）和质量管理（组织租）尤为重要，这是与全球产业网络的社会性相对应的；不可否认的是，品牌战略对企业价值的提升同样重要；而技术设备对企业价值的贡献力相对较弱。这说明相比硬技术而言，软技术对企业经济升级的作用更为重要。在全球产业网络的情景下，企业社会责任能通过网络治理的社会机制促进知识（特别是隐性知识）的转移和扩散，促进供应商技术能力的升级，从而促进经济升级。

（四）对体面劳动的认识

体面劳动的概念包括四个要素：就业、社会保障、劳动者权利和社会对话。前两者指就业机会、薪酬、保障和工作条件，后两者重点强调劳动者的社会关系。本研究用“工资标准”、“工作时间”来反映就业；用“企业提供的福利”来反映社会保障；用“不使用童工”来反映劳动者权利；用“员工集体谈判权”来反映社会对话。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在这五个测量指标中，工作时间与体面劳动之间的相关系数最大，为0.806；其次为社会保障和工资，分别为0.317和0.294；最后为不使用童工和员工集体谈判权，分别为0.222和0.218。前三者是对体面劳动数量方面的反映，后三者是对体面劳动质量方面的反映。说明现阶段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劳动者的体面劳动还处于相当低级的状况，工作时间是其重要的体现，在工资收入、社会保障以及劳动力权利和社会对话方面都需要加强。研究表明在全球产业网络的情景下，企业社会责任与体面劳动之间的强相关性，说明企业社会责任与社会升级之间的显著性关系。

（五）对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升级路径的认识

申洲与雅戈尔两个代表性的案例分析进一步证实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结果。申洲作为OEM的成功典范，以关系租和组织租的形式促进企业的经济升级；而雅戈尔作为多元化创新协同品牌战略的模范，以品牌租的形式促进企业的经济升级。中国服装产业升级的路径是沿着两个并行不悖的方向进行的。

第二节 促进中国制造业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的建议

本书的研究结果虽然是根据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实证研究得出的，但对其他产业的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同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根据本书的研究结论，对中国制造业的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提出以下建议：

（一）主动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战略

本书的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能提高企业的绩效。因此，企业社会责任并不意味着成本，而是一种投入，能给企业带来正向的绩效。在全球产业网络的情景下，企业社会责任能通过产业网络的社会机制和治理机制，使供应商能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和更多的支持，使供应商与采购商之间的关系更为稳定，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经济租（包括关系租、组织租、品牌租和技术租），促进企业势力和企业价值的提升。通过积极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能改善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和劳动质量，使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

（二）利用社会机制加强客户关系管理

网络的社会性是有别于其他组织的重要特征。在全球产业网络的情景下，关系租是企业价值的重要来源。企业应积极利用社会机制加强客户关系管理，促进隐性知识在产业网络内的转移和扩散，提升供应商企业的技术能力，提升企业势力，增加话语权，获得更多的关系租，使网络组织更加稳定。

（三）加强组织管理以获得更多的组织租

在全球产业网络的情景下，组织租是企业价值的重要来源。企业应积极利用全球产业网络的社会机制提高特殊的组织和管理技能，如JIT（just-in-time）生产技术和全质量管理等，提高组织管理的效率，建立自己的竞争优势，享有更多的对话权，获得更多的组织租，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四）实施品牌战略获得品牌租

在全球产业网络的情景下，品牌租同样是企业价值的重要来源。企业应该研发和设计，与市场相结合，树立自己的品牌，并逐步建立起自己的产业网络，在网络内处于领导地位，对产业网络的组织拥有领导权，影响产业网络的权力分配结构，获取更高的经济租。

第三节 研究局限性与展望

本书通过理论和探索性的实证研究方法对全球产业网络下的企业社会责任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验证。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待改进和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研究的局限性

（一）研究变量的设计上

本书运用全球产业网络的分析框架，赋予了产业升级新的内涵，用企业势力和企业价值来衡量经济升级，用体面劳动来衡量社会升级。这是一个新的观点。虽然实证检验支持了理论假设，但这几个变量的选择是否全面和客观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证实。

（二）观测指标的选择上

由于学术界没有形成统一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因此对于观测指标的选择也没有明确的依据。本书对“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潜变量的观测指标的选择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尽管信度分析通过了“企业社会责任”变量与其观测变量的一致性检验，但在今后的研究中需更加科学和谨慎；反映“体面劳动”的观测指标根据其要素来确定。由于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社会存在着不同的体面劳动模式，因此本书选择的五个反映“体面劳动”的观测指标有可能不能全面、准确地体现中国劳动者体面劳动的现状，可能需要更细致和深入的研究来表达。

（三）调查样本的选择上

由于时间和经费的原因，本次调研的地点集中在宁波地区，不能全面地反映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现状，研究的结论对其他产业可能存在不完全的普适性。

二、研究展望

（1）本书验证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势力之间的关系，而企业势力是全球产业网络社会性的表现之一，如何将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与全球产业网络的社会机制相结合以促进企业势力的提升是一个有待于深入研究的课题；同时，机构势力和集体势力是全球产业网络势力这一要素的其他两个成分，企业社会责任与机构势力、集体势力的关系研究本书并未涉及，也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2）本书验证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本书中企业价值是根据四种经济租来确定的，这是从价值的创造这一角度分析的。价值的分配和获取是全球产业网络价值这一要素的其他两个成分，企业社会责任与价值的分配和获取之间的关系本书未涉及，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3）本书验证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体面劳动之间的关系。体面劳动是从员工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而广义的社会升级还包括社会、环境、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这可以成为新的研究角度。同时，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时期体面劳动都有不同的内涵，揭示现阶段体面劳动的特征是一个新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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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是经济学界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其研究框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从全球商品链到全球价值链再到全球产业网络，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中。2008年11月由国际劳工组织主持的曼彻斯特工作会议提出了“Capturing the Gains：Industrial and Social Upgrading 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研究命题，以期构建全球产业网络研究的国际网络。本书的研究就是以中国纺织服装业为例对这一命题的验证。

本研究尝试突破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平行的研究路径，从全球产业网络分析框架的经济性和社会性出发，探讨全球产业网络情景下企业社会责任的传导约束机制，验证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研究得到了一些有意思的结果。坦率地说，从方法论角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但是实证分析和案例分析都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可以促进企业的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

本书是国际劳工组织项目Decent Work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A case of China Apparel Industry（项目号：40041167/0）和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重点项目《企业社会责任与产业升级——以服装产业为例》（项目号：08Z24）的研究成果，课题组成员包括东华大学顾庆良教授、浙江理工大学赵林飞副教授、宁波大学的陶菁老师、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蔡峻、丁卓君以及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盛龙。在这里向他们的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别感谢参与调查的企业，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详实的资料，这些企业的厂长经理以极大的耐心、热情和信任参与讨论。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在调研过程中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没有他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本书。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2010年度浙江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出版基金的资助，在这里表示特别的感谢。

衷心感谢浙江省特级专家陆立军教授百忙之中为我们的拙作作序。

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张琛编辑的热心帮助和支持。

OEBPS/Image00000.jpg
O MAE BKR #F

IR RS THY

EWHSFEN=WAH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ndustry
Upgrading in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OEBPS/Image00001.jpg
O MAE BKR #F

IR RS THY

EWHSFEN=WAH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ndustry
Upgrading in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OEBPS/Image00002.jpg
O MAE BKR #F

IR RS THY

EWHSFEN=WAH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ndustry
Upgrading in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